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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元文化语境下人类共存路径的差异，折射出不同的传播观念与价值取向。差等秩序是人类关系传

播的普遍形态，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植根中国社会结构，蕴含以差异为前提维护关系秩序、达成“和合

共生”的本土传播智慧。本研究以此为理论基础，通过思想溯源、逻辑分析与理论建构，提出中国关系传

播的“水波纹”模式。该模式以“推己及人”为交往伦理，形成主体双向建构、情境化传播、圈层动态调

整的内在逻辑，彰显中华文化以“伦”为基因、以“和”为旨归的传播特质。在此基础上，研究认为扩大

同等的类存在、构建弹性调适的传播边界、平衡差序伦理与平等价值是中华传统传播智慧为破解数字时代

关系传播困境提供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　差序格局；水波纹；关系传播；推己及人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吴晓俊，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福建厦门 361005

“差序格局”概念自费孝通提出以来，学界多将其与西方“团体格局”

展开比较研究，聚焦中西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区别 [1] 和关系向度 [2] 等议题，

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然而，差序化是每个人同他人交往并想

象其生活世界的自然倾向和必然结果 [3]，从传播的角度而言，差等秩序并非

文明特例，而是中西方关系传播的共相。相较于社会学侧重社会结构、关系

形态与制度逻辑研判，传播学视角的差序研究更聚焦信息流动、圈层互动与

情感表达等如何在传播实践中建构和维系人际关系。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的全

域普及进一步消弭文明边界的当下，微信圈层分组、可见权限划分、社群圈

层聚合和算法个性化推送等日常传播实践，集中体现了差序交往特征。数字

时代下“中国为差序格局，而西方为团体格局”的差异逐渐消解，基于统一

的技术传播模式差序化互动的全域普及连接，在全球范围内趋同 [4]，差序传

播成为中西学界需要共同回应的普遍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

差序格局：中国关系传播“水波纹”模式

的建构与“推己及人”的交往伦理

谢清果 吴晓俊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策略研究”
（22&ZD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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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人类、面向未来” [5]，这意味着关系传播研究

既要强调普遍性，也要增强主体性；既要面向

世界汲取养分，也要立足本土文化根脉；既要

把握当代传播图景，也要深挖传统交往思想资

源，方能为建构中国特色关系传播理论筑牢本

土根基。因而，在承认差序传播为全球共性的

基础上，更需厘清中国本土文明特质，这也是

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中国差

序传播依托亲缘伦理关系，形成以自我为中心，

逐层外推的“水波纹”式差等传播秩序。信息

选择偏好、传播互动规则和情感表达强度均随

圈层亲疏而差异化，“重责任、明差序、尚和合”

的差序传播形态构成中华文明关系传播的底色。

这种根植乡土、适配本土交往实践的传播范式，

是其他文明语境下差序互动难以复刻的传播理

论资源。

中国本土的差序传播，并非建立在权利制

衡与契约约束之上，而是从“差序格局”中提取

关系传播结构，跳出表层的话语技巧和行为姿态

分析，聚焦价值导向和伦理规范层面，以互惠包

容为交往旨归的传播范式。这份崇尚和谐交往、

良性共生的价值追求，是中西学术对话的起点，

亦是全人类共同向往的美好交往愿景。因而，“差

序格局”所内嵌的传播理念既根植中国本土社

会结构，具有在地阐释力，亦可为全球共通差

序传播提供兼具温度与实践的中国思考。

基于此，本研究以“差序格局”为理论依

据探讨中国关系传播内在逻辑，挖掘“水波纹”

隐喻的学理价值，系统建构中国本土化“水波纹”

关系传播理论。该模式以“己”为中心、由内

向外圈层延展，恰切呈现了中国关系传播“推

己及人”的运行逻辑与差序实践；其理论视域

超越了简单信息传递与权力约束的分析框架，

侧重阐释个体如何依托伦理自觉，在差异化的

关系网络中实现与他者、社群及社会系统的互

依共存。具体而言，研究立足中外差序传播的

共通特质，凸显中国“伦理本位”的独特属性，

东汉刘熙《释名》曰：“水小波曰‘沦’，沦，

伦也，小文相次有伦理也。”以“沦”通“伦”

的思想义理辨析，开展“水波纹”关系传播模

型的学理建构，并进一步深挖其以“推己及人”

为内生动力的交往伦理。同时，本土关系传播

理论需立足数字时代传播变局，研究在赓续中

华传统交往智慧的基础上，为化解数字社会关

系建构难题提供学理思考。

一、共相与殊相：关系传播的普遍差序与中国本

土的伦理底色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揭示了人天然为关系性存在，并始终嵌入社

会关系网络中。传播是人类关系性存在的方式，

既受制于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又在互动

实践中影响社会关系形态。跳出信息传递的单

一视角，关系传播被视为“以建立人际关系为

基础的交往模式或理论环境”[6]，将传播视作人

际关系生成、协商与维系的互动过程。

（一）差序传播：中西关系传播的异源同

构与跨文化普遍性

以亲疏远近为标准来应对和想象世界的倾

向是一种超越文化的普遍主观倾向 [7]。威廉·汉

密 尔 顿（William D. Hamilton） 在 1964 年 提 出

亲缘选择理论，认为个体倾向于帮助与自己基因

相似的亲属，从而间接提升自身基因的传播概

率，这使得动物具备了识别亲疏并予以优待的

能力 [8]。因而，对亲属进行识别和偏爱倾向是进

化的结果，让血缘圈层内部形成更紧密的联结模

式，也为人类差别化的交往与传播方式奠定生物

基础。“内群体偏爱”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先天心

理倾向，个体在社交互动中会自发对内群体成员

更为亲近、合作意愿更强 [9]，并直接体现在沟通

频率、情感表达和信息分享等关系传播实践中。

由此而言，对外群体的警惕和对内群体的亲近，

是一种无须后天学习即可自主激活的先天倾向，

这种根植于进化与人性的亲疏分层逻辑，在日常

互动与社会交往中形成了差序的关系传播状态。

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土社会时提出的

差序格局，并非仅存在于某一文明形态中，“差

序格局在人类社会似乎是普遍存在的，西方人

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社会的格局”[10]。谢立

中进一步明确差序格局的跨时空特征，“‘差

聚焦“十五五”· 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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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格局’不仅是一夫一妻制度产生之后，包括

西方古代社会在内的所有人类社会中亲属关系

结构的基本形态，更是包括西方现代社会在内

的所有人类现代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之一”[11]。

即便在以“团体格局”为标签的西方社会中，

秉持制度层面的平等原则，也无法覆盖真实的

关系传播实践。社会运行中仍会主动建立差序

化交往规则，尤其在资源稀缺的现实场景中，

差序化对待成为常态，除了对老人、妇女、儿童、

残疾者等特殊群体优待之外，也会基于国籍、

年龄、性别等 [12] 划分交往边界，形成内外有别

的互动模式。

与将差序视为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相伴，

关系传播亦围绕着差等秩序互动展开。西方关

系传播理论体系中，诸多经典研究也暗含并印

证差序化的交往前提。帕罗阿尔托学派是西方

首个明确将关系互动作为传播学核心研究对象

的学派，其提出的互动理论揭示了传播与权力

的内在关联，指出交流可以塑造权力关系，交

往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势与弱势、平等与不平等

的关系形态，直接影响人际互动格局 [13]。互动

里的地位落差、权力差异与不对等控制，通过

具体的交流互动不断显现并逐步形成交往差序。

与此同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提

出的人际距离理论，从空间符号维度划分亲密、

个人、社交与公共四种层级化交往边界，构建

了以自我为圆心的空间差等秩序与权力界限 [14]，

映射人际传播互动中依据关系亲疏形成的差序

区分互动。

进入互联网传播语境，差序传播的跨文化

普遍性进一步得到印证。一项跨国比较研究发

现，社交网络网站用于关系目的及其带来的社

会资本和关系受文化驱动，美国大学生社交网

络规模大但联结松散，韩国大学生网络圈层偏

小但关系更为紧密 [15]。另有覆盖 73 个国家，以

社交媒体互动为观察窗口的大规模跨文化数据

分析也表明，无论在何种文化中社交网络均呈

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化结构，并且用户的

内容消费偏好受到个人主义、关系流动性与文

化松紧度的显著影响 [16]。这意味着，依据圈层

亲疏形成信息选择差异与传播偏好是跨文化的

普遍存在，虽然其权重程度受个人主义、地理

人口流动性和社会约束的文化调节，但是无法

改变差序传播本身的逻辑。

因而，差序的关系传播具有鲜明的跨文化

普遍性，存在以“亲密内部”与“陌生外部”

的区隔为传播前提，随亲疏程度层级递变的“共

相”特征。但也必须看到，中西的差序传播在

历史成因、表现形态与关系基础上仍存在显著

差异。“差序结构”能否，以及如何从先天生

物本能上升为自觉的文化道德规范，恰恰划分

了不同文明传播形态的边界。中国语境的差序

关系传播形态，其特殊性并非对人类普遍传播

规律的否定，而是普遍规律在特定文化情境中

呈现的殊相。那么，中国差序关系传播的独特

内核是什么？其中蕴含哪些可与其他文明互鉴

的普适性智慧，又能够为当下社会传播实践提

供何种现实启示？

（二）本土特色： 中国关系传播“伦”的

推衍与和合旨归

作为自然事实层面，差序化是个体与他人

交往并想象生活世界所共有的天然心理倾向，

但差序化所内含的伦理准则与道德取向并非人

类普遍禀赋，而是特定文化形塑的产物，体现

的是特定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 [17]。

中西文明虽共享着以自我为中心、亲疏有别的

差序传播普遍表象，然普遍共性不等于文化同

质化。在西方传统社会中，团体格局的普遍主

义和差序格局中的特殊主义两种行为原则并存，

二者存在内在矛盾和冲突，而这种价值矛盾在

传统中国社会基本阙如 [18]。因而，西方差序传

播将亲疏圈层作为关系选择与互动调适的补充，

而不具备伦理义务的强制性；中国社会则以家

庭或家族作为先在伦理框架，“差序”的关系

传播以家庭为中心自然顺次推出，“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礼记· 中庸》），家庭角色既

是人伦秩序与社会交往的起点，关系亲疏也成

为人际互动中是非研判、权责分配和价值评判

的伦理依据。由此而言，中西差序传播虽有着

圈层化结构的共同表象，但背后的道德生成动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6 年第 6 期聚焦“十五五”·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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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社会秩序来源却不同。

中国差序传播的“殊相”，在于其在侧重

伦理根基与情感化交往的倾向。梁漱溟将中国

社会概括为“伦理本位”，始于家庭亲子血缘

的伦理关系，被广泛涵化到整个社会人际关系

中，其衍生的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亦成为国

家政治、社会道德和秩序的根本原则，由此中

国关系传播自然以“伦”为基础。费孝通将“伦”

解释为“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

的那一群人里所产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9]。

阎云翔进一步补充，差序的本质并非“人”而

是“人伦”[20]，即交往行为的内在纲纪。因而，

“伦”是以“己”为中心、以差序为结构规约

着人际传播的价值导向。这构成了中西差序关

系传播的显著区别。同时，梁漱溟进一步指出，

“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即相互间的一种义

务关系”[21]。也就是说，这种伦理化的关系传

播方式不止是信息互动，更是依托情感联结践

行人伦义务的交往过程。

依托伦理本位的内在规约，共情体认构成

道德实践基础，“推己及人”则成为家庭伦理

社会化推扩的核心观念。中国差序传播实践，

便是“推己及人”这一交往伦理的推衍：从修身、

齐家延伸至治国、平天下，仁心与礼序在层层向

外的关系传递中得以扩散至整个社会网络，塑

造了中国关系传播的内在特质。在关系结构上，

个体通过置身于差序化的人际网络，在持续的伦

理践行中完成自我身份定位，形成关系性传播

主体；在交往实践上，以差序格局与人伦尊卑

为准则，依据亲疏远近动态调适沟通方式与信

息披露程度，呈现出鲜明的情境化传播转译特

征；在圈层边界上，柔性重构与拓展成为可能，

公私传播之间的刚性界限趋于模糊。这种植根

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播思维，有效维系了社会

秩序，形成以“伦”为内核的本土关系传播形态。

“伦”的推衍旨向了“差等秩序”的和谐

共生状态。“和”的观念不是仅仅诉诸个人主

义的自主价值与简单的平等，而是以差别和不

同为基础，在学习他人与坚持自我之间取得平

衡，最终促进公平、多样性与分享幸福 [22]。这

一观念与中国关系传播的伦理导向所契合，“伦”

以差序为结构，本身就承认亲疏、尊卑的客观

差异，其推衍过程正是通过伦理义务的层层传

递，在差异基础上建构共生关系的过程。因而，

其核心并非“说服”或“告知”，而是通过“伦”

实现关系的建立、维持与强化，其最终指向是“促

成不同心灵‘和合共生’式共振共融” [23]。因

而，既保留了各圈层的差异特质，又通过伦理

共识维系整体和谐，实现社会共生的相互成就。

这一传播思维在当代延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交往理念：将国家关系类比为“亲若善邻”“兄

弟之交”，暗含休戚与共的价值内涵，其在承

认各国发展差异与文明特质的前提下，通过平

等对话与意义协商实现国际社会和而不同、和

合共生的格局，这是“伦”的差序推衍在全球

传播场域的延展与升华。

“伦”的推衍以“差等秩序”为目标，并

借“水波纹”传播模式得以具象落地。每个人

的圈层以“己”为中心、由伦理关系编织而成，

此类关系具有个别性、独特性与情感纽带属性，

每一重伦理联结都指向专属的特殊他者 [24]。因

而，解读差序传播不宜简单套用同心圆“内聚式”

的圈层框架，也有别于西方社会结构隐喻中彼

此分立、边界固化的“筷子式”隐喻，水波纹

模式的核心要义不在于规整的圆形边界形态，

而在于涟漪逐层泛开所呈现的伦理推衍、关系

联动与动态外拓过程。在这一网络中，个体并

非被动受制于圈层划分，而是通过“推己及人”

的交往伦理驱动，在传播互动中不断生成、调

整与重构关系边界。这种互动让水波纹传播模

式成为动态的意义共同体：既以梯度化圈层保

留了个体主体性与关系差异性，又通过伦理共

识的传递维系了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文化认同。

从人际传播的情感共生，到群体传播的归属形

成，再到公共传播的价值凝聚，水波纹传播模

式的动态运行逻辑贯穿始终，既体现了中国“关

系本位”的传播特色，也构成维系社会整合、

促进文明互鉴的本土传播哲学。

因此，剖析水波纹传播模式的结构与内涵，

挖掘根植于中国传统“伦”的基因、推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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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衍逻辑与“差等秩序”的共生特质，既可

厘清普遍差序传播的中国殊相，亦能从其中萃

取可资全球借鉴的思想资源。这是推进中西理

论平等对话的重要依托，也是立足本土思想、

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

二、差序和合：中国关系传播理论视角下的“水

波纹”模式

作为差序格局的经典隐喻，“水波纹”并

非单纯的形态表征，而是统合了个体如何与世

界建立关系的动态传播模式。其不仅具象描摹

了中国关系传播由内及外的圈层延展特征，更

承载着儒家伦理构建和谐秩序的文明智慧，成

为解读本土关系传播具备意象性与实践性的分

析框架。

（一）“水波纹”与“同心圆”之辨

费孝通将“水波纹”界定为以“己”为中心，

形成由内向外逐层延展、亲疏有别、差别有序

的社会结构 [25]。翟学伟进一步指出，以水波纹

喻指“差序格局”水到渠成，所谓格局，正是

被‘伦’格式化后，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形成

的互构循环 [26]。这一表述突破了“水波纹”静

态结构的解读，解释了差序格局兼具结构规约

与行动指引的双重属性。王铭铭等学者则将差

序格局与中国传统伦理结合，提出水波纹的圈

层延展过程，本质是传统道德伦理的圈层化扩

散；差序格局并非单纯对社会关系的事实判断，

更被儒家思想赋予了界定贵贱、上下、长幼的

等级伦理内涵，具备历史延续性 [27]。

如果以传播的视角重新思考以上研究，可

发现费孝通论述的是关系传播的圈层结构与亲

疏标尺，翟学伟厘清了个体实践与社会结构的

互构逻辑，王铭铭则揭示了水波纹背后的伦理

规约。三者共通之处，在于均以水波纹意象描

述了中国社会的关系传播，具有在差等中形成

稳定秩序的特点。因而，“水波纹”意象精准

契合了本土关系传播的特征，统摄圈层结构、

人际互动和伦理规约多重维度，成为阐释中国

差序交往模式的理论隐喻。

与之形成理论参照的是“同心圆”生命－

传播结构模型。吴予敏植根中国传统生命伦理

与家国同构观念，构建以个体生命为原点，沿

“身 - 家 - 国 - 天下”逐层外推的同心圆传播

结构；该模型阐释了中国文化中个体生命价值

的层级安放逻辑，也揭示了这一结构对民族内

聚性、观念封闭性和人格伸缩性的影响 [28]。然而，

“同心圆”呈现了层级化和内敛性的刚性伦理

结构，其圈层边界清晰、层级不可逾越，适用

场景是宏观层面的生命价值与文化伦理传播，

难以适配微观关系传播的动态阐释。相较而言，

本文提出的“水波纹”传播模型，从以下两个

维度弥补了同心圆模型局限。其一，圈层性质

与边界。同心圆模型的圈层是固定的层级划分，

无法解释本土社会中关系边界的流动性与传播

主体的身份交叠性；而水波纹模型的圈层是柔

性边界与动态生成的关系网络，呈现连续渐变

的过渡形态，并非非此即彼的层级割裂，能够

精准覆盖本土传播中的复杂关系场景。比如，

传播实践中“视君如父”“亦师亦友”的身份

交叠，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忠孝、敬善等伦理的

多重性； 其二，传播方向与互动性。同心圆模

型以向内收敛为主导矢量，“为了自我或‘圈子’

的生存，必须对外部保持高度的防范的警觉，

协调内部关系的平衡” [29]，强调内圈对信息的

控制与解释权；而水波纹模型以向外扩散为基

本形态，同时包括回流的传播互动，“礼尚往来。

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

记· 曲礼上》），体现关系的维系在反馈与回

报的传播中保持平衡。

（二）“水波纹”传播模式的运行特征与

关系技艺

一种文化模式必然是与的传播结构共存 [30]。

作为本土的“水波纹”传播模式，其本质是依托

“伦”的差序传播。潘光旦基于文字本源厘清“伦”

的三重内涵，即普遍秩序、类别差等与人际互

动关系，他指出“类别或差等的伦是具体而静

的，要靠理智来辨认；关系的伦是抽象而动的，

要靠情绪来体会与行动来表示” [31]，呈现了中

国社会的伦常架构。这一架构转化为传播逻辑，

便形成以“推己及人”为交往伦理，在差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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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稳定关系秩序的传播准则，使传播行为始终

围绕伦序展开。从内涵上，“水波纹”以“伦”

为核心，兼具结构性与伦理性。在结构层面体现

“静的差等”，以“己”为行动原点，依血缘、

地缘、人情亲疏划定差序边界，形成逐层推展的

关系圈层，是差序格局在传播实践中的具象化；

在伦理层面体现“动的规范”，以亲疏尊卑的伦

常为准则，以“推己及人”的观念指导传播行为，

传播的尺度、信任与互动方式，由关系的伦理准

则所规约。从外延来看，“水波纹”传播模式是

“伦”主导下的本土圈层关系传播形态，其圈层

无刚性边界，依托“伦”的互动关系弹性延展、

伸缩交叠。因而，这一模式是理解差序格局下中

国本土关系传播何以形成、怎样运行、如何呈现

的有效凝练。

邱泽奇认为，“差序格局是一幅关系图景，

波纹涟漪是一种“沦”，与人际关系的“伦”同源、

同音”[32]。基于对“水波纹”传播模式的概念

溯源与本质界定，可以发现“水波纹”传播模式

的核心特征在于：第一，梯度性，以“己”作为

传播原点，依托伦序划定关系亲疏，信息、情感

与信任随伦常圈层由内向外梯度衰减，形成“差

序化”的传播实践；第二，渐变性，传播圈层呈

连续渐变态势，无绝对割裂的边界壁垒，契合儒

家“爱有差等”的伦常逻辑，关系亲疏、情感浓

淡仅存程度差异而非非此即彼的对立；第三，伸

缩性，传播圈层随着主体势能强弱动态调整，势

力强时圈层依伦序外延扩张，衰弱时则主动回缩

至核心圈层，恰如石子入水波纹随力道伸缩；第

四，情境性，传播主体的伦常身份并非单一割裂，

而是随关系场景交叠共生，同一主体兼具多重伦

常身份，对应的传播准则也随之适配，凸显本土

关系传播灵活圆融的特质。

“水波纹”传播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伦”

为基的“关系技艺”。如沈毅所指出的，差序格

局暗含和合性“人缘取向”，其立足于“情境中

心”的道家立场，形成了依不同情境展开先“义”

后“利”、由“义”及“利”的“关系”技艺 [33]。

传播并非发生作为个体主义的人之间，而在亲疏

有别、尊卑有序和内外有分的“伦理本位”差序

圈层中展开。传播主体依据伦序位置明确权利与

职责，根据传播情境调整行为策略以平衡义利和

融通人情，走向“差序和合”的交往旨归。然而，

支撑这一差序化的传播模式有序运行的交往伦理

是什么？驱动圈层外推、差异化传播与关系融通

的内在动力源自何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建

构中国本土关系传播模式的关键，亦是下文进一

步分析的内容。

三、推己及人：“水波纹”关系传播模式的交往

伦理

“伦”的可推广性，使中国传统社会从一

对一的差异性关系规范出发，以推己及人的伦理

逻辑形塑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 [34]。推己及人既

是差序格局从“己”为中心向外延展的驱动力，

亦是“水波纹”传播模式的交往伦理。其中，“推”

构成圈层推衍的“辐射力”，激发水波纹的力度

与方向的差异，在群己之间形成或大或小的辐射

“态势”[35]。

（一）关系性传播主体的双向建构与伦理

生成

差序格局下的“己”不是先验和固化的，而

是嵌入多重关系网络、在人际传播中生成的关系

性自我。与由内向外逐层推展的单向外推不同，

“水波纹”的互嵌特点意味着个体既是自身差序

圈层的原点，同时也归属他人圈层的某一位置，

形成相互嵌套、彼此归属的形态。推己及人之道，

有内道和外道两个方面，一方面内求于己，一方

面外施于人 [36]，在双向建构的传播过程中形成

关系性主体。

1.“己”为圆心：“设身处地”的内向传播。

个体以“己”为中心，将他者纳入差序圈层并赋

予特定的关系位置，并非是个体本位的等级化区

隔，而是本土传播伦理与交往行动的起点，这使

得传播主体“即使是平民之身亦可在伦理层面做

同心波纹的差序延伸”[37]。“己”是嵌入多重人

情网络与社会结构的动态节点，所有的认知、伦

理践行与社会性传播行为，均以此为原点，如涟

漪般地由内向外逐层推展。在此基础上，依托“设

身处地”展开内向认知校准，调适自我与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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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差异，为建立良性传播关系打下基础。“设

身处地”区别于简单的礼貌性换位思考，本质是

传播主体主动发起的内在立场悬置与认知重构。

因为自我与他者天然存在性情、好恶、心志、价

值观的客观差异，而群体生存属性决定了个体无

法脱离他者独立完成社会化存续，必然依托对他

者的认识和了解 [38]，这意味着传播主体需在内

心对话中主动摈弃偏见、自我立场与情绪执念，

代入他者的真实处境与价值诉求。因而，以“己”

作为圆心时，“设身处地”是调和人我张力和维

系传播平衡的重要策略，“忧他人之忧，乐他人

之乐”是传播向善赋能的高深智慧与品德。

2.“己”为他者：“立己达人”的外向伦理。

“水波纹”传播并非简单的以“己”为圆心单向

外推，“己”在推扩自身伦理观念的同时，也嵌

入对方的差序关系网络，成为社会性关系节点。

周飞舟认为，差序格局中与“私”相反的力量是

“推”、其本源为“孝”、机制为“敬”，实践

路径为礼制 [39]，这一论断隐含了“推”的双向性，

即“己”向他人推扩时，亦被他人的“推”所容

纳与定位，形成双向嵌入与认同。刘忠魏进一步

点明“己”的二重性，其既隶属于社会文化与规

则系统，是被社会结构规训的文化个体；又是主

动建构人际关联的行动者，维系、建立各类主体

关系，具有个体性和能动性 [40]。这要求传播主

体既要遵守社会规范约束，又要主动适配圈层互

动规则。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

语·雍也》），强调了个体德性并非闭门自修而

成，而是在立人、达人的关系实践中不断显现与

完善 [41]。这是一种外向的伦理实践，是“仁”

强调伦理关系中他者优先性的体现 a。所谓优先

指的是在交往的特定场域中，主动关照他者的态

度优先于自我德性证明的个体诉求，这是良性外

向传播的前提。

（二）关系传播伦理原则的情境化转译

普遍主义下的认识论，试图寻找跨越不同

a 这是一种外向的伦理实践，是“仁”强调伦理关系中他者优先性的体现。参见：陈来 . 仁学本体论 [J]. 文史哲，
2014(4):41—63+165。

语境的统一机制或原则，却难以解释各种文化情

境的多样性 [42]。差序格局下的水波纹传播模式，

依托关系亲疏、圈层远近的差序结构，将伦理适

配至不同传播圈层，摒弃统一化的传播范式，以

语境化、差异化的传播实践，维系差序关系网络

的互惠共生。

1. 伦理的圈层传播：礼仪体系的情境化落

地。伦理内核依托礼仪体系，完成差序化的情境

转译而融入日常传播实践。梁漱溟指出，中国社

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

其义益重，每一个人对于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

各负有其相当义务” [43]，这一特质通过分层化

的礼仪实践，将“孝、慈、礼、敬、公”等伦理

嵌入对应圈层，实现价值的浸润式传递。

差序格局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具有明

显的结构性特征，某些圈层更加硬和实，另一些

圈层则更加软和虚 [44]。这种虚实差异直接决定

了伦理原则的传播形态。在核心家庭圈层，依托

刚性的血缘联结，伦理规制紧实稳固，以“孝慈”

为核心，依托宗族礼仪、家庭仪轨完成传播，“自

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

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礼记·大传》）。

通过亲疏有别的礼仪规制，将孝道伦理内化为传

播准则，实现情感共情与伦理恪守。在地缘、业

缘构成的熟人中间圈层，依托柔性社会联结，伦

理表达更具弹性，转译核心为“礼义”，通过序齿、

尊贤等日常仪式流程，将“敬”“让”等伦理融

入人际互动，话语表达、行为举止均贴合圈层身

份，兼顾人情与规矩，实现熟人社会的关系调适。

在陌生公共圈层与家国场域，伦理转译升华为公

共秩序与道义共识，依托祭祀、礼制等仪式，将

抽象伦理转化为公共行为规范，维持社会整体的

秩序稳定。这种圈层化的礼仪转译，让伦理原则

摆脱抽象性，成为适配不同圈层的传播准则。

2. 符号表意的差序化：隐性共识的动态化

传导。差序格局下的情境化传播转译，更体现为

隐形符号的差序化表意，人情、面子等符号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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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远近发生语义流变，成为维系关系互惠、校

准圈层边界的载体。王铭铭指出，差序格局暗

含与等级关联的互惠义务，以及与之相对称的

权利 [45]。这种权责对应通过隐形符号的情境化

转译实现，信息传递退居次要，关系性隐性共

识再生产成为传播要义。

关系距离决定符号语义，同一符号在不同

关系层级具有差异化的价值意涵。“人情”作

为本土传播的核心符号，其表意随圈层差序动

态转变。核心圈层中，“人情”是无条件的伦

理义务，体现为患难相助、亲情扶持、无功利

算计，是伦理情感的具象表达；中度熟人圈层

中，人情兼具情理与工具属性，礼金往来、人

情往复等是关系维系的媒介，暗含互惠预期；

外围圈层中，人情褪变成为一层极薄的“面纱”，

其本质是完全的工具理性和个人为了特定利益

的理性选择 [46]。与此同理，“面子”的生成与

交换也是典型的关系层级映射。核心圈层指向

道德人格的自我坚守，其维护依赖家族内部的

情感支持；中间圈层则关乎身份认同与社会评

价，通过社会展演实现关系增值；外围圈层则

成为社交礼仪的符号化表达。因而，符号表意

通过差序化转译校准成员间的情感、义务与预

期，使传播行为始终贴合圈层情境。

（三）关系传播伦理推衍的调适与拓展

“水波纹”并非单次成型、一推即逝的静

态扩散，而是在伦理推衍的过程中依托各圈层

主体间的传播互动实现反馈、互构与拓展。换

言之，“水波纹”虽是单向外推走势，但过程

是互动性的；传播互动并非扭转波纹向外的脉

络，而是通过主体间的情感往来，动态调整波

纹的疏密、强弱与覆盖范围，最终让差序圈层

在稳固伦理根基的同时，保有弹性空间。

1. 伦理推衍的动态调适。水波纹的伦理外

推依托于圈层之间反馈回环实现，这是其动态

调适内在机制。差序传播中，圈层主体并非被

动接受信息与践行伦理，而是基于自身立场、

情感与义务作出回应，这种外推、接受、反馈

与再调适的过程，构成了水波纹传播的内在弹

性，让关系与伦理在传播互动中持续调整、动

态适配。

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初始关系场域中，孝悌

伦理的传递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教化，而是“推”

与“应”的互动实践。父辈以家训、仪轨和身教

为载体推展伦理规范，子辈则以侍疾尽孝和敬顺

守礼予以回应，“父母有疾，子色不满容，不戏笑，

不宴游，舍置余事，专以迎医、检方、合药为务”

（《朱子家礼》）。这种互动不仅巩固了“孝”

的伦理纽带，更强化、修正并细化圈层内部的

伦理准则。需要注意的是，传统伦理并非倡导

无原则的“愚孝”，而是主张子女对父母的合

理谏诤亦为孝，如“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孝经·谏

诤章》）。父母若有不合道义的言行，子女当

以委婉方式劝谏，这是子辈基于伦理准则对父

辈的理性反馈。而父母对子女合理谏诤的接纳

与反思，亦是对自身伦理践行的校准，让人伦

规范在谏诤与接纳中得以落地、检验与调整。

这种动态调适，还体现在中国本土关系传

播以“关系距离”为标准。差序圈层并非由血缘、

地缘等先赋因素固化，与“己”的亲疏远近同

样由主体间实际的传播交往定义。无血缘的朋

友可因高频互动、深度共情成为“亲如家人”

的核心圈层，有血缘的亲属也可能因互动缺失、

伦理联结弱化而趋于疏远，这一特征在关于“自

己人”的本土关系传播研究中得到印证。“自

己人”是先赋性关系与交往性关系的集合，交

往自己人要实现关系的稳定存续，需依托上下

尊卑的交往伦理与“报”的循环法则，完成从

平行协商关系到庇护 - 顺从纵向关系的转化 [47]。

这一研究揭示传播反馈在圈层弹性伸缩的重要

作用：当主体间情感共鸣强烈、伦理践行到位，

圈层边界便向内收拢、关系更紧实；若互动频

次降低、伦理联结弱化，圈层则适度外扩、关

系趋于松散，这种随互动调整的结构特性，让

差序圈层摆脱僵化桎梏，始终保持生命力。

2. 差序伦理的边界突破与场域拓展。“推

己及人”从私人场域向公共场域的延展，经由

价值类推得以实现。具体而言，以家庭中孝、

慈等伦理共识的推衍，将基于血缘的特殊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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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交往准则，伦理共识

逐步转化为社会场域的交往准则，实现圈层边

界的突破与关系网络的扩容。

“在孝基础之上扩展的仁爱、忠义以及忠

孝伦理中固有的平等观构建了中国古代社会超

稳定机制的道德框架。”[48]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士大夫是跨越公私领域层级的传播主体。士大夫

身处“上、等、下、民”的多层权力网络中，在“承

其上、接其等、临其下、备其民”中作为家与

国的沟通节点 [49]。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政治

实践，以家国同构为重要的伦理特质，君臣关

系被拟作父子伦常，君主为君父、辅臣为股肱

至亲，朝臣亦以“子谏父”的伦理范式践行忠

君之道 [50]，士大夫的政治权威建立于“与父同

体”的人伦根基之上。士大夫依托跨域传播互动，

实现私人伦理与公共治理的衔接。其以“父母官”

的拟亲缘身份，将家庭孝慈转化为为政仁心，

通过赈灾济民、教化乡民等公共传播行为，将

法定的社会治理权利转化为道德声望，推动差

序伦理延伸至公共治理场域，实现圈层向更广

阔社会范围的拓展。黑格尔（Friedrich Hegel）

曾指出，“中国人把自己看做是属于家庭的，

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 [51]。这一论断点明了中

国社会家国同构的文化特质。当差序圈层拓展

至天下场域，通过践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的推恩逻辑，差序圈层由个体关系网络升华为

家国共同体。在此过程中，既保留了差序格局

的亲疏特质，又实现了关系网络的全域延伸。

四、差序共生：数字时代“水波纹”传播模式的

当代价值

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国文化“差序格局”的

形态已发生深刻变迁，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个体

交往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但其特色仍可以

救济个人主义的孤独，也可以防止社会因个人

主义过度发展而面临碎裂与瓦解，其超越性价

值可以扩充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以补现代

文明的不足 [52]。这使得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水

波纹”传播理论，获得了重新审视交往伦理培

育的理论空间。

（一）技术差序的伦理虚无：扩大同等的

类存在

在数字技术构建的关系传播体系中，平台

以互动频率和兴趣标签等参数构建以技术差序

实现的关系联结，抽离了传统差序格局中蕴含

的伦理义务与责任关怀，导致交往沦为工具性

的匹配。尽管“地球村”式的连接在形式上拓

展了关系的覆盖范围，但人的“类存在”意识

却日趋弱化，他者被简化为数据节点，而非与

自我同等的主体。“水波纹”理论的关系传播

前提是“情境预见”，依托同类共情的内在逻辑。

这种“类”并非僵化的名分界定，而是来源于日

常生活的共同感知，唯有浸润于其中，切身体

会“社会底蕴”，才能体察习焉不察的生活细节，

以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理解“普通人”的生活

世界 [53]。这也是中华文化中极具生活气息的“同

理心”实践，它强调个体能如体验自身精神世

界一般，感知他人情感，相较于马克斯· 韦伯

（Max Weber）的移情理解、阿尔弗雷德·舒茨

（Alfred Schutz）的主体间性及其尤尔根·哈贝

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双向理解 [54]，更加

贴近人类差序的生物性与实践性。

中国传统差序格局的交往伦理是“推己及

人”，这里的“己”是承担伦理责任的关系性自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一种扩大同等的

类存在的智慧，即由己及人，承认他人与自己

是同等的主体。这也意味着数字技术不应仅为

效率而构建差序，更应在共情实践中塑造更大、

更包容的“类存在”空间。一方面应将日常生

活的共情逻辑“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参数。

有研究主张建构“情感道德智能体”，在共情

模拟中嵌入情感价值与透明度机制，在情感对齐

中通过多目标强化学习平衡算法关怀，并引入“设

计摩擦”塑造“模拟互惠”的双向关怀关系 [55]。

让算法学会识别日常生活的共情要素，通过多

目标优化，在算法效率与伦理关怀之间取得平

衡。另一方面，在技术设计的环节为“类存在”

意识留出生长空间。从系统化的价值认知框架

出发的价值观对齐，将技术目标、多元价值体

系与应用场景的实时交互纳入统一治理框架 [56]，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6 年第 6 期聚焦“十五五”·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13

让共情在情境流动中持续生成并实现伦理校准。

（二）数字关系黏稠与区隔：传播边界伸

缩适度

传统差序圈层的“伸缩性”是适应乡土熟

人社会的生存智慧，彼时圈层伸缩受地缘、血

缘的自然边界约束，亲疏远近清晰且稳定。但

在高流动社会与数字化场域中，这种伸缩性突

破了原有边界，展现出显著的矛盾性与破坏性。

一方面，差序圈层过于向外扩展。“数字交往

空间不断逼近‘透明社会’，‘零距离’互动

逐渐替代了传统保持适度距离的交往模式，导

致交往的物理与心理边界被弱化甚至消弭”[57]，

造成数字关系黏稠与社交倦怠。另一方面，为

对抗这种无孔不入的渗透，差序圈层过度向内

收缩，个体被迫采取“匿名隐身”“分组切割”

等极端防御性实践，引发新的数字交往悖论，“关

系层级的固化加剧核心关系与边缘关系的权力

结构；预制朋友圈让传受双方感知到‘所有人

都是人设’的信任消解；分组加剧情感连接的

符号化”[58]，人际信任与公共交往遭受破坏，

个体陷入“越隔离越孤独”的困境。

任何关系的构建都需保持“伸缩有度”，

“水波纹”理论为之提供了关系调适的动态法

则。以“己”向外推及，圈层之间既有距离之别，

又有连续递进之序，即亲近者往来密切，疏远

者并非隔绝，而是保持礼敬与可能的互助。儒

家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

主张由近及远、由厚转薄，但“薄”并非“无”，

差序中的每一圈层都保留着基本的道义连接。

更重要的是，“水波纹”的伸缩不是随意的，而

是以“伦”为基础、以“推己及人”为动力的

伦理调节。这对当代数字关系或“黏稠”或“区隔”

的把握提供启示，即避免过度捆绑，也防止彻

底疏离。适度的社会交往的确有助于降低人们

的社会隔离感，但过度社交反而会增加社会隔

离感 [59]。因而，技术设置需注重建立弹性空间，

强化边界管理功能，使其能够针对不同关系层

次和交往情境实现精细化的边界控制，帮助用

户在隐私需求与社交目标之间实现协同。同时，

倡导用户理性使用工具，倡导适度连接的理念，

培养主动管理关系边界的自觉，既不滥用传播

工具进行无边界渗透，也不依赖工具进行极端

防御，建立健康的人际互动。

（三）多元文明对话壁垒：平衡差序与平

等的传播张力

全球化与数字化本应促进跨文化交流，现

实却是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民族主义、文化

保守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回潮，社交平台上的群

体激化与“我们 - 他们”二分法日益尖锐。多

元文明之间的话语壁垒和信任赤字构成了宏观

“壁垒”，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的群体要么

相互无视，要么激烈对抗，难以展开建设性对话。

这一困境的原因在于全球交往场域中长期存在

着两种相互冲突的规范，一项是源于西方启蒙

传统的普遍平等主义，另一项是源于各文明自

身传统的特殊主义。二者常被置于非此即彼的

对立之中，导致要么强求无差别的平等而忽视

文化差异，要么固守特殊的优越而拒绝平等对

话。

“水波纹”理论的智慧在于并不将“差序”

与“平等”视为对立的两极，而将其理解为一

种动态的、情境化的张力平衡，兼容特殊主义

实践规则与普遍主义公共价值。以“仁”为最

高价值预设的儒家伦理，既以差序性的内外分

野为日常交往框架，又在根本上以“天下大同”

为旨归，形成共生混杂的传播形态 [60]。同时，“和

而不同”的理念为差序与平等的共处提供了基

础，和合不以取消差异为前提，而是在承认差

异的基础上寻求“美美与共”。梁漱溟指出“中

国伦理明著其互以对方为重之义，各人以自尽

其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61]，这是一

种关系中的相互成就。这一思路在全球文明对

话中体现为不必在“普遍平等”与“特殊差序”

之间做单选题，而应探索二者平衡的动态机制，

既尊重不同文明、不同群体的独特身份与价值

序列，又在基本权利与尊严层面给予底线平等

的承认，并在交往过程中通过对话不断调适二

者之间的边界。在跨文化传播中注重“差序化

共情”，鼓励人们在保持自身文化立场的同时，

试图理解他者文化内部的价值排序与情感逻辑，

聚焦“十五五”· 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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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机械陷入“普世价值”或陷入文化相对主

义；在全球传播治理中，则借鉴差序与平等动

态平衡的理念，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建立“梯

度合作”框架，对核心关切深度协商，对次要

分歧包容搁置，避免一票否决式的对抗逻辑，

立足“水波纹”全域联动的整体性传播特质，

坚定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立场，在差序与平等的

张力中持续寻找共生的可能。

结语

立足全球学术平等对话语境，推进新闻传

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并非要割裂中外学术

关联、拒绝理论普世性，而应“研究各个领域

中的‘人类共相’及其演变规律，尤其是在中

国各民族文化中检查‘人类共相’” [62]，从普

遍知识的使用者转变为普遍知识的共同生产者。

“差序格局”作为中国本土概念，常被置于个

人主义逻辑的关系理论中加以解读，在缺乏公

德、公共性缺失等问题上被诟病，深层学理价

值被长期遮蔽。事实上，差序乃是人类关系传

播的共相，中华文明的特殊经验，既是丰富了

人类传播共相的理论谱系，也能修正甚至推翻

某些西方学者提出的“共相”普适性论断，推

动中国经验深度融入全球普遍理论对话与共建。

“水波纹”的传播模式虽植根中国差等秩

序与伦理传统，但具有超越本土语境的普世价

值。面对现代社会个体主义、功利主义的泛滥

引发的道德碎片化与公共精神消解困境，该模

式破除空谈宏大社会理想，回归由己及人、由

近及远的实践路径，承认差等秩序的客观结构

性差异，将个体视为嵌入共同体的关系性存在，

强调个体与共同体的辩证统一，构成“互惠共

生”的关系建构逻辑 [63]。这一模式立足中华文

明根脉，从伦理智慧萃取解决方案，为破解当

代社会关系疏离、数字圈层割裂提供了传统智

慧，提炼出差等秩序下多元主体和谐共处的中

国思路。这既丰富了中国关系传播的理论建构，

也为全球治理与跨文化传播，贡献可借鉴的本

土理论范式与实践智慧。

（责任编辑：孙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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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算法与信息茧房研究正从“是否存在”之争，转向对其生成条件、作用机制、效应后果和协同治理

路径的系统考察。在厘清信息茧房研究争议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信息茧房是平台商业逻辑、公众选择偏

好与制度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关系危机，算法价值观与人性博弈是探讨信息茧房问题的重要视角。针对

算法信息茧房困境与智能传播关系危机，本研究基于积极公共关系理论，构建出“算法公关 - 反算法公关”

智能传播太极模型，以此揭示算法效率逻辑与公共价值逻辑之间的内在张力及调适机制。研究进一步从组

织智能责任、公众算法能动性、环境主体治理协同三个维度，探索突破信息茧房的积极公共关系实践路径，

为构建多元主体和合共生的可持续智能传播秩序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向。

关键词　积极公共关系；反算法公关；信息茧房；算法价值观；智能传播太极模型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陈先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院长，湖北武汉

430074；张舒雅，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湖北武汉 430074

信息茧房表面上是信息窄化或认知偏差问题，实则是关乎公共协商效能

与社会整合机制的深层关系危机，其核心影响体现在个体主体性与群体主体

间性的双重侵蚀 [1]。一方面，算法依托去情境化的分类机制与循环预测逻辑，

将承载历史脉络与社会关系的个体压缩为可计算的数据单元，使能动的社会

性主体降格为被预测、被调度的运算对象。个体的信息选择与话语表达被平

台优化目标预先规训，意义生成能力随之持续萎缩；另一方面，信息环境的

差异化割裂消解了公众共情与平等对话的现实基础，人与人难以基于共享经

验与公共信息达成共识，平台互动亦由主体间沟通转化为人与算法之间的不

对称交互，社会关系由相互联结走向群内区隔 [2]。

正因如此，信息茧房治理已然成为智能传播生态建设中的核心议题。究

其本质，信息茧房治理不能简单依靠单一维度的技术修补，而是一项涉及多

元主体协同参与、多重治理机制联动的复杂系统性问题。作为仍需不断界定、

辨析与重构的研究问题域，信息茧房是算法分发逻辑、用户自主偏好、平台

商业诉求与宏观社会结构条件彼此交织、共同作用的产物 [3]。由此，如何消

解算法机制对信息茧房的强化作用，统筹调和治理场域内多元利益主体、权

反算法公关：

突破信息茧房的积极公共关系实践路径

陈先红   张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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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与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当下智

能传播研究亟待回应与破解的关键命题。

积极公共关系以关系建构、利益协调与价

值协商为核心，为信息茧房治理提供了独特视

角。本研究认为，积极公共关系实践是形塑未

来传播关系秩序的一种规范性建构力量，可依

托积极公共关系的理念、策略与方法介入平台、

公众、制度的多方价值博弈，推动信息茧房治理

由事后纠偏转向前置伦理塑造。具体而言，可

通过“算法公关”和“反算法公关”构成的智

能传播太极模型与组织、公众、环境三重维度

的积极公共关系实践路径，纾解信息茧房桎梏、

重塑算法价值逻辑与多元主体关系，最终构建

兼具公共性与可持续性的智能传播秩序 [4]。

一、争议中的信息茧房困境

信息茧房之所以成为智能传播研究中的高

频议题，在于它触及了当代传播秩序中一个根

本性问题：个体的信息选择自由、平台的技术

规制能力与社会共识的生成机制之间，究竟如

何重新平衡？围绕这一议题，既有研究始终处

于高度分歧之中，争议贯穿概念界定、成因解释、

效应判断、测量路径和治理逻辑等多个层面。

梳理争议分歧的关键交集，可为新理论搭建锚

定逻辑起点。

（一）概念范式之争

概念层面的分歧构成了首要挑战。一方面，

有研究延续桑斯坦 Cass Sunstein）的问题意识，

将信息茧房视为个体被困于单一信息环境、异

质观点难以进入的传播困境，并将其与公共领

域受损、群体极化相联系 [5]。另一些研究则对这

一概念保持高度警惕，指出信息茧房植根于美国

政治语境，后续研究将其泛用于所有类型的信息

环境，导致概念外延不断扩张，逐渐脱离原初问

题情境 [6][7]。与此同时，国内研究长期将信息茧房、

回音室与过滤泡交替使用，进一步模糊了概念

边界。较为细致的辨析表明，三者虽均涉及信

息窄化，但回音室侧重主体主动趋近同质他者，

过滤泡侧重算法分发造成的被动窄化，而信息茧

房在中文语境中已演化为一个兼容主动与被动、

认知与情感、接触与互动等多重维度的总括性

概念 [8][9]。正因如此，有学者呼吁推动研究范式

从“是否存在信息茧房”的单点争论，转向对“窄

化的信息世界”的整体考察。信息茧房、选择

性接触与回音室本质上都涉及对特定信息或特

定人群的趋近与回避，是一个更广义的信息窄

化过程 [10]。可见，概念层面的争议并未削弱这

一议题的重要性，反而推动研究由静态命名走

向动态诊断。信息茧房研究的意义不再只是判

定某个平台、某一群体是否“被困住”，而是

分析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机制、在哪些层面上

发生了信息窄化。

（二）成因机制之争

现有研究围绕信息茧房的生成机制形成两

大脉络。部分研究将算法推荐技术视作核心驱动

因素，指出个性化分发与用户画像技术持续推

动信息茧房走向常态化 [11]；亦有实验类研究提

出相反观点，认为算法并非必然催生信息窄化，

在特定条件下反而能够拓宽信息获取的多元维

度 [12][13]。针对不同平台的对比研究进一步表明，

媒介是否“筑茧”，关键取决于整体传播结构的

开放程度，而非平台是否搭载算法推荐功能 [14]。

基于上述分歧，学界逐步转向更具阐释力

的“用户 - 技术”共构分析框架。一方面，人

类与生俱来的选择性接触偏好、认知闭合需求

与情绪趋同倾向，本身便会催生信息偏食行为，

算法仅对该固有倾向起到放大、加速作用 [15]；

另一方面，算法技术的本质是对现象有目的的

编程，平台自身的利益诉求与价值排序，内嵌

于内容分发的初始编码规则，构成算法运行的

底层逻辑与核心约束 [16]。纵观学界关于信息茧

房成因的争鸣，其核心命题始终围绕用户选择

偏好与算法价值导向展开，但二者之间的深层

互动关系仍有待进一步阐释。

（三）效应后果之争

现有研究对信息茧房的后果总体持风险警

示基调，但在风险的绝对性与普遍性问题上仍

存有争议。信息茧房的直接后果体现为个体认

知偏误加剧、公共讨论空间萎缩，深层影响则

可能诱发群体极化、消解社会共识 [17]。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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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愈发关注信息茧房对公众情感状态与主体

能动性的侵蚀，情绪茧房、情感趋同、群际情

绪极化等衍生问题成为研究热点 [18][19]。当然，

信息茧房效应并非全然呈现单向度的消极属性。

在信息过载背景下，信息筛选本身具有降低检

索成本、提高匹配效率的合理性 [20]，这也使得

信息茧房呈现出效率增益与传播封闭并存的双

刃剑效应。值得关注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广泛应用催生了新型“自反式信息茧房”，持

续收紧、固化个体信息接收边界 [21][22]。在此背

景下，用户的批判性思维作为核心调节变量，

对抵御茧房生成、拓宽信息视野的价值愈发凸

显 [23]。

（四）测量与识别之争

测量与识别路径的不统一则构成了制约研

究共识推进的方法论瓶颈。早期依赖问卷测量

茧房程度的做法因混淆主观感知与客观结构而

逐渐受到学界反思。此后研究分化为两条路径，

一条在主观层面推进，转向测量算法信息茧房

易感性、滞留意愿等更接近心理与行为状态的

变量 [24][25]；另一条转向客观识别，以文本挖掘、

语义计算与网络分析方法对茧房趋同性进行可

计算化处理 [26][27]。但即便如此，若研究设计仅

依赖单次横截面调查或单平台样本，仍难以呈

现信息茧房作为动态过程的演化路径 [28]。因此，

测量与识别之争实际上揭示出一个更深层的学

理分歧，即信息茧房究竟应被界定为个体主观

感知、静态结构状态，还是动态演化过程。

（五）治理超越之争

信息茧房的治理逻辑大致历经了技术修正、

协同治理、生态超越的递进式演进。早期研究主

要聚焦算法系统内部优化，主张通过内容多样性

补偿、技术机制纠偏等方式破解茧房困境 [29]。随

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治理视野逐步突破单一技

术主义范式，开始系统反思平台权力扩张、公

众数字权利流失与算法伦理失范等深层问题，

明确算法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回应传播透明、

算法公平与信息安全等基础性伦理诉求 [30]。因

此，信息茧房治理已然从单纯的算法技术调试

问题，转向多元主体的权力治理问题。

在上述五重研究争议的交汇之处，本文认

为，欲突破当下信息茧房领域的研究瓶颈，需

适度跳脱“算法是否必然催生信息茧房”这一

组二元对立的研究命题，系统梳理用户主动选

择偏好与算法被动强化效应二者之间的内在关

联结构。从生成逻辑来看，信息茧房可划分为

两类生成机制。一是主动型信息茧房，源于人

类固有选择性接触行为、认知惰性与情绪趋同

的主观认知特征；二是被动型信息茧房，由平

台分发逻辑、算法过滤机制与商业化价值排序

共同固化形成。其中，算法并非“主动型信息

茧房”的生成根源，却是“被动型信息茧房”

形成与强化的核心助推器。

进一步而言，算法对信息茧房的强化或纾

解效应，根本取决于算法优化所服务的价值导

向与目标立场。算法设计中的内容分类标准、

个性化推荐逻辑和迭代优化目标，均内嵌着特

定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取向 [31]，并通过对信息资

源与公众注意力的重新配置，深度重塑智能传

播秩序与社会交往结构。当算法底层逻辑以流

量变现与用户黏性最大化为核心目标时，人性

固有的认知短视、信息偏食和思维惰性将被系

统性放大，加剧茧房固化。相应地，当算法价

值导向锚定公共利益、信息多元包容与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时，算法亦可成为纾解信息茧房、

打破传播壁垒的赋能工具，成为对生命与人性

的厚爱 [32]。

基于此，本文建构“算法公关 - 反算法公关”

智能传播太极模型，重点回应两项核心学理问

题：第一，信息茧房生成与消解背后的算法价

值逻辑如何展开；第二，公共关系如何以建设

性治理姿态介入算法信息茧房治理，并推动智

能传播关系危机的化解。

二、突破信息茧房的智能传播太极模型 

在智能传播语境下，信息茧房是工具理性与

价值理性在传播实践中失衡的复杂结构问题 [33]。

既有研究多停留于算法机制或用户心理等单一

层面，难以从利益相关者关系治理角度提出系

统性回应。本研究基于积极公共关系所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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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和合”关系观，将算法公关与反算法公

关界定为一组相互依存、动态转化但并不天然

均衡的关系范畴，进而构建智能传播太极模型，

以分析算法效率逻辑、公众价值逻辑与制度环

境之间的张力关系，并说明信息茧房何以生成、

何以被强化，以及何种机制条件可能推动其缓

释。

如图 1 所示，积极公共关系认为，阴阳关

系是平衡公共性和关系性的最完美关系，以组

织为中心的公关实践是消极的阴鱼，以公众为

中心的公关实践是积极的阳鱼，其中存在着从

阴到阳的公共传播、公众关系、内容三个连续体。

如果政府、企业等组织机构能够开展从独白走

向对话、从控制走向信任、从信息共享走向文

化共振、情感共鸣的积极公共关系实践，不断

提高传播透明度、增强利他动机、唤起积极情感，

就能够营造阴阳和合、美美与共的生态环境 [34]。

在图 2 的智能传播太极模型中，太极结构

旨在呈现组织 - 公众 - 环境之间的关系张力，

而非对现实权力结构的对称描摹。其中，算法

公关对应以组织为中心的黑箱阴鱼逻辑，主要

受资本和效率逻辑驱动，倾向于追求组织利益

与传播效能；反算法公关则对应以公众为中心

的白箱阳鱼逻辑，强调人本导向、公共利益与

公共价值。模型所呈现的主体性、主体间性与

共同体之间的“平衡”，并非现实中已经达成

的状态，而是积极公共关系所指向的关系治理

应然目标。算法治理是在平台企业、集体性公众、

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多元环境主体共同

参与中展开的协同治理过程，公共关系则在其

间发挥价值协商与关系调和功能。

（一）算法公关：组织中心的黑箱阴鱼逻辑

算法公关，是指组织依托算法系统，对信

息分发、用户识别和关系管理进行系统性介入

的传播实践，其根本目标在于以组织利益为优

先导向，实现传播效率最大化。在本体论上，

算法不是单纯的技术工具，而是重塑信息传播

生态、重构社会关系形态的结构性权力。在太

极模型中，算法公关对应“阴鱼”，体现为隐

性运作与结构主导的传播逻辑。

算法公关的特征表现为黑箱技术逻辑与组

织中心伦理逻辑。在技术维度，黑箱技术逻辑

依赖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算法对用户行为数据

进行建模，通过强大的拟合与泛化能力实现对

用户偏好的精准预测与内容匹配 [35]。黑箱算法

以结果导向的技术理性为特征，内部结构复杂

且高度不透明，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因果机制不

仅难以被外部使用者理解，即便是算法设计者

也往往无法完整阐释其决策路径，且伴随着极

图 1   积极公共关系太极模型

图 2   智能传播太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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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解释成本 [36]。从人工智能范式来看，黑箱

算法主要发展于连接主义传统，以数据驱动的

自组织学习为基础，通过大规模参数的非线性

映射与梯度优化实现性能提升，呈现出自下而

上的学习逻辑 [37]。黑箱算法的不透明性与复杂

性使用户难以理解信息推荐的依据与逻辑，从

而以精细、隐蔽的方式削弱其对信息环境的认

知与干预能力，并在无形中加剧信息茧房的生

成与强化 [38]。

在伦理维度，平台算法设计普遍内嵌以组

织效率最大化为核心的价值导向，将用户参与

度、点击率、转化率等量化指标作为核心优化

目标。秉持组织中心与效率优先的开发逻辑，

算法持续迎合并固化用户固有偏好，不断推送

同质化内容，致使个体长期局限于封闭狭隘的

信息圈层，进一步加剧信息茧房困境。更为关

键的是，算法平台持续捕捉公众日常行为轨迹，

将现实生活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资源，经企业

加工处理后再度商业化输出，反向作用于大众。

这一过程深刻干预公众认知模式，渗透日常生

活与社会生产，并对个体公共参与和话语表达

形成隐性塑造与制约 [39]。

在信息过载与注意力稀缺的传播环境中，

算法公关的功能主义优势尤为突出。其核心逻

辑是通过用户画像构建、精准投放与 A/B 测试

等技术手段，实现“四正确”的传播目标，即

在正确的时间、通过正确的渠道，将正确的信

息传递给正确的受众，有效提升传播效率、增

强触达精准性、扩大覆盖范围。在此基础上，

算法系统依托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持续追踪、舆

情建模与效果预测，构建大规模个性化信息分

发体系，进一步强化传播效能。依托技术赋能，

平台得以实现流量集聚与用户黏性提升，由此

催生的可观商业效益，是算法跻身当代传播基

础设施核心体系的关键动因。

尽管算法公关在效率与精准性方面具有显

著优势，但黑箱技术、组织中心及其背后的资本

逻辑相互叠加，在关系层面引发了系统性危机。

首先，个体主体性被持续削弱。公众被还原为

可量化与可预测的数据集合，算法通过强化偏

好的正反馈机制不断根据用户的媒介使用痕迹

推送同质化内容，使个体由主动选择信息的主

体降格为被信息选择的客体，其认知边界在不

自觉中被固化为“旧闻”与“窄闻”[40]，导致

其真实欲求能力、自由表达能力和自主思维能

力受到侵蚀 [41]。其次，群体主体间性发生塌缩。

信息茧房阻断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有效对话与相

互理解，公共讨论逐渐退化为圈层内部的回声，

进而消解社会共识赖以存续的现实底座。最后，

公共性整体收缩。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同步受

损时，信息场域呈现出层内趋同与整体收敛的

特征，公共领域由开放流动转向重复封闭 [42]。

由此，信息茧房已超越技术偏差与信息窄化层

面，演化为智能传播时代的社会关系危机。

（二）反算法公关：公众中心的白箱逻辑

反算法公关是在承认算法技术不可逆转嵌

入传播生态的前提下，对其运行逻辑与价值导

向进行反思、协商与重构的公关实践。其核心

在于通过技术透明化与伦理再校准，实现人与

技术关系的重新平衡，使传播过程重新回归以

人及其关系为中心、守护公众利益、彰显多元

价值的价值框架。在太极模型中，反算法公关

对应“阳鱼”，体现为外显、主动和关系导向

的传播逻辑。

反算法公关的特征表现为白箱技术逻辑与

公众中心伦理逻辑。在技术维度，反算法公关

强调以白箱算法为基础的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

这构成人机信任关系的核心前提。白箱算法通

过清晰呈现计算步骤与参数作用，使决策过程

能够以可理解的方式加以解释。例如，通过结

构化路径或权重分配揭示判断依据，从而使用

户能够理解推荐逻辑、内容来源及其倾向，为

主动拓展信息多样性、突破既有认知框架、增

强人机信任提供条件 [43]。从人工智能哲学范式

来看，白箱算法强调模型结构本身的可理解性，

其可解释性源于模型内部机制，使决策过程能

够被直接把握。在思想渊源上，这一路径与符

号主义强调规则、逻辑与可解释性的取向相呼

应，但二者并非简单等同。需要指出的是，当

代可解释人工智能（XAI，explainable 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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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的诸多方法（如 LIME、SHAP、注

意力可视化、Grad-CAM 等）仍主要是在连接主

义框架内，通过事后解释等技术路径提升模型的

可理解性，体现出不同范式之间的交织与融合。

在此意义上，白箱算法所代表的内生可解释路

径，有助于强化信息流通的可理解性与伦理可问

责性，从而为基于理解与信任的公共对话空间奠

定基础。

在伦理维度上，反算法公关秉持以人本主

义为底色的公众中心算法伦理，构建公众中心

的算法伦理，主张算法应服务于人的尊严、福

祉、自主性、多元发展，而非单纯服从组织效

率目标 [44][45]。不同于资本逻辑将公众视为可计

算与可利用的资源，人本逻辑将公众界定为传播

意义的生产者与关系的共建者，要求算法技术服

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公共价值的实现。需要着重

辨析的是，此处所言之“公众中心”，绝非对公

众偏好的简单迎合，若仅以满足用户即时欲望为

目标，则不过是披上“用户至上”外衣的算法公

关阴性逻辑之变体，而非聚焦于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与关系修复。

在人本逻辑的指引下，反算法公关从三个递

进层面展开对关系传播的系统性修复，构成其核

心实践优势。首先，在个体层面，反算法公关致

力于重新确立个体的主体性。人本逻辑要求在算

法的设计与优化过程中融入对人的尊严、多维身

份和发展潜能的充分考量，使算法不再以效率指

标为唯一目标，而是为个体保留接触异质信息、

拓展认知边界、进行自主选择的空间。反算法公

关并非回到前算法时代的乌托邦想象，而是在人

与技术的深度交融中寻求一种尊重个体复杂性、

维护个体自主权的新型共生关系。其次，在群体

层面，反算法公关致力于重建群体的主体间性。

人本逻辑所关心的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孤立个体

的自我完善，而是在主体间的关系与对话中实现

的社会性成长。由此，反算法公关要求创造制度

化的机制与开放性的空间，使不同主体能够接触

到多元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在观点的碰撞与交

锋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与共识。最后，在社

会层面，反算法公关推动关系结构向真实共同体

转型。数据化部落以相似性连接为基础，难以形

成基于价值认同的共同体。反算法公关通过激活

公共议题空间、优化叙事与对话机制，使连接从

数据匹配转向价值联结，重塑信任、责任与理解

的纽带，最终建立一个可感、可达、可协商的“附

近”[46]。

然而，反算法公关亦存在现实局限。一方面，

完全依赖透明与参与机制可能导致传播效率下

降，增加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公众参与能力与

意愿存在差异，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亦具有

较高复杂性。此外，单纯依赖白箱机制亦难以完

全避免认知偏差与信息选择性接触问题。因此，

反算法公关难以独立构成完整解决方案。

（三）算法公关与反算法公关的阴阳和合

算法价值观在技术与伦理两个维度的失衡

与再平衡，是理解信息茧房生成及其治理条件的

底层线索。信息茧房的生成是黑箱技术逻辑、组

织中心伦理、公众选择性偏好和监管环境共同叠

加的结果。相应地，反算法公关并不意味着只要

引入透明机制和公众价值导向就能自动消除信息

茧房，而是要求在算法设计、组织决策、公众参

与、制度监督之间建立持续校准机制，使传播系

统由单向效率逻辑转向多维价值平衡。

积极公共关系理论以太极模型为核心，提

供的是一种以“动态平衡”为旨归的关系分析视

角。其所倡导的阴阳和合，并非对现实关系对称

性的假定，也不是对理想秩序的浪漫化想象，而

是在相互牵制、相互嵌入与持续协商中实现关系

结构的再平衡。“和合”强调在运动中求取稳定、

在稳定中蕴藏变化，体现出“动中有定、定中有

动”的生成逻辑。置于此分析框架之下，算法公

关与反算法公关绝非相互排斥的两极范畴，二者

在技术效用、组织诉求、公众权利与公共善的多

重维度中维持动态张力，协同构成消解算法信息

茧房、实现智能传播关系善治的内在机制。

第一，算法公关与反算法公关具有相互依

存关系。算法公关提供规模化传播与技术基础，

反算法公关提供伦理校准与价值边界，二者缺一

不可。离开算法公关，传播系统难以应对复杂性

与规模化挑战；缺乏反算法公关，传播关系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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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信任危机与合法性缺失。第二，算法公关与

反算法公关具有相互转化关系。当算法公关过度

扩张并引发社会信任危机时，反算法公关的治理

需求随之上升；而反算法实践所形成的透明机

制、问责数据与公众反馈，又可能被重新吸纳

进算法系统，推动技术迭代与制度更新。第三，

算法公关与反算法公关具有动态制衡关系。智能

传播治理的关键不在于以白箱完全替代黑箱，或

以公众中心简单取代组织中心，而在于通过公共

关系的价值协商、组织责任的制度化、公众权利

的表达及环境主体的外部监督，在效率与伦理、

控制与信任、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可持

续的关系治理生态。

“算法公关 - 反算法公关”智能传播太极

模型构建起“组织 - 公众 - 环境”和合共生的

关系生态。在组织维度，该模型倡导平台机构与

各类传播主体跳出单一技术理性桎梏，将算法视

作搭建良性关系的媒介，而非规训公众的工具；

在兼顾传播效能的基础上，主动承担算法可解

释、可审计、可问责的信息生态治理责任。在公

众维度，模型强调公共关系中的公众并非孤立的

单个用户，而是具有关系属性、议题属性和行动

潜能的集体性主体，包括关键公众、潜在公众、

行动公众与议题公众。面对技术黑箱和组织强

势，用户个体难以完成对算法系统的技术性反

制，而需通过议题聚合、公共监督等公共关系方

法参与算法治理过程。在环境维度，模型进一步

纳入政府监管部门、主流媒体、专业研究机构，

以及行业协会、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不同类

型的社会组织，为组织与公众之间不对称的算法

传播关系提供价值校准与关系调适。

纵而观之，智能传播太极模型的理论意义

不止于解释信息茧房这一具体算法传播症结，更

在于提出一种以重塑个体主体性、重建主体间关

系为核心的关系伦理实践框架。在算法深度介入

社会传播的当下，该模型以算法公关与反算法公

关的动态制衡为基本逻辑，推动工具理性与价值

理性的协调统一，进而调和组织、公众与传播生

态之间的多元诉求。由此，模型既为疏解算法信

息茧房提供了系统化分析范式，也为构建算法可

解释、话语可互通、公共对话可持续的智能传播

伦理秩序，提供来自公共关系视角的理论指引与

实践路径。

三、突破信息茧房的积极公共关系实践路径

“技术与人性是观察数字化时代的基本公

式。技术常变，而人性亘古不变。网络不会把我

们带入一个一尘不染的数字化乐园，相反，网络

会使人性和人类的多样化得到张扬。”[47] 在信

息茧房的理论争议与现实困境之间，本文认为，

信息茧房的形成与纾解取决于算法系统在设计

目标、运营逻辑与优化方向上如何强化或弱化人

的选择性偏好。由此，信息茧房治理本质上是一

个涉及组织、公众与环境多元主体的关系生态治

理问题。

积极公共关系的专业价值体现为通过关系

建构、利益协调与价值协商，调适组织与公众之

间的内在张力，最终达成组织利益、公众利益与

公共利益的动态平衡。本文在积极公共关系理论

视阈下提出“算法公关 - 反算法公关”智能传

播太极模型，聚焦“组织 - 公众 - 环境”三重

关系生态治理框架，提出突破信息茧房的积极公

共关系实践路径，旨在以公共关系的理念、策略

和方法突破信息茧房、重建智能传播时代的信任

关系与公共价值。

（一）积极公共关系实践的组织路径： 承

担组织智能责任

承担社会责任是积极公共关系实践的核心

任 务。 在 AI 时 代， 企 业 社 会 责 任（CSR，cor-

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正延伸为以企业数

字责任（CDR，corporate digital responsibility）

与负责任 AI 治理为核心的组织智能责任 [48][49]。

组织智能责任是组织在算法设计、数据使用、内

容分发与关系管理中，将公共价值、公众权利与

伦理风险纳入决策过程的公关素养，其核心是以

公共关系的关系治理逻辑，推动组织在商业效

率、技术创新与公共责任之间建立可解释、可协

商、可问责的价值平衡。组织智能责任首先体现

为组织自觉承担算法相关社会责任，具体包括技

术部门的算法伦理能力建设与跨部门的公共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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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协同建设。

在技术部门内部，关键在于重塑算法工程

师与组织决策者对算法设计目标的理解。商业

化平台通常以特定绩效指标组织算法生产，算

法工程师的伦理能动性，即其主动介入并调整系

统价值取向的能力，往往受到组织压力限制 [50]。

在中国互联网企业中，产品经理通常是产品开

发的主要驱动者，算法工程师的伦理判断也常

处于模糊状态 [51]。因此，建设组织智能传播素养，

首先应使工程师与决策者认识到，信息茧房并

非技术运行的偶然结果，而可能是算法优化目

标偏置的结构性产物。在此基础上，技术部门

应从两个方面提升算法伦理能力。其一，将信

息多样性纳入算法目标设计。平台不应仅以点

击率、停留时长和转化率作为核心指标，而应

将信息多样性、公共议题可见度、弱势声音保

护和跨圈层内容流动纳入目标函数、约束条件

或风险评估清单，以缓解单一流量逻辑对公共

关系生态的挤压。其二，强化价值敏感设计能

力。价值敏感并非外置于技术流程的伦理修辞，

而应贯穿数据采集、特征选择、模型训练、参

数调优、阈值设定和效果评估等环节，使技术

人员能够持续识别算法决策对公众认知、情感

结构与关系生态的潜在影响。

在跨部门层面，组织智能责任要求将算法

治理从技术部门内部事务转化为组织公共价值

议题。公共关系部门应与产品、技术、内容治

理、法务合规、数据安全和用户研究等部门形

成协同机制，在产品立项、算法上线、风险评

估和危机回应中引入利益相关者视角 [52]。其中，

公共关系部门不只是对外解释者，而应成为“组

织的良心”“伦理雷达”与“关系协调者”，

推动算法价值观从技术逻辑和产品逻辑主导，

转向多部门参与的价值协商 [53]。

在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上，组织

智能责任还必须落实为制度化问责机制。平台

可在算法上线前设置茧房风险评估，上线后围

绕内容同质化程度、异质信息暴露率、极化内

容扩散率、用户申诉处理率等指标开展周期性

审计，并将结果纳入产品迭代、绩效考核和透

明度报告。面向公众，组织应提供推荐理由说明、

偏好调整、个性化推荐关闭、数据授权管理和

申诉纠错机制，使算法透明从形式披露转化为

用户可理解、可操作、可追责的关系治理机制。

（二）积极公共关系实践的公众路径：涵

养公众算法能动性与交往理性

积极公共关系实践强调公众是参与公共关

系建构的关键主体，重视沟通的双向性、开放

性与公共价值导向。智能传播时代，公共关系

逐步由职业专属业务拓展为全民共同参与的“全

员公关”实践。公众智能公关素养直接形塑信

息传播生态格局与社会公共交往的整体质量，

其体系建构亟需诉诸人机关系与算法中介关系

两条路径 [54]。

面向人机关系建构，公众智能公关素养表

现为公众算法能动性，即人与算法相处的能力。

在承认组织与公众之间权力不对称的前提下，

公众算法能动性强调推动公众从算法接受者转

向算法关系的参与者、监督者与价值协商者，

具体而言包括认知、解释与实践三个环节。首

先，算法素养构成其认知基础，使公众能够意

识到算法的存在及其应用场景，并理解推荐、

排序、预测与自动化决策的基本运行逻辑 [55]。

其次，算法想象充当其解释机制，指引公众在

日常平台实践中理解算法如何影响信息可见性、

互动秩序与自我表达，并据此调适自身信息获

取与内容生产策略 [56]。最后，算法抵抗彰显其

实践面向，促使公众通过规避推荐、训练算法、

调整互动策略或识别算法偏差等能动行为，重

新协商自身与平台系统之间的关系 [57]，抵抗自

身被算法单向塑形，抵抗平台以“智能”之名

消解人的自主性与复杂性 [58]。

面向算法中介下的社会关系建构，公众智

能公关素养具体表征为一种交往理性，即公众

在算法规约的传播场域中理解他人、彰显自我、

参与对话并维护公共交往伦理的总体能力。在认

知层面，一方面需觉察个体受到算法机制深层形

塑的现实语境，警惕流量逻辑裹挟、情绪动员

操控与信息茧房催生的“伪共识”陷阱，避免将

局部主观经验泛化为普遍客观事实；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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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不同群体在经验结构、认知框架与价值取

向上的客观差异，主动倾听跨圈层的异质观点，

超越由群体区隔带来的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

在实践层面，坚持以理性、自制和负责任的姿

态展开话语表达，尤其在涉及冲突性观点的舆

论场中，维护双向互动、良性有序的公共空间。

（三）积极公共关系实践的环境治理路径：

建立多元主体的制度协同

在积极公共关系视野里，环境不是沉默的

背景而是战略性公众和主体性力量，需要重点

研究和调适。信息茧房现象不是孤立的技术问

题、组织问题或个人问题，而是具有整体涌现

性与非线性特征的复杂系统问题 [59]。因此，政

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研究机构与主流媒体

等制度环境主体，应共同参与算法传播关系与

智能传播生态治理。与组织智能责任和公众算

法能动性相比，环境智能治理能力是位于二者

之间并对二者发挥约束、支持和调节作用的制

度性中介。

首先，多元环境主体需要对信息茧房的系

统性成因形成基本的共同认识——信息茧房不仅

是个人选择或算法技术的后果，也是商业化平

台逻辑、算法权力集中与监管机制不足共同作

用的结果。其次，开展协作式 AI 治理（collab-

orative approach to AI governance）[60]。 人 工 智

能治理的根本目标在于平衡多元利益相关方的

正当诉求，确保技术创新、市场效率与公共价

值之间的协调。具体而言，政府监管部门应依

法完善法律法规、平台责任规范与风险问责机

制，筑牢算法治理底线；平台企业应承担算法

说明、风险评估、持续改进、投诉申诉处理与

接受监督的主体责任；行业协会应通过伦理准

则、团体标准、行业规范与自律机制推动共同

规范形成；研究机构可开展独立评估与长期监

测，揭示算法茧房的生成机制、演化过程及社

会影响；主流媒体应发挥议题设置、事实核查

与舆论监督功能，提升算法风险的公共可见性；

社会服务机构则可通过公众教育、权益协助与

弱势群体支持，强化算法治理的社会参与程度。

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关系从业者不仅是组织内

部的智能伦理守护者，更是多元利益相关者之

间的关系调和者，在效率与正义、透明与控制、

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之间承担伦理中介功能 [61]。

再次，建构具有韧性的公共信息生态网络。

信息茧房是持续处于“平衡 - 失衡 - 再平衡”

动态循环的自组织信息系统 [62]，其治理不能仅

依靠刚性监管，需融入柔性调和的公共关系治

理逻辑，以倾听、协调、倡导、共建塑造信息

生态网络 [63]。具体而言，环境主体可通过公共

议程设置、公共价值导向算法、跨平台跨圈层

对话机制、弱关系交往场域搭建等公共关系理

念和方法，促成各圈层群体互知互谅，并凝聚

基础社会共识。例如，针对算法社会衍生的性

别、代际、职业等类型的信息茧房，韧性信息

生态建设的核心在于重塑信息可见性与社会连

接性：一是通过常态化舆情监测与民意倾听，

厘清各圈层群体核心诉求与背后的情感机理；

二是借助信息告知、价值倡导与平等对话推动

圈层破壁，调和不同阶层、社群及利益主体的

认知分歧；三是吸纳公众共同参与信息生态协

同治理，引导个体在多元信息空间自由流转、

交叉核验信息、开展公共协商，最终完成从封

闭极化、被动接收的“信息茧房”，向开放互通、

主动思辨的“信息蜂房”范式转型 [64]。

最后，构建前瞻性的技术伦理评估与动态

调适机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用户

信息获取渠道逐步从传统搜索引擎、社交媒体，

转 向 DeepSeek、 豆 包、ChatGPT、Claude 等 生

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推动信息茧房迭代演化，

形成由“用户偏好”与“算法讨好”（AI syco-

phancy）互构互训、千人千面的“AI 茧房”。

相较于传统社交媒体基于个性化推荐形成的信

息茧房，AI 茧房的生成逻辑更具交互性、隐蔽

性和关系黏性，用户也更容易在持续对话中赋

予系统更高信任与依赖 [65]。进一步看，在 AI 智

能体技术不断发展与扩散的背景下，智能系统

将不再局限于信息推荐和内容生成，还可能在

特定授权范围内，根据用户偏好、历史行为和

情境目标，辅助甚至代行部分筛选、判断与执

行任务。当用户逐步让渡部分决策代理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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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信息茧房便可能进一步升级为“行动茧房”，

即个体不仅在认知层面受限于窄化的信息环境，

也可能在行动层面受到算法预设、模型建议和

智能代理的持续牵引。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

理仍处于制度形成与规则竞争阶段，早期治理

选择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当制度设计一旦被锁

定，可能对未来智能传播生态产生长期约束 [66]。

因而，在新技术大规模扩散之前，应对潜在的

新型信息风险、行动风险与关系风险进行系统

预判、评估和制度准备，并通过算法审计、模

型评测、风险分级、人机协同边界设定、用户

自主权保护和持续反馈机制，推动信息茧房治

理从静态规制转向持续调适。

四、结语

当前，智能传播技术主导的算法社会正面

临韦伯意义上的现代性悖论：工具理性的扩张

不断挤压价值理性，使“手段压倒目的”的异

化风险日益凸显。理性本应是人类突破桎梏、

通向自由的力量，却可能在算法技术的无序扩

张中，转化为规训个体、固化关系和窄化公共

空间的支配机制。基于对信息茧房困境与智能

传播时代关系危机的反思，本文建构“算法公关 -

反算法公关”智能传播太极模型，将其作为兼

具反思性与建设性的传播理念和算法治理框架。

“反算法公关”并非反对算法技术本身，

也不是回到“前算法时代”，而是对算法系统

中隐蔽的、未经充分协商的、可能损害公共福

祉与社会多样性的价值预设进行反思、协商与

改造，进而重构人与算法的关系，以及经由算

法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算法公关 -

反算法公关智能传播太极模型不仅是回应算法

信息茧房的积极公共关系想象与实践路径，更

指向智能社会中关于公共性的重新定义。作为

一套公共关系伦理实践方案，该模型旨在修复

被算法割裂的公共连接，重建组织、公众和环

境三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使传播实践回到理解、

对话、共识建构和共同体培育的公共性本质。

算法不应只是效率工具，更应成为开放、理性

和信任的公共空间建设力量。让技术回归伦理，

让传播回归人，正是反算法公关的根本旨归。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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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Coco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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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algorithms and information cocoons has shifted from debating whether information cocoons 
exist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ing their conditions of formation, operating mechanisms, social consequences, and 
pathways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y clarifying the major debates in existing studi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formation cocoons constitute a relational crisis generated by the interaction among platform business logic, public 
selection preference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lgorithmic values and human nature therefore provide 
fundamental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cocoons. In response to algorithmically 
driven information cocoons and relational crises in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draws on positive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to construct an “algorithmic public relations–counter-algorithmic public relations” Taiji model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The model reveals the internal tension and possible adjustment mechanisms between 
the logic of algorithmic efficiency and the logic of public value. The article further explores positive public relations 
pathways for breaking information cocoons from three dimensions, which are organizational AI responsibility, pub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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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is study adopts ideological tracing, logical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o  
propose the ripple model of Chinese 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Guided by the communicative ethic of "extending 
oneself to others", this model follows an internal logic of two-way subject construction, contextualized communication 
and gradual expansion of social circles, and presents the communication features of Chinese culture rooted in 
interpersonal ethics and oriented toward harmony.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holds that expanding equal collective 
existence, establishing flexibly adjustable communication boundaries, and balancing differential ethics and egalitarian 
values are vital inspirations derived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unication wisdom to tackle the dilemmas of 
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the ripple model; Chinese 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extending 
oneself to others
Authors:  Xie Qinggu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Wu Xiaojun,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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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公共关系学中对情感的探讨正日益凸显，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情感在具体公共关系实践策略中的

应用效果，缺乏对公共关系情感问题本身的系统性梳理。从理论发展脉络出发，公共关系历史上交织出现

工具性、关系性、批判性和积极性的情感观念，同时面临组织本位、功能失范与伦理价值失调的实践困境。

随着传播生态的深刻变革，情感愈发在当代公共关系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在积极情感观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出公共关系的“积极情感”概念，区别于将情感作为操纵手段的工具性取向、作为关系管理变量的

功能性理解和将情感视为权力产物的批判性立场，强调情感之于公共关系的价值在于建构关系的生成性作

用，从而为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更具韧性的治理思路。

关键词　公共关系；情感观念；积极情感观；积极情感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刘晓程，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兰州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甘肃兰

州 730000；夏鹏宇，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助理，甘肃兰州 730000；王浩，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兰州 730000

一、情感、情感观念及研究问题的提出

情感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s particle），是

人类所有反应的起点 [1]。在东方历史上，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仁爱是道

德情感的最高表现形式 [2]。孟子的“四端”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

之心和是非之心）也可视为情感的道德表现 [3]。在西方的古典时期，柏拉图

（Plato）将情感视为塑造公民德性的方式，主张通过教育加以规范 [4]。亚里

士多德（Aristotle）则寻求情感在实践生活中的适度表达，认为适度的情感（即

符合“中道”）是美德的一部分 [5]。延续至近代，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

对情感的关注体现了启蒙思想对人性的弘扬 [6]，情感成为个体得以拥有独立

自洽的“内心”和主体性（subjectivity）标志 [7]。

回顾公共关系的发展历程，情感作为影响公众舆论与态度的核心要素入

场伊始，便与修辞、传播、伦理、文化等要素交织在一起，既是一种内在的

积极情感：

公共关系的情感观念及其价值守望 1）

刘晓程 夏鹏宇 王浩

1）基金项目：甘肃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专项调研课题”（DY202502）；2025 年甘肃省
宣传思想文化人才原创成果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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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驱动，也是一种外显的沟通策略。公共关

系一直是情感运作极为丰富的实践领域，从早

期的公众宣传到现代的品牌叙事，从宏观的组

织策略到微观的职业劳动，无不深度浸润并显

现着特定时代的情感结构与对公众的情感取向。

然而，公共关系的情感问题并未形成一个独立、

自洽的知识体系，不像宣传、权力和伦理一样，

被直接撰写为一部体系严谨的观念演进史。观

念（ideas）通常是指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认

知框架和价值取向，随着社会实践变化而动态

调整，强调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中的

主体性，以及观念对实践行为的引导作用，本

质上是社会共识的具象化 [8]。本文将公共关系置

于具体历史语境与实践挑战中加以审视，以此

考察公共关系理论话语体系中的情感观念是如

何生发、演变并被赋予特定意义的，为理解公

共关系研究的情感转向提供参考。

公共关系作为一门致力于协调组织与公众

利益冲突、弥合认知鸿沟的专业领域，其关系

建构与追求共识的过程无不与情感的唤醒和维

系紧密交织。格鲁尼格（James E. Grunig) 认为，

世界观预设了组织公共关系的理念和模式，公共

关系的伦理决策本质上涉及多维度价值观的对

比与协调 [9]。长期以来，情感观念一直渗透于公

共关系实践之中，规范着策略设计与操作路径。

对公共关系进行情感观念的演进考察，目的在

于系统梳理情感在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中所承

载的观念内涵及其历史流变，揭示不同历史阶

段与社会语境下人们对情感的本质、功能和价

值所持有的基本预设与认知框架，并分析情感

观念如何具体塑造公共关系实践方式的选择与

伦理取向。

二、观念演进：公共关系的情感认知图景

在公共关系史中，“公共关系之父”巴纳

姆（P.T.Barnum）是重要的行业奠基人，其思想

形成于 19 世纪美国杰克逊时代至镀金时代前期。

此时的美国社会流动性加剧、市场经济扩张和

大众文化兴起，强调“功绩主义”的杰克逊主义

（Jacksonianism）盛行，认为个人可通过努力与聪

明获得成功，无论手段是否合乎传统道德 [10]。巴

纳姆就是其中的代表，即通过系列骗局也能出

人头地。巴纳姆认为，人类对未知、稀有、反常

的事物具有本能好奇，只要能成功地制造奇观，

即可俘获公众情感。究其本质，均是通过制造

超出日常经验的场景，以激发公众的围观热情。

尽管巴纳姆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欺骗”公众，

而只是提供了娱乐 [11]，但其情感观念在根本上

仍服从于说服逻辑。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进入镀金时代向

进步主义运动转型的关键时期。第二次工业革

命推动美国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

钢铁、石油、铁路等行业渐已形成垄断。垄断

资本集团通过压榨劳工、操控市场等方式进行

资本积累，大规模劳资冲突接连爆发，民众的

对立情绪达到顶峰。公众所爆发出的巨大力量

印证了勒庞（Gustave Le Bon）的断言，即常漫

游于无意识的领地，易受暗示驱使表现出特有

的激情与盲动，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 [12]。

与此同时，便士报的诞生促使新闻开始以

事实的维度进行自我界定 [13]。之后的“黑幕揭

发运动”更是将垄断企业彻底公之于众，并陷

入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企业如何应对对立

情绪、重建信任和塑造形象，成为重要的诉求。

彼时，美国正处于进步主义运动助推现代性转

型的关键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催生了

现代公共关系的职业化发展。1906 年，另一位

“公共关系之父”艾维·李（Ivy Lee）发布了《原

则宣言》，宣告公共关系从早期的“愚弄公众”“新

闻代理”转向以事实和沟通为基础的现代专业实

践，极大地改变了企业与公众沟通的方式。这

种理念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为社会

提供了和解的可能，即防止冲突与撕裂 [14]。然而，

也有批评认为，这种“公开透明”的沟通模式，

是建立在由管理层决定公众应该知道什么信息

的前提之下的 [15]，其实践逻辑依然是“家长式”[16]

的至上而下。

紧接着，第三位“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

内 斯（Edward L. Bernays） 提 出 了“ 投 公 众 所

好”的理念，将公共关系定义为“认同工程（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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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of Consent）”，并尤其擅长通过营

造情感氛围来引导公众的行为 [17]。他曾以“香

烟点燃自由的火炬”为口号渲染女性主义情绪，

以促进女性吸烟，通过激发特定的情感诉求来

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实现背后的商业

目的，具有明显的功能性诉求。

彼时，公共关系的情感观念具有鲜明的“工

具性”，即情感被视作达成组织意图的策略手段，

通过精致伪装来创设刺激环境换取预期行动的

实施，服务于劝服、操纵和营销的逻辑与目的。

工具性情感观的形成深植于进步主义运动时期

的社会认知框架之中。同一时期，传播效果研

究中的“魔弹论”假说同样盛行，后者将受众

视为毫无抵抗力的靶子，而媒介的内容则被认

为是“魔弹”，其只需“对着靶子射击”即可 [18]。

这种将公众视为被动接受信息刺激的原子化个

体的观念，为工具性情感观的产生提供了认识

论基础。事实上，“魔弹论”的部分思想作为

未经证实的常识，已成为了当时传播研究默认

的前提 [19]，这与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中将人异化

为生产工具的逻辑如出一辙 [20]。

与此同时，公共关系的情感观也随着公众

观的变化而改变。20 世纪 20 年代，杜威（John 

Dewey） 与 李 普 曼（Walter Lippmann） 曾 就 公

众与民主的关系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讨论。李普

曼秉持精英主义的视角，认为公众如同“坐在

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仅能对政治符号做出

条件反射般的反应，实为“幻影公众” [21]； 杜

威则主张公众因共同问题而形成，进而通过讨

论与协作产生舆论，情感是共同体形成的内在

动力 [22]。二者在公众观上的分野映射出他们对

公众角色及民主本质的认知差异。李普曼延续

了勒庞的悲观论调，将公众情感简化为可被操

控的工具，服务于精英主导的传播秩序；杜威

则赋予情感以公共性的意义，视其为公众参与

和民主实践的基础。

传播效果研究也逐渐证明了公众的主观能

动性。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的“伊

里研究”否定了“魔弹论”，发现选民态度更

多由既有社会属性和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决

定 [23]；霍夫兰 (Carl Hovland）在二战期间对美

军士兵的传播效果实验发现，态度的改变受信

源可信度、信息结构、个体差异等多种因素影

响 [24]；卡茨（Elihu Katz）等强调受众基于需求

主动选择媒介内容 [25]。这一视角将研究焦点从

媒介“效果”转向受众“使用”，在重新定位媒

介与受众关系的同时，揭示了情感在传播场域

中的能动性特征。回到公共关系领域，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哈伍德·L·蔡尔德（Harwood 

L·Child）就指出，公共关系重在协调具有社会

意义的行为，而非简单操纵态度 [26]。他批评只

诉诸情感、制造情绪化的宣传手段会破坏民主

决策，主张引导情感服务于公共利益 [27]。

战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发展，公众的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进一步

激发。随着民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

等的持续发展，社会对组织的要求也不止于“不

欺骗”“不隐瞒”。战后经济的持续恢复致使

消费市场竞争加剧，企业的发展逻辑也更倾向

于以市场为导向，品牌遂成为重要竞争力。此时，

公共关系更加迈向职业化、规范化和学科化，

开始对以“劝服”为主的工具性情感观进行反思。

伯内斯（Edward Bernays）就指出，利用公众恐

惧、贪婪等情感虽或短期奏效，长远却损害信任，

主张情感表达须与组织的真实价值观及行为一

致 [28]。卡特里普（Scott M. Cutlip）强调双向沟

通的重要性，将公共关系的作用定义为认定、

建立和维持某个组织与各类公众之间的互利关

系，公众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 [29]。马斯顿（John 

E. Marston）也指出，公共关系不是宣传，而是

一种有计划、有反馈和具有伦理性的沟通过程，

即通过系统化的方法来理解、尊重并回应公众

的情绪与态度，由此，他提出了包括研究（Re-

search）、行动（Action）、沟通（Communication）

和评估（Evaluation）四个阶段的公共关系模式

（即 R-A-C-E 模型），强调应充分尊重公众的

真实感受，而非刻意制造好感 [30]。

作为公共关系的近邻，广告业也发生了观

念上的变化。20 世纪 60 年代，奥格威（David 

Ogilvy）提出“品牌形象论”，主张广告应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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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品牌形象为首要目的，需注重品牌个性与消

费者心理需求的联结 [31]，被视为是通过积极迎

合受众情感需求进而提升竞争力的观念体现。

显然，如何赢得公众的支持成为组织的核心诉

求，如何应对更加复杂的社会议题以使影响效

果变得更为“有效”，也成为包括广告、公共

关系和市场营销在内的共同任务。此后，以格

鲁尼格（James E. Grunig）为代表的管理学派开

始构建系统的理论模型，旨在回答“公共关系

如何才能有效”的问题。

管理学派的情感观念并非聚焦于个人情绪，

而是体现在对沟通伦理与长期关系质量的重视。

格鲁尼格认为，传统单向说服模式明显忽视公

众反馈，而双向对称模式强调协商、妥协与相互

理解，通过平等对话建立信任 [32]。他据此提出

情境理论，通过问题认知、涉入程度和约束认

知三个变量系统识别并以情感动机为标准划分

公 众 群 体。 其 中， 活 跃 公 众（Active Publics）

因高问题认知、高涉入程度和低约束认知而表

现出主动沟通的强烈情感需求动机，而潜在公

众（Latent Publics） 因 低 问 题 认 知 或 高 约 束 认

知导致情感的投入较弱 [33]。此后，格鲁尼格又

提出卓越公共关系理论，倡导“对等”的世界观，

试图在价值层面同以往的工具逻辑划清界限。

在他那里，“不对等”的世界观表现为组织本位、

精英主义和封闭保守，倾向于男性气质；“对等”

的世界观更重视作为“他者”的公众，强调内

部与外部的信息交换和与公众间的动态关系建

构，倾向于女性气质，即关系优先 [34]。在“对等”

世界观下，协作、亲切等情感特质越发受到重

视并且成为公共关系实践努力的方向。

这种情感观念的变化在关系学派那里表现

得更加明显。关系学派主张将关系本身视为公共

关系研究的中心，认为公共关系的本质是建立、

维持和修复组织与公众之间的长期关系。弗格

森 (Mary A. Ferguson) 认为关系质量，尤其是情

感的正向与否，直接决定关系的稳定或冲突 [35]。

布鲁姆等人（Glen M. Broom）认为，情感是驱

动关系形成的重要因素，认为关系是独立于双方

感知的、可测量的概念，其前因包括动机和需求，

后果则涉及目标的实现 [36]。莱丁汉姆（John A. 

Ledingham）和布鲁宁（Stephen D. Bruning）则

进一步将信任、承诺、满意等情感性指标明确

作为衡量关系质量的核心维度 [37]。

整体而言，功能逻辑下公共关系的情感观

念在上述发展中逐渐呈现出从“工具性”向“关

系性”过渡的特征。如果以 20 世纪 50 年代卡

特里普提出“双向对称”模式为分界线，此前

的公共关系情感观在“工具性”维度上的特征

更加显明，无论是艾维· 李的“取悦公众”还

是伯内斯的“投公众所好”，都是组织中心主

义的视角，公众是被操纵的对象，情感是操纵

公众的工具。在卡特里普提出“双向对称”的

沟通模式之后，公众一方才成为与组织一方相

对而言的主体。不管是管理学派将公众作为组

织长期的战略目标，把公众情感作为战略化“管

理”的资产，还是关系学派把包括公众在内的

利益相关者作为重要的关系资源，将信任、承诺、

满意乃至关怀等情感要素作为优质关系的评判

依据，都已然呈现出与组织中心视角截然不同

的“情感观”。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经济结构从强调标准

化生产和消费的福特主义（Fordism）向强调灵

活生产、差异化消费和碎片化市场的后福特主

义（Post-fordism）转变，消费主义日益盛行；

媒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视的普及，使得广告、

新闻和娱乐内容交织成一个符号密集的拟像世

界，“ 超 真 实（hyperreality）” 成 为 日 常 经 验

的基本构成。此时，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逐渐

兴起，其关于语言、权力与知识之间内在关联，

以及对意义不确定性的探讨，为众学科提供了

审视认识论基础的思路 [38]。以佩雷尔曼（Chaim 

Perelman）等人为代表的“修辞转向”在人文社

科领域复兴，将话语、论辩与意义置于学术关

注的中心。这股潮流与当时盛行的批判思潮相

结合，共同推动了公共关系对权力、意识形态

和沟通实践的反思 [39]。

修辞学派更关注公共关系作为话语实践的

人文与批判维度 [40]，后者强调事实永远不能孤

立于价值之外，任何思想都受到由社会或历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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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权力关系的调解 [41]。这一思路促使公共关

系研究突破了实用导向和功能局限，并积极开

拓新的理论视野 [42]。希斯（Robert L. Heath）继

承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将情感诉求（pathos）

列为三种修辞论证方式之一，与逻辑诉求（log-

os）、品格诉求（ethos）共同构成公共关系话

语实践的基础。在他看来，公共关系的本质是共

同意义的创造，而修辞则承载着认同的情感嵌入

公共关系的意义建构过程 [43]。托斯（Elizabeth L. 

Toth）则聚焦批判视角，她的情感观念与女性主

义批判紧密相连，关注权力结构中的情感劳动

与性别平等，认为情感在公共关系中是一种被

性别化的劳动，常被权力结构所利用且被低估。

在后续的批判公共关系研究中，她持续探讨情感

如何被体制化利用，以及如何通过批判性实践推

动更平等的社会关系 [44]。总的来说，修辞学派的

情感观念是“批判性”的，是因组织权力介入

而不断被形塑的认知惯习。这一视角突破了管

理学派的功能逻辑，为公共关系注入了强烈的

伦理自省与价值批判意识，在实践中呼唤更具

反思性、包容性的情感观念。

三、理论比较：公共关系情感观念的学术分野与

积极转向

综上所述，公共关系史上出现了三种情感

观念，分别反映了公共关系在不同时代情境和

理论研究中对情感问题的定位与想象。

首先，工具性情感观因其鲜明的操纵意图

与组织本位立场，在公共关系伦理话语中备受

质疑。单向度的劝服逻辑消解了公共交往的对

话性本质，使公共关系异化为单方面的“组织

修辞术”，被诟病为将私人利益伪装成公共利益，

通过操控舆论致使“伪公众舆论”产生，导致

公共领域的衰落与再封建化 [45]。当然，这种批

评并不能阻止工具情感观的主流地位。一方面，

工具性情感观生成于大众社会崛起、传统权威

受到挑战之初，面对工业化进程中传统社区纽

带断裂造就的“孤独大众”与初生的舆论环境，

政府亟需通过情感唤醒以实现社会整合与认同

建构，具备特定的历史合理性； 另一方面，情

感观念的变迁并不意味着公众情感结构与反应

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超越。即便在当下，公众

情感仍可能受制于认知局限、群体压力或符号

操纵，于特定议题中显现出非理性、易盲动的

特征。若剥离其背后的负向支配意志，工具性

观念中关于对公众情感需予以引导、教育而非

放任的主张仍具备一定的现实参照意义。

其次，关系性情感观虽超越了工具观的直

接操纵，将情感置于组织与公众的互动关系中

予以考量，但其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向仍存在一

定的局限。一方面，这一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并

未摆脱工具观的基调，其目的往往仍在于维护

组织利益或规避潜在风险。情感在此被视为需

要被有效“管理”以促进合作的关键资源，公

众的情感需求在得到表面承认的同时，可能再度

被吸纳进组织中心的战略框架。另一方面，关

系性情感观在实践中易遭遇理想化与操作化之

间的矛盾，其倡导的信任、承诺等状态预设了

相当程度的组织开放性、权力让渡及价值共识，

这在利益多元、权力不对等的社会现实中常面临

严峻挑战。当组织遭遇危机，或与公众存在根

本利益冲突时，公众情感维系的诉求往往迅速

让位于组织利益的维护。因此，关系性情感观

虽在理念上提升了情感的地位，但在实践中往

往很容易沦为一种组织修辞，用以掩饰组织与

公众间仍不平衡的权力关系或价值共识的匮乏。

最后，批判性情感观以其深刻的反思性与

对权力结构的揭示，为公共关系研究注入了一

定的伦理自觉与人文关怀。然而，批判研究强

烈的解构倾向亦可能带来双重局限。一是批判

有余而建构不足。批判性研究擅长揭露情感操

控背后的权力逻辑与伦理失范，然亦被指责过

于侧重解构而缺乏建构性方案 [46]，未能建构更

具解放性、包容性且可操作的情感观念及实践

模式。二是有可能陷入相对主义与怀疑过度的

反思困境。若将所有组织表达的情感均视为权

力操控的伪饰，将一切公众情感反应均解读为

被建构的产物，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真诚沟

通、真实共情与价值共鸣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情感观念的生成、论争与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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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非局限在纯粹的思维领域，而是植根于社会

实践所处的历史情境和社会矛盾之中 [47]。在公

共关系领域，其更多源自学科内部的不同理论

流派之间的对话，即不同知识共同体在认识论

层面的分歧。波顿（Carl Botan）将此种差异阐

释为“实践派”与“理论派”在价值观上的分

野 [48]：前者秉持实用主义的效率逻辑，试图为

行业实践提供即刻可用且有效的方法；后者则

致力于对公共关系的社会角色、伦理规范及知

识构成进行批判性反思与理论建设，追求学科

自身的合法性。

这一分歧进一步表现为爱德华兹（L. Ed-

wards）所指出的“功能”与“非功能”逻辑的

对立 [49]。在功能主义视角下，效率被视为核心

价值，而情感则被当作非理性或次要因素，实

践中优先处理信息准确性而非情感连接 [50]。工

具性就是如此，其旨在解决问题，而非深入探

讨同理心等软性因素 [51]。与之相反，非功能主

义试图将公共关系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与

伦理语境中，他们批评“双向对称沟通”本质

上仍服务于组织管理目标，忽视了其深刻的哲

学与伦理内涵 [52]。波顿等人基于这种反思，提

出了“价值共创”，试图将公众视为平等的意义

共创主体 [53]，情感被视作超越工具理性、实现

组织与公众真正联结的纽带。这既吸收了非功

能主义对真诚、平等、相互承认的伦理要求，

也试图提供可指导实践的框架，尽管其在现实

利益冲突中仍面临“真正对话”的挑战 [54]。

中国公共关系学界也对此作出回应。胡百

精将“对话”视为公共关系的元理由，将其视

为公共关系的本体。宫贺则认为功能主义和系

统论的逻辑致使公共关系本体论的“工具”导向，

忽视了公共关系的社会 - 文化属性（socio-cul-

tural attributes）。她提出公共关系作为社会与

文化意义生产的重要交往场域，包含身份、情

感与象征性表达的文化属性 [55]。无论是对话范

式还是文化分析路径，其本质均秉持一种积极

与建设性的学术立场。陈先红在反思西方现代

性世界观念所赋予公共关系的消极含义及公众

误解的基础上，呼吁大力发展积极主动型的公

共关系 [56]。积极公共关系的提出，致力于研究

公共关系的积极特质、正向功能和理想角色，

挖掘公共关系固有的建设性力量。其将行动视

角延伸至组织与公众间的情感层面，视组织与

公众之间的沟通是不断从信息流到文化流，再

到情感流的逐层深入的内容连续体，将组织与

公众的关系从信息交流拓展至情感联结，鼓励

组织采取更具情感性、主动性和参与性的积极

沟通方式 [57]。

由此，公共关系的第四种情感观——积极

情感观应运而生。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

描述这一观念。首先，积极情感观并非简单强

调情感在传播中的作用，而是将情感视为构建

和维系组织与公众关系的基础力量。组织与公

众之间稳定、健康的关系并非仅仅依靠信息交

换或利益互惠才能建立，同样需要情感层面的

联结与共鸣。这种情感联结能够培养信任、认

同与归属感，从而使关系具备可持续性。其次，

积极情感观认为，情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同

理性一道，处于组织与公众、积极与消极的相

互依存、转化和平衡之中。其在主张公共关系

应致力于培育积极的情感体验的同时，也未忽

略管理或规避负面情绪的行为，力图在动态平

衡中实现关系的整体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第三，

情感是过程，也是目标。积极公共关系追求的

是建立一种包含信任、认同与归属感的情感关

系，而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公众对组织及其

公共关系实践所产生的情感认可与情感满足程

度是检验公共关系实践效果的评估维度 [58]。因

此，积极公共关系的实践目标是培育积极的情

感纽带，其情感投入的目的是建立具有社会责

任和伦理基础的关系生态，使组织与公众的情

感连接服务于更广泛的公共福祉，从而推动公

共关系为健全社会治理体系贡献应有力量。

综上，积极情感观与工具、关系、批判情

感观存在本质差异（表 1）。积极情感观以价值

共创与社会福祉为导向，倡导平等对话的积极

行动，践行公共优先的伦理原则，旨在引导公

共关系实践通过积极的沟通行动推动积极情感

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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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说明的是，对工具性、关系性与批判性

三种情感观念的梳理，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历史上

是简单的线性替代关系。从理论形成与占据主流

的时序来看，三者确有先后；但从理论生命力及

其在实践中的呈现方式来看，它们同样表现出一

种共时的交织状态。在公共关系的当代实践中，

三种情感观念依然存在。一些组织的公共关系

策略可能同时杂糅了工具性的劝服意图、关系

性的维系逻辑与批判性的反思视角。同样，理

论层面上积极情感观出现的时间尽管相对较晚，

但积极情感思想也并非突然出现。因此，这种历

时性与共时性的辩证关系正是理解公共关系情

感观念的关键。例如，在认知 - 情感 - 意动模

型（Cognitive-Affective-Conative，CAC） [59]、

危 机 图 式 理 论（Inaugural Test of the Integrated 

Crisis Mapping，ICM） [60] 等 相 关 研 究 中， 情 感

依然被认为是影响公众对组织危机的认知与响

应的关键因素，在塑造和维系组织 - 公众关系中

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61]，其实践逻辑符合关系性

的情感观。当然，对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与批判（甚至包括对“积极”的批评）也从未停止，

如有研究认为过度积极的宣传可能扭曲事实，

并通过对自我利益组织的偏见表达来误导公众，

从而隐含着对公众认知和情感的操纵，形成所谓

“积极的悖论（paradox of the positive）” [62]。

四、积极情感：公共关系实践的价值守望

随着传播技术的深刻变革，尤其是“情动

媒介”定义的传播生态，正在日益重塑公共关系

的情感实践。公共关系实践愈发依赖数字媒介，

在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号，同公众直接沟通已成

为实践常态 [63]。相较于传统媒体，数字媒介具

有显著的“情感性”，其技术特征直接塑造了情

感流通的形态，为个体情感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公共空间，进而影响个体与集体情感的形成方

式 [64]。数字媒介平台中广泛存在的“情感软结

构（soft structures of feeling）” [65]， 表 明 情 动

媒介使得公众主动分享与表达情感，并趋向在情

感层面同他人建立联系。因此，公众首先是“情

动公众（affective publics）”，因共享的情感体

验而被动员、连接和定义。

此外，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聊天机器人

表 1 积极情感观同工具、关系和批判情感观念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Positive Conception of Emotion with the Instrumental, Relational, and Critical 

Conceptions of Emotion

工具情感观 关系情感观 批判情感观 积极情感观

起始时间 20 世纪初 20 世纪 50 年代 20 世纪 80 年代 21 世纪初

代表学者
艾维·李（Ivy Lee）、
伯内斯（E.L. Bernays）

卡特里普（S.M. Cutlip）、
格鲁尼格（J.E. Grunig）

希斯（R.L. Heath）、
托斯（E.L. Toth）

泰勒（Maureen Taylor）、
肯特（Michael Kent）、

波顿（Carl Botan）、陈先红

经典案例

伯内斯为美国烟草公司策
划的“自由火炬”游行

（1929）：情感作为操纵
符号，绑定社会议题以达

成商业劝服。

美国强生公司泰诺胶囊中
毒事件的处理（1982）：
情感作为关键变量，通过
透明与沟通进行关系修复

与信任管理。

多芬品牌“真美运动”
（2004）：情感作为批
判标的，揭示商业话语

如何挪用并塑造“赋权”
情感。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地球一
小时”全球环保倡导活动（2007）：
情感作为共创动力，通过集体行

动培育长期关系。

情感定位 实现组织目标的策略工具
维系组织与公众关系的影

响因素
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的

表征与产物
以价值共创与社会福祉增进为指

向的集体动力

内在逻辑 劝服与操纵 管理与维系 解构与批判 价值共创

关系本质 组织单向主导的主客分野
组织—公众双向的互动关

系
权力不对等的对立博弈

关系
主客消解的共生关系

时效指向 短期、聚焦当下传播效果 中期、关注关系状态
揭露历史性与结构性矛

盾
致力于长期关系的建构

伦理面向 效用优先 互惠优先 公平优先 公共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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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备智能表征或拟智能特征的“存在”纳入

沟通的范畴。由于其依赖预设规则运行而无法

真正理解或表达情感，在处理情感化问题时存

在引发伦理争议的风险 [66]。越来越多的组织开

始使用情感分析工具参与公共关系实践，通过

自然语言处理、面部识别、语音分析等技术识

别公众情感，提升了组织洞察和回应公众情感

的能力 [67]。公众的偏好、倾向等私人情感体验

被量化为可分析的数据，成为组织制定策略的

依据，这难免将个体情感工具化、商品化，在

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情感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内

在价值。

公共关系学界也关注到情感带来的挑战。

加雷斯· 汤普森（Gareth Thompson）指出，后

真相时代的内在逻辑是“感实性（truthiness）”，

此背景下的公共关系实践愈发依赖情感与主观

感受而非纯粹的事实本身，其身处一个共识瓦

解的情感时代，更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操纵公

众情感、制造虚假信息的新媒体宣传形式共同

促成了后真相社会的形成 [68]。2025 年，《公共

关 系 评 论》（Public Relations Review） 推 出 了

题为“激情公众： 激情、欲望、自主的公众和

公共关系的未来”的特刊，集中讨论与“激情

公众（passionate publics）”概念有关的技术、

社会、文化等主题。特刊编辑指出，长期以来

凸显理性特质的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已难适

应当下技术环境，也未能解释高度参与、情感

驱动和共同创造的公众，呼吁公共关系理论和

实践必须走向更加道德和包容的模式 [69]。上述

对公共关系情感观念背后的理论争鸣与积极转

向的剖析，揭示了从功能纠偏到价值探寻的历

程。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在价值层面作出回应，

为数字时代公共关系的情感实践提供伦理导向

与价值目标，以使公众的情感力量得以在“公

共善”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虽说在进入 21 世纪后，公共关系学界出现

了强调建设性、主动性与价值共创的积极转向，

其中所蕴含的积极情感观为超越功能主义的工

具性束缚与非功能主义的解构性倾向提供了新

的理论视野。然而，观念常指代个体对事物较

为直观、整体性的看法或印象，更接近于描述

事物的程序，其意义常常处于一种潜在和动态

的状态；而概念则是通过明确连接被指称的对

象和指称者来赋予稳定意义的认知单元 [70]。从

“观念”到“概念”，是一个以所用之名来理

解和解释所指之实、从行之不觉走向行之自觉

的 过 程， 即 把“ 知 道（know）” 转 变 为“ 知 识

（knowledge）”。命名即为概念建构，是把直

观直觉与经验观察创造性地转化为命题、理论

和知识的基础环节 [71]。同样，“积极情感”若

仅停留在观念层面，其丰富的内涵可能始终处

于一种“行之不觉”的潜在状态。

因此，本文尝试在阐释“积极情感观”的

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积极情感”概念，将

公共关系中对待情感的积极认知从一种观念倾

向转化为具有明确内涵与层次的学术概念，并

以此作为公共关系价值守望的方向。

从不同学科视角可为理解“积极情感”提

供丰富的理论资源，本文这里择取几种代表性

的学术观点：儒家哲学认为，情感具有积极的

建设性力量，更将情感视为“人之存在”的根

本 [72]；积极心理学指出，积极情感能够拓展个

体的认知资源、建构持久的个人与社会资源 [73]；

情感社会学视角认为，情感则超越个体心理状

态的范畴，成为在群体互动中通过仪式过程生

成 的“ 情 感 能 量（emotional energy）”， 以 塑

造群体团结与稳定 [74]。“积极情感”概念建立

在积极情感观的思想基础上，既强调情感在组

织与公众关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及其作为过程与

目标的双重属性，同时关注情感本身的积极化，

即如何使情感发挥生成性的作用。

基于此，本文将“积极情感”概念界定为：

在组织 - 公众沟通情境中，双方因感知到彼此

的价值、意义或共同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具有正

向效价、能激发亲组织与亲公众行为并拓展组

织 - 公众关系资源的关系性主观体验。

基于这一界定，“积极情感”概念可从组织、

公众、组织 - 公众关系三个相关维度加以把握。

其一，从组织层面理解“积极情感”，在于组

织应以何种姿态面对公众情感。组织层面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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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情感，是指组织在公共关系实践中，应尊重

公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公众视为情感参与

的主体而非情感操纵的对象，主动识别、培育

公众的积极情感体验，并将其内化为组织的伦

理自觉。

其二，从公众层面理解“积极情感”，在

于公众在与组织的关系中获得了怎样的情感体

验。公众层面的积极情感，是指公众在与组织

的互动过程中，因感知到被尊重、被关怀、被

认同而产生的一种正向的情感体验状态，表现

为对组织的信任、认同与归属感，并激发公众

主动参与、积极维护、自愿支持等亲组织行为。

其三，从组织 - 公众关系层面理解“积极

情感”，在于积极情感如何塑造组织与公众之

间的关系性质。关系层面的积极情感，是指组

织与公众共同建构的一种关系状态，其特征是

双方在情感层面形成相互依赖、彼此共生的联

结，这种联结超越了交易性的利益交换，具有

互惠性、持续性和生成性的特点。

从实践维度，公共关系的“积极情感”可

以从认知、行动与目标三个层面展开。在认知上，

组织及公共关系从业者应具备识别、理解与培育

情感的能力，真正将公众视为情感参与的主体，

以真诚态度，准确感知公众的情感状态，洞察

其背后的价值诉求。在行动上，组织及公共关

系从业者应从传统的短期、线性效果逻辑等狭

隘视野中跳脱，转向对长期关系质量与深度情

感联结的追求，进而为培育情感关系投入资源。

在目标上，“积极情感”的外延体现为以“生

态”的方式建设共同体，一方面内化为组织成

员的共享价值观，尊重并支持员工的情感劳动，

培养组织内部的信任与关怀文化，即组织内部

的情感生态；另一方面还应与公众一道，共同

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不断优化组织 - 公众间

的情感生态。

总之，“积极情感”所强调的是，情感是

关系的动力，组织与公众在互动中不断生成新

的理解、新的共识。组织因公众的信任而获得

合法性，公众因组织的真诚而获得归属感，进

而使组织 - 公众关系更具韧性。

五、结语

本文将情感观念作为审视公共关系理论与

实践的新视角，通过梳理公共关系情感观念的

历史流变，揭示了工具性、关系性与批判性三

种观念各自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局限。三种传统

情感观念或忽视情感的公共性与伦理性，或割

裂情感的建构性与真实性，或弱化情感的动态

性与共生性，难以指导公共关系实践突破既有

困境。与此同时，积极情感观作为公共关系“积

极转向”思潮的表征，体现了公共关系学界对

情感问题的新思考。本文比较了四种情感观念

的认识差异，并结合当下传播生态的深刻变革，

提出公共关系的“积极情感”概念。后者呼唤

公共关系从“操纵情感”的工具手段转向对“情

感为何”的认知追问，进而走向“情感何为”

的价值追求，倡导在数智时代的实践中培育真

实、真诚、真情，推动组织与公众迈向真正的“情

感共同体”。这一概念的确立和理论的转向，

为公共关系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

色提供了观念基础与行动方向。

（责任编辑：孙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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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motion: The Emotional Idea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Its Value Guardi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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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ussions of emotion in contemporary public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e gaining increasing prominence.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largely focused on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emotion in specific public 
relations practices, while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emotional issues within public relations itself remains lac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four intertwined emotional ideas have emerged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public relations, namely instrumental, relational, critical and positive ideas. At the same time, the field 
faces practical dilemmas such as organization-centrism, functional anomie, and the misalignment of ethical values. 
With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ecology, emotion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contemporary public relations practice. Based on the positive emotional idea, this paper furth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positive emotion” in public relations. It differs from the instrumental idea that takes emotion as a manipulative 
tool, the functional understanding that regards emotion as a variable in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nd the critical 
idea that views emotion as a product of power. This paper stresses that the value of emotion for public relations lies 
in its generative role in constructing relationship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s with more resilient goverance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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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交往研究历来以声音为主导，沉默较少受到关注，而对沉默的忽视将遮蔽传播学审视数字交往

困境的关键视域。本文从传播学视野批判性吸纳和拓展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缺失－信号－行动”的

理论框架和本体论相关讨论，以期理解数字媒介环境中沉默的生成、意义与潜能。在传播的传递观之下，

以沉默作为“言语（内容）的缺失”反思“沉默的螺旋”等理论将其等同于意义空缺或社会心理退缩的定

位，聆听权力交织中沉默所发出的社会声音；在内容之外，通过追问沉默作为一种高度依赖语境的意指实

践，发现如何在数字时代的挑战中释放对主导交往秩序的批判性信号；最后，基于对上述两种视角局限性

的讨论，引入传播仪式观以探究沉默在数字媒介环境中所具有的身份确认、意义共享和促进连接的潜能，

恢复沉默的主体性意义。借此，本文重审传统数字交往规范中公共与私人、公开与隐蔽、理性与情感等经

典议题，进而打开数字文化变迁中对交往空间的多元理论想象和实践选择。

关键词　沉默；声音；数字交往；传播仪式观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杜璇，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江苏南京 210097

引言

相对于“众声喧哗”, 数字交往研究对“沉默（silence）”的关注并不多

见。究其理论根源 , 将言语（speech）理解为理性的标志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

义文化的核心。理性在言语中显现 , 反过来 , 言语又被视为意志对世界作用的

组成部分。言语既是媒介 , 也是主体，更是桥梁，它使共同性成为可能。基

于此 , 民主政治在西方逐渐被理解为或者说事实上被设计为声音政治 （politics 

of voice）[1]。随着言语与行动的紧密结合，尤其是在言语行为理论中，言语

成为主体性（agency）的代名词。这构成了西方数字交往研究传统的一个规

范性假设，即积极参与（发声）在本质上是好的 [2]。在众多数字交往的解释

中，沉默通常被认为是不好的，应当被克服的，在更多情况下，是无关的 [3]。

忽视沉默是数字交往研究的常态，在此意义上，数字交往空间或可说是一个

声音空间。

回望数字交往研究的发展，冷战之后，对所谓“民主”的推行，以及计

数字交往中的“沉默”：

基于缺失、信号与仪式的传播学分析

杜璇

1）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5XWC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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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所带来的交流成本降低与边界的消失，在

西方世界掀起了走向无限数字空间的狂欢 [4]。互

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一度带来巨大希望，

但在今天的西方，如果不能说这一希望已经完

全消失，也已是危机四伏了，沉默逐渐在数字

交往空间中蔓延。作为一次对沉默的重要理论化

尝 试，“ 沉 默 的 螺 旋（the spiral of silence）”

在解释这一现象上焕发出新的解释力 [5]。此外，

撤退（withdrawal）[6]、不作为（inaction）、抑制

（inhibition）[7] 等术语不断被尝试用来从个体行

动者层面破解沉默的迷思。与此同时，沉默领域    

（silent sphere）、沉默公众（silent public）等

概念的提出则要求超越个体层面的解释 ，关注

沉默作为一种现象的集体性、系统性和常态化，

理解其所包含的数字交往空间的新视野。系统

性沉默并非个体孤立选择的简单加总，而是一

种社会结构性的产物。在特定的权力结构、技

术架构与文化规范中，某些群体、议题或情感

体验被系统性地剥夺了进入声音空间的机会与

合法性。

忽视沉默是一种常态，但却要为此付出巨

大的代价。声音空间崇尚包容性，并鼓励公众

的有声参与，但它实际上可能会产生诸多排斥

现象。首先，声音需要时间和资源，因此声音

远非平等，参与发声最多的不一定是最需要发

声的人。数字技术降低了物理门槛，但算法过滤、

网络暴力、数字监控等造就了新的发声壁垒。

更为重要的是，有关声音与沉默关系很容易被

划分为这样的二元关系：一方面是声音、行动、

存在； 另一方面是沉默、不行动、缺席。这种

简单化的对立导致沉默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空

洞”或是“对权力的服从”，从而否认了沉默

本身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公共参与形式的意义 [8]。

导致沉默的权力结构和规范逃脱审视的目光。

无论是不善或无法言辞的公众，还是那些积极

利用沉默作为参与形式的人，都被排除在声音

交往空间之外。因此，忽视沉默及其所具有的

能动性不适当地缩小了对数字交往空间的理解，

限制我们在寻求拓展或建立新的交往空间以实

现包容时所设想的实际选择。

基于此，本文借鉴社会学与政治学中“缺

失（absence）- 信号（signal）- 行动（action）”

的三重框架和相关理论积累 [9]，并将其置于传播

学视域下进行分析。这一尝试不仅有助于系统

梳理传播学中关于“沉默”的研究遗产，更以

传播学仪式观补充既有社会学与政治学视角的

局限，捕捉正在发生的数字交往文化变迁。首先，

在传播传递观的视域下，通过将沉默视为内容

的“缺失”，本文将梳理“沉默的螺旋”在数

字语境下的新变体，并聆听这种“缺失”在对

数字监控与算法权力的服从或抵抗中所发出的

社会声音；其次，通过追问沉默发生的数字语

境，本文将探究沉默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反馈信

号，如何向“喧哗即正义”的声音秩序发出警示，

并揭示沉默背后潜藏的数字交往空间系统性危

机与合法性焦虑。最后，通过引入传播仪式观及

具身本体论（embodied ontology）的相关讨论 [10]，

本文将超越符号层面的解读，探究沉默作为一种

仪式，如何发挥发展群体身份、确认共享的能

动性作用，以期恢复沉默所具有的主体性意义。

由此，我们将得以重审公共与私人、公开与隐蔽、

理性与情感等经典议题，并打开沉默之中数字

交往空间的多元可能。

一、作为缺失的沉默：内容之外的“社会声音”

传播学经典理论“沉默的螺旋”的核心假

设为：个体具有害怕被孤立的倾向，当判断自己

的立场与多数人相左时，这种恐惧就会驱动他们

的沉默行为 [11]。在社交媒体时代，该理论的发

展首先体现在应用场景由大众媒体扩展到对在

线评论、点赞、收藏、分享等构筑的网络讨论

环境中意见气候的感知 [12]。同时，其解释范围

还涵盖了在线讨论的激烈程度、不文明行为 [13]、

贬义的语气等如何使读者感到控制力下降和难

以抵御潜在的攻击，进而保持沉默；对社会认

可的渴望、自我展示和身份管理等动机（此类

变量在相关研究中通常被操作为是否担心他人

不同意、可能犯错或被误解等问题）如何提升表

达成本，降低社交网络上的意见交流程度 [14]；对

网络平台中介化环境的评估如何降低表达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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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政治效能，进而降低参与意愿 [15]。依据

不同的动机和实施方式，有学者将自我沉默划

分为三种类型：完全沉默，即人们始终对公共

议题保持沉默，对应动机涉及个体对于公共参

与的冷漠态度；虚假陈述，即为了避免冲突而

撒谎或隐瞒自身信仰；以及选择性沉默，即针

对极具争议的话题或激烈的讨论对象，人们会

选择沉默。正如这一划分所显示，“沉默的螺旋”

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早已超越“对多数意见的评

估”的原始理论语境，拓展为一个对数字空间

中沉默行为进行社会心理学解释的宽泛理论出

发点。这一倾向直接体现在研究方法的选用上，

当前相关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方法是在线调查、

平台问卷和态度测试等量化方法 [16]。

可以说 ,“沉默的螺旋”及相关理论发展有

力地揭示了沉默背后个体层面的理性计算、情

感权衡或社会心理动态。然而，若仅停留于此 ,

传播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本体论陷阱，

即沉默被持续视作内容的虚空，是一个亟待被

言语填补的问题。在此类研究视域中，沉默往

往被简化为个体心理的退缩，而数字交往空间

的存在与否，甚至现实世界的权力结构往往被

悬置 [17]。这种将沉默等同于“缺失”的观念并

非孤立存在，它可以在更宏大的启蒙运动与现

代自由主义传统中找到深刻的哲学共鸣。启蒙

思想将人类理性与言语能力紧密绑定，催生了

“言语即能动性”的规范性假设。在这一范式

下，言语的缺席 - 即沉默 - 被广泛理解为行动

的匮乏或主体的丧失 [18]。沉默被视为权力运作

的负面效应，它要么是权力对公民行动的掩盖，

要么是公民向权力的无奈屈服。根据这种发声

模式，只要公民被拒绝或拒绝了说话的机会，

他们就处于沉默状态 [19]。从被拒绝的角度出发，

权力对语言的掠夺或对声音的窃取过程被称为

消音（silencing）[20]。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

种族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中，消音被用来反映

正在发生的结构性不公正，这些不公正从历史

和规范中汲取力量 [21]。对不符合主导秩序 / 叙

事的经历，沉默既会发生在文化层面，也会发

生在与特定的其他人交谈时。具体的消音形式

既包括不允许说话，也可以通过拒绝相信、故

意误解或重新解释事件使其与发言者的经历不

符来达成 [22]。例如，性暴力幸存者总是被告知

不要谈论他们的经历，而当他们谈论时，要么

不被相信，要么被轻视，要么被指责。从沉默

主体的视角来看，在此类情境中保持沉默通常

被 解 读 为 一 种 被 动 忽 略（passive omission）、

冷漠地不作为，或消极地不做决定，可能导致

忽视、失败或无法行动等。此类沉默通常被解

读为自我和权力的放弃与丧失，与“犬儒”“默

许”“旁观”“沉默见证”等消极意义相联系。

无法为自身或公共利益采取行动的情况，被视

为是内化的无力感或逆来顺受的习性的结果。

它具有转化为对行动的根深蒂固的拒绝的倾向，

表现为冷漠和惰性。由此产生的沉默标志着一

种缺失的存在，被认为是对现存权力秩序的默

许与加强，因而饱受谴责。

将 沉 默 与 被 动 和 屈 从 于 权 力 的 要 求 完 全

等同是一种误导性的还原论。为更好地捕捉沉

默背后的多样因素，超越将沉默视为一种权力

效应的狭隘流行观点，学者们对沉默进行了进

一步划分。作为言语缺失的沉默有两种不同的

产 生 方 式， 除 被 动 忽 略 外， 主 动 沉 默（active 

commission）或是故意缄口不言的含义与被动忽

略形成鲜明的对比 [23]。主动沉默所涉及的沉默

是一种“做”的行为，它是出于一种“不做某

事”的积极性决定而做出的“不做”的表现。

在具体语境中预期应当存在言语之处，有意的

沉默以“一种明显的缺失，代替了预期的言语

存在”[24]。对于任何要求言语参与的制度，沉

默（主动拒绝发声）都可以成为一种抵抗。从

这个意义上说，沉默反过来代表着一种权力，

而说话、发声的需要则是与权力的丧失相联系。

这使得沉默的功能与言语类似，正如我们通常

所想象的“厚重”“沉重”“震耳欲聋”或“回

响”的沉默所暗示的那样，沉默甚至可以比言

语更加有力 [25]。例如，在“互动即热度”的平

台权力逻辑下，面对公共讨论中的极端言论或

为了博取流量的“钓鱼”帖时，哪怕是点击、

反驳和辱骂也是在增强对方的声量。因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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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不评论”“不转发”“不引用”成为

对抗具体言论和算法权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刻

意保持沉默，用户实际上做出了反抗的努力，

让极端内容因缺乏互动而沉底。

关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沉默，围绕其后果与

出路的基本共识是：当沉默是由被拒绝或被动

忽略产生时，它所指向的解决方案是对声音领

域的扩容与多样化；当沉默被主动选择时，它

通常被视为具备反抗色彩 [26]。对于前者而言，

扩容方案虽然有着充分的公共参与论据支撑，

却也延续着声音对数字交往空间结构的支配性

影响。其中存在着一种与包容性宗旨相矛盾的

行动等级制度，即发言者比非发言者享有特权，

沉默应当被消除 [27]。而实际上，寻求发声的请

求可能仍然受制于最初使其沉默的话语权力动

态，因此可能会重现排斥的裂痕 [28]。把沟通的

责任完全推还给沉默，就是在要求失语者完成

言说，而忽略其他可能解释失败、被拒绝或被

扭曲的原因 [29]。对于主动的沉默而言，虽然承

认了沉默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但这种承认只是将

其视为声音领域之内言语对象消失（或不出现）

时留下的空洞，而否认沉默本身也可以发挥语义

功能，可以独立于未言说的言语而具有意义 [30]。

在数字交往中，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将声

音交往秩序本身从当下沉默的自反性中整体摘

除，使其逃脱审视的目光，而一个包容性的数

字交往空间理当能够承载对其自身的批判。

此外，尽管“被动 / 主动”或“不作为 / 作

为”的二元划分为研究者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

架，但数字交往的社会现实远比这一理论设想

更为复杂。沉默经常处于一种流动的模糊状态：

反抗的沉默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滑向逆来顺受

的失语 [31]，而看似服从的静默背后也可能涌动

着策略性的抵抗。这种模糊性使得仅凭“沉默”

这一表象（即内容的缺失）很难断定其背后的

具体指向。它既可能是被拒绝进入声音领域的

无奈，也可能是主体对他者目光的主动拒斥。

但若固守二元判断的准则，这种模糊性又极易

被误读为“不可理解”的噪音，导致其承载的

潜在知识也被摒弃，进而减少理解数字交往的

可用知识资源。为了打破这一困境，我们需要

将目光从“内容”转向沉默的“语境”。正如

霍尔（Stuart Hall）关于语境的传播理论所暗示

的，意义的生成并不完全依赖于言语的显在，

更依赖于信息所处的环境与潜台词 [32]。在此视

角下，沉默不再是真空中孤立的“缺失”，其

意义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需要被放置在特定的

社会技术架构、权力关系与互动语境中进行追

问和解码 [33]。作为信号的沉默为此提供了一种

可能的理论方向。

二、作为信号的沉默：数字语境中批判的表达

作为信号的沉默并未完全摒弃在声音交往

空间中“沉默即缺失”的观点，而是去理解言

语的缺席如何在特定的互动结构中成为具有特

定含义的意指实践 [34]。政治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曾将公民的非政治参与和消费者

对企业的市场选择进行类比，指出公民在公共

参与中的无声退出（exit）是人们在表达不满时

除发声呼吁（voice）之外的另一选择 [35]。特别

是当这种沉默大范围发生时，退出就充当着所

涉秩序脆弱性的信号，其批判性就将凸显。赫

希曼指出，这一解读应当被放置在美国商业与

政治传统中长期形成的对退出的优待与对呼吁

的刻薄中理解 [36]。相比于发声，退出显得干脆

利落也能够免于呼吁的失望。在其中，隐瞒言

论或保持静默不再是沟通的断裂，而是一种在

特定语境中增强公民权利合法性的有力方式。 

赫希曼的解读显然建立于一种沉默的主动

性与能动性之上，但在数字交往的复杂语境中，

我们还需审视被动沉默所释放的象征意义。能

动性总是在与环境的交流与互动之中生成。他

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我们、理解我们

并对我们做出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

的能动性是得以发挥还是受到挫折。无论是出

于痛苦、羞愧还是恐惧，数字交往中的普遍沉

默指向了一种集体层面的不可讨论性和不可提

及性，一种“众所周知但却不可说”的事情 [37]。

在可预期的受挫中，即使原本具有发声意愿的

人也会倾向于抑制表达欲望。这也提醒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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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可能超越私人、孤立的行动，借用斯科特

（James C. Scott） 的 观 点， 即 成 为 一 种“ 共 谋

的沉默”[38]。当其来自主导秩序中结构同源性

行动者之间产生的团结效应时，沉默就将构成

对主导交往秩序合理性的质疑。因此，在数字

交往中人们感到发声受到抑制，并不仅仅源于

他们对具体交往氛围的感知，还指向对网络平

台本身作为交往空间合法性的批判 [39]。在数字

交往所面临的挑战中，沉默似乎更应该被解释

为一种痛苦的承受，其象征意义指向社会影响

下的无力感，与主动的沉默共享着权力的所指。

在此，有必要再次审视构成主流数字交往秩序

的核心条件在当前技术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

以形成对沉默意义的情境化阐释。

（一）自由交流与数字监控

在传统交往秩序的基本条件中，公民之间

可以进行自由和不受干扰的交流是一个先决条

件。也正因如此，社交媒体因其免费、匿名性

和自由可得的信息交流等特点被认为能够促进

公共讨论。然而，社交媒体上广泛存在的人际、

组织与平台等层面的数字监控大大限制了信息

获取和参与。监控是为了影响、管理、保护或

指挥而对个人信息进行的有针对性的、系统的、

例行的关注 [40]。正如监控的定义所示，当个人

意识到监控的存在时，他们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社交媒体上广泛存在的监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了用户进行有意义的思想交流的意愿，人们或因

担心受到监控并需要承担相应的损失与风险而

不愿诚实地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当前，平台

时代的算法监控进一步阻碍了观点的自由交流。

算法监控能够根据用户点击的内容以及与之互

动最多的人来预测人们想看到的内容，计算人

们的信息偏好，以商品化逻辑限制信息的传播。

海量信息的互联网始终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

互联网上的信息太多，如果没有过滤系统，个

人就无法从他们所接触到的信息中获得有意义

的理解 [41]。由于算法会优先考虑与用户在线查

看和搜索的内容一致的信息，这些过滤系统通

常会阻止个人体验对立的观点或关于特定主题

的不同信息，反过来阻碍自由交流。

（二）事实与“后真相”

观点的自由交流又意味着人们需要围绕基

本事实达成某种共识，因此真相是数字交往展

开的基础。然而，当真相总是处于缺失或不断

地反转之中，人们逐渐失去参与和发言的耐心、

信心与注意力，“后真相”便蔓延开来。“后真相”

通常指谎言、虚假 / 造假信息、假新闻、另类事

实和阴谋论的泛滥，也包括对曾经确立的知识

和信息来源信任的崩塌。后真相现象的出现离

不开数字通信技术和社交媒体，它们在很大程

度上取代了主流媒体等传统信息和知识来源，

并且形成了回音室和过滤泡沫，成为错误信息、

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载体 [42]。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后真相的扰乱视为当下数字交往

秩序瓦解的一个主要促成因素。“对近一半的

人口而言，传播内容不再能以可批判的有效性

要求进行交流。……重要的不是越来越多的假

新闻，而是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人们甚至不

再认为假新闻是假新闻。”[43] 

（三）共同利益与身份政治

当个体判定对自身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

对他人而言并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时，基于共

同利益形成的共识也逐渐消解。人们失去了与

不同观点的人展开讨论的基点，即说服和被说

服的理由。尽管秉持着专业精神的记者等群体

仍力图将注意力放在重要的、公共事务上，但

是数字领域放大了噪音和干扰，使得传统的“议

程设置”失灵。在信息过载的数字生态中，严

肃的公共议题被迫与娱乐八卦、商业营销及私

人化内容争夺有限的注意力。关乎共同利益的

深层讨论往往在瞬间被海量的琐碎信息所淹没，

进而使得基于共同利益的社会共识失去了形成

的土壤。此外，当前共同性的缺失还面临着身

份政治的威胁。研究发现，在网络讨论中，人

们倾向于把观点看作是发言者身份的区分，而

不是观点本身的区分，性别与种族的区隔延续

到了网络空间之中 [44]。人们不再试图通过逻辑

去说服对手，而是通过强调彼此本质上的差异

来取消对方发言的资格。不同意见者的持有者

被视为必须被消灭或被禁言的“敌人”，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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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合分歧的中立努力则会被双方指责为背叛。身

份政治的隔离是对可沟通性本身的窒息，取而代

之的是基于身份的群体分裂与阴谋论的盛行。不

同意见无从展开转而退回各自的区隔之中进行同

质化繁衍。

（四）文明与网络暴力

数字交往的参与者应当负有文明的责任。

这种文明不是关于礼貌和对传统规范的尊重，也

不是一种法定义务，而是一种准备好向他人解释

为什么人们支持的某些法律、政策与一些核心价

值相关的状态，同时也是一种准备好聆听并向他

人合理观点开放接受可能的状态 [45]。网络暴力

的盛行正在系统性地侵蚀这种文明基础。网络暴

力的危险不仅在于其传播的内容，更在于其重塑

了人们对数字交往环境的整体感知与社会想象，

因此侵犯了他人享有的言说机会和权利。即便个

体未直接遭受攻击，目睹他人所受的伤害也会产

生替代性的创伤体验。研究发现，对网络暴力、

不文明、激烈的讨论环境、与社会冲突的恐惧是

人们选择在公共讨论中保持沉默的重要诱因 [46]。

对于具有争议性的议题，抵御潜在攻击的动机是

人们选择保持沉默的主要因素 [47]。对相关表达

风险的恐惧甚至引发人们对过往发布内容的删除

与撤销，原本参与网络讨论的人选择了退出，即

从声音交往空间中撤退 [48]。有学者以沉默领域

的概念来形容这种由恐惧所引发的数字交往空间

从喧哗到沉寂的普遍现象 [49]。对网暴者的感知

与定义存在于每个网民的心中，换言之，网暴者

也许成为定义不同意见的话语工具，用来给不同

意见者贴上这一标签从而占据道德的上风。这将

使得对于网暴者的想象与恐惧占据潜在参与者的

心灵。

在传统交往秩序日益面临挑战之时，已有

学者开始探索新的可能。后真相或许代表一种公

共文化的转变，通过将对真相本身的定义纳入讨

论，可以形成一种以分歧而非共识为常态的新结

构转型。借鉴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直言

（Parrësia）”作为交流的方式，即“坦率或无

畏的言论”，纽曼（Saul Newman）认为大声直

言争夺对真相定义将质疑和挑战正式交往空间的

界限，同时创造新的自主且批判性的集体参与空

间 [50]。在这个空间中，权力以普遍权利和民主

规范与价值观的名义受到持续的批判。在福柯的

理论中，直言涉及一个人对自己施加的义务，即

不计风险说出真相 [51]。遗憾的是，这种“不计

风险”的直言仍将目光落在言语之中，且容易滑

向共识的另一极端，即无尽的分歧。更重要的

是，“不计风险”的勇敢者与牺牲者在多数时候

都只能是少数，而“沉默的大多数”或许才是常

态 [52]。“沉默”不仅是个体在风险计算之后做

出的保守选择，还可能是人们在同时经历传统交

往理想条件衰落的集体产物。通过将阐释的空间

开放给语境和学者，作为信号的沉默提供了一种

对当前数字交往秩序的总体批判。将普遍沉默放

置于当前数字交往秩序的具体语境中，当我们谈

及“不满”时，它指涉的是种种相似经验与倾向

的结构同源性所带来的象征革命。再次借用斯科

特的观点：“我们要关注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

体在公开宣告此前的某种潜隐剧本时所经历的主

观体验，而是那些或多或少面临着共同从属处境

因而也或多或少分享着某种潜隐剧本的群体的集

体体验。”[53] 在数字交往空间中，沉默的结构

同源性来自平台数据泄露、假新闻，以及公共卫

生事件中的数字生存环境的恶化 [54]。

需要警惕的是，当我们试图将沉默解码为

特定“信号”时，这种学术阐释本身也构成了一

种为沉默“代言”的权力实践。极易因视角的局

限或曲解而遮蔽其本质，陷入一种无休止的“贴

标签”与自我证明的诠释学循环之中。有学者从

本体论高度指出，无论是视沉默为内容的“缺

失”，还是将其视为意指的“信号”，都根植于

一种基于语言中心主义的本体论 [55]。这一本体

论预设了受规范约束的共同体必须经由语言构

建，并隐含了“语言优于具身”的等级结构。在

规范层面，这种等级制与建立在平等、包容基础

上的数字交往理想相悖；在实践层面，它导致不

使用言语的能动者遭到排斥，进而窄化了数字交

往空间的边界。从传播学视阈进行审视，上述两

种模式均未脱离传递观下对沉默所“承载”或“指

涉”内容的执着。然而，正如麦克卢汉（Marshall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6 年第 6 期理论研究



45

McLuhan）关于“媒介即讯息”的警示，在内容

之外，沉默本身在促成社会连结、参与公共文化

变迁的潜能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也正如前文基于

“集体体验”的批判性所暗示的，人们可能通过

共享时间的流逝、分担共同的脆弱性，以及在无

声中的相互确证来编织共同指向的纽带。在此意

义上，引入传播仪式观将为我们转换理论焦距，

释放沉默被语言所遮蔽的多元可能。

三、作为仪式的沉默：数字交往的多元可能

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的传播仪

式观将视线从信息的空间位移引向了在时间维

度上的社会的维系与信仰共享 [56]。在这一视域

下，数字交往中的沉默不再被简单地视为个体对

外部压力的防御或策略性撤退，而被重构为一种

发展群体身份、确认内部团结的社会仪式。然而，

传播研究在从“传递观”向“仪式观”转型的过

程中，往往并未彻底摆脱“离身”的预设，研究

者仍然依赖对符号与文本的分析，致使“话语

实践主体鲜活的身体”在理论视野中再度缺席。

沉默仍可能被再度还原为一种待解码的“空缺”

文本 [57]。因此，要真正理解沉默的仪式力量，

还需结合具身本体论的批判进行补充。这一视角

指出，受规范约束的共同体并非仅由语言构建，

更依赖于共享的实践、情感，以及非语言的具

身互动来维系 [58]。虽然在交往理性框架中，共

享的身体经验往往被视为通向语言共识的阶梯，

但我们必须承认，在语言受阻或话语权极度不对

等的适宜条件下，身体经验本身也可以通向一种

以非语言形态存在的公共生活 [59]。正是在此处，

传播仪式观与具身本体论达成了关键的理论汇

流：回归沉默者本身，关注人们在沉默中做了什

么。当某些行动者因权力关系预设了言说的无力

而拒绝说话时，他们并非退出了交往空间，而是

转向关注自身社群的实践与仪式。这意味着，沉

默的逻辑将从“用沉默做一些事”，转向了更为

原初的“在沉默中行事”[60]。据此，本章试图

跳出“没说什么”“暗示什么”，以及“谁在说话”

的传统权力等级考察，转而关注多元主体如何在

沉默的仪式中达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共同体经

验，并以此促进数字交往文化的深层变迁。

（一）公开与隐蔽

当我们述及数字交往中的沉默或喧哗，往

往涉一种公开的交往空间。在交往理论传统中，

哈贝马斯与阿伦特（Hannah Arendt）都对交往

空间的公开性给予了高度重视 [61]。最初的设想

也包含着对进入公开视野的信息的筛选，这一角

色由专业媒体、记者等来扮演，以保证信息的

公共性。针对西方互联网上信息公共性的衰落，

哈贝马斯再度表达了希望加强“守门人” 审查，

保证社交媒体内容的公共属性的观点。但正如蓝

江在《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一书的代译后记

中所指出的那样，对西方社会而言，这种审查不

是太弱了，而是太强了。“政治正确”作为当前

西方数字交往空间的准入规则，使后者沦为了

“伪君子”与“真小人”虚与委蛇的场所 [62]。“公

开”言说的规则沦为玩物，规则成为对其自身的

嘲讽。在数字时代，技术手段筛选与审查进一步

加强了对进入公开空间内容的筛选，机器生成文

本更是批量复制着同质化的观点。

对“准入规则”与公开的“表演性”的思

考，要求我们去审视哈贝马斯和阿伦特所赞美的

公开的异化和残缺。关于“公开”规范的表演性

与强制性，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已经

有过讨论。“我们或许可以思考一个连续性的情

境，这些境遇涵盖了从十分接近于哈贝马斯所称

的‘理想的言谈情境’ 的平等双方之间的自由

对话，到绝大多数受害者的文本被迫进入地下

状态……大量更为普遍的情形分布于上述极端

情境的中间……较弱的一方不可能谈及他 / 她的

内心，完整文本的一部分将为了符合预期的‘表

演’而被抑制。”[63] 正如共同意义缺乏所导致的

交往空间的失能一样，统一的强制的准入准则同

样会导致有效对话的终结。它们是公开交往空间

的两种极端状态，都会导致交往的统一化和封闭

化，构成对其中交往形态的架空。在此，我们要

继续追问的是沉默背后传播网络的转移与拓展。

沉默作为一种“隐蔽”的策略，开始显现出其作

为替代性交往空间的独特价值。

公开的声音空间宛如一个湖面，沉默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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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涌动的暗流。人们在沉默中如何交流？与谁

交流？斯科特在“潜隐剧本”中似乎已经为我

们打开了一扇窗口。“对于多数从属群体来说，

他们能够真正安全且自由表达的社会场所是极

其少见的。一般来说，其群体规模越小，成员

关系越紧密，他们之间可能进行的自由表达就

越安全。”[64] 对于潜在的网络如何确认彼此的

存在，斯科特诉诸潜隐剧本的公开宣告，认为

只有如此，从属者才能完全意识到，那些他们

并没有直接接触的其他从属者，完全分享着跟

他们一样的主张、梦想和愤怒。

正如潜隐剧本所界定，网络本身划定了这

些行动可能关涉的符号性范围，对于这一范围

内的所有人来说，这些行动承载着类似的含义。

数字通信技术极大地增强了这些社群保持联系

和对抗外部压力的能力。例如，Facebook 中某

些封闭群组成员认为媒体孤立他们，并对他们

的议题进行负面报道。这些群组提供了支持、

包容和不带评判的分享空间。成员们因此在群

组外讨论和分享话题时也感到更自在，这表明

社交网络正在挑战和打破“沉默螺旋”[65]。对

播客的研究也指出，这一数字声音媒介通过内

容和互动可供性分别构建了多元内容和有机互

动的交往氛围，使在当下数字生态中被边缘化

的公共性信息和对话传统得以复苏 [66]。这种社

区互动文化有效提升了听众的共同体意识，也

由此生成了具有明确边界的参与性结构。 

在公开视野之外，上述基于封闭社区的互

动仍然处于碎片化状态。但实际上，孤立社区

彼此之间的确认只能通过公开确认这一条件被

互 联 网 的 连 通 性（connectedness） 改 变 [67]。 有

关互联网的连接能力，很容易使我们诉诸网络

公 众（networked public） 的 概 念。 这 一 概 念 产

生于 2000 年前后对社交网站的媒体和传播研究，

重点关注平台、基础设施和承受能力如何使得

平静表面之下潜在大规模的连接成为可能。有

学者指出，在数字监控持续作用的网络环境中，

支持网络公众形成的基础设施条件也为躲避监

控提供了空间，促成了监控雷达之下“网络公众”

向秘密公众的转变 [68][69]。秘密公众充分利用平

台所提供资源通过不可读性、不透明性与不可获

得性的组织对数字交往的变化做出调整与适应，

并形成平行于公开视野之外的秘密交往空间 [70]。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表情包”“视觉模因”

等传播方式如何被生产出来，通过勾连多元的、

差异的经验实现广泛的传播 [71]。例如，阿毕丁

（Crystal Abidin）对“meme 工厂”的研究发现，

meme 工厂是一个由创作者或账户组成的协调网

络，他们制作并主持内容，这些内容可以用（子）

文本编码，在多个组织结构中被解析为新的语

境 [72]。 

沉默一方面是公众从传统交往空间撤退的

表现，另一方面是随时等待着出场的公众训练

场，是介于完全噤声与公开言说的中间地带。

他们可能以沉默对社交媒体作为有效交往空间

及其中舆论的代表性表达批评，也可能积极利

用可用资源发展出新的传播网络。因此将数字

交往与秘密的组织原则相结合，探究那些不可

读性、不透明性和不可用性是如何组织的，隐

蔽与公开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转换条件是什么等

问题将为我们打开理解数字交往的新角度。

（二）理性与情感

经典理论一般认为感情和大众文化无助于

建构“真正”具有高度参与性的公众群体。公

共讨论应该是理性、公正、客观的。这反过来

意味着，情感、体现、偏袒、激情和主观性在

数字交往中没有一席之地。同时理性总是显在

和公开的，情感被认为是私人的，应当被隐藏。

但是近年来，有关情感的学术讨论日益突显。

在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等人观点的启

发下，人文和社会科学呈现出“情感转向”的

理论趋势。媒体研究领域中，帕帕查瑞斯（Zizi 

Papacharissi）在分析社交媒体时使用了这一术

语 [73]。她认为，该术语有助于分析社交媒体时

代徘徊在正式意见表达之外的公共参与模式。

此外，她还指出未成形的和自发的公共情绪是

如何积累，如何从潜伏走向显现，如何赋予参

与者和参与形式新的形态等问题的重要性。换

言之，如果情感是人所处的一种状态，那么就

应当关注人如何达到这种状态的动力机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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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从情感出发在数字化、流动性的情景中实现

多元主体的连接也成为重要的理论方向 [74]。

在论述情感的动力之前，我们需要辨析公

众的存在形式。如果说上述有关公开与隐蔽的

讨论仍然局限在公众作为一种实体的、固定的

存在，在《施剑翘复仇案》中，林郁沁提供了

一种有关公众的新理解：除了社会学一般理解

的形态存在外，公众从来不是某种一直处于公

共身份的实体，在更多时候应该理解为一种想

象的权威 [75]。作为规范力量存在的公众，往往

比作为社会实体存在的公众更为强大。对这样

的公众而言，沉默是常态，更多时候他们是在

特定的时机被“询唤”出来 [76]。以中国为语境，

林针对 20 世纪 30 年代商业媒体的煽情炒作，

研究其如何有效询唤了能够表达批评的当时公

众，质疑了将理性交往视为发展具有批判作用

的当时公众必需要素的做法，并将公共同情作

为超越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可能方向。 在此视

野中，公众被视为现代大众媒介文化的产物，

其地位是在被建立、建构和利用中确立的 [77]。

余埃特（Marie Helene Huet）在对 18 世纪法国

剧场观众的研究中也指出，并不存在一个公众

渴求鲜血和酷刑，另一个公众渴望娱乐和享乐，

而是一旦受到询唤，公众就形成了。怀特用与

哈贝马斯截然不同的语言描述了理论上的公众

的交流网络——这种公众既是旁观者又是法官，

他们平日隐匿于沉默之中，并假定自己的判断

永远是正确的 [78]。

新的媒介带来了吸引和为观众表演的新方

式，也使得经由“询唤”而存在的公众具有超

越文化语境的讨论价值。在当前的数字交往空

间中，松散的联系和灵活的身份归属与交往空

间的碎片化和激进化并存。在西方语境中，本

质主义身份认同的丧失，如种族和国籍，对应

着传统社区纽带的失落。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

社区纽带转移到亲密关系的建设，将其作为界定

个人身份的关键特征。集体身份的建立更加依

托于价值观、文化和情感立场的话语争论和共

识基础。相应地，情感交往空间也成为身份政

治和认同政治的领域，而所有身份都受到政治

性再现和认可形式的制约。基于亲密关系的“询

唤”使得个人经历与数字交往直接相关 [79]。在

当下的注意力经济中谋生，自我推销、真实性

和商业交流成为在社交媒体中谋生的必要特征，

巧妙地将这些元素联系起来的“询唤”艺术至

关重要。

个人经历的故事讲述（storytelling）似乎正

在成为表演者表达情感，激发观众共情的主要

策略。例如，歧视、孤立和痛苦的个人经历成

为多种形式身份政治的情感驱动力。这种叙事

转向标志着公众动员方式以及公众参与形式的

变革，也要求学者们反思传统公共与私人的边

界划分在数字交往中的适用性 [80]。具体、有形

的个人故事，将抽象的观念和事件的后果具体

化，具备引起情感共鸣、培养同情心和扩大世

界观的可能 [81]。在此逻辑下的一个趋势是公共

的内容很少涉及正式的流程和机构，而是涉及

可与感受、个人经历和生活方式叙事联系起来

的日常化主题。在西方主流社交媒体上，对于

其参与者来说，女性主义、气候变化行动主义、

反种族主义等并不是额外的话题，而是他们日

常生活和兴趣的一部分。性别、政治、公共议

题被以私人的方式讲述，而公共议题也借由“生

活方式化”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力。基于个人

叙事的传播模式，对受众提出了一种新的要求，

它不再通过逻辑辩论来寻求“同意”，而是通

过展示创伤与脆弱来寻求见证。在此过程中，

受众的沉默不再是无动于衷，而是一种仪式性

地在场与倾听。这种无声的共情，构成了支撑

叙事者发出声音的情感基座，也成为沉默作为

连接仪式的生动注脚。

四、结语

通过对社会学和政治学中相关成果的批判

性吸纳，本文再度捕捉了曾借由“沉默的螺旋”

在传播学中一闪而过的“沉默”概念，形成了

有关沉默的三重阐释。长期以来，社会学与政

治学理论对语言的偏重倾向于预设一种“发声

即在场，沉默即缺席”的二元对立结构。前者

将沉默视为结构性压迫、社会区隔或资本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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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沉默往往意味着被边缘化；后者习惯

于将发声等同于公民参与的主要形态，从而将

沉默诊断为权利的让渡或公民素养的缺失。二

者均强调了理性对话对数字交往的价值，却在

分析层面遮蔽了那些无法被符码化或主动拒绝

进入语言博弈的深层社会实践。传播学视角的

引入将沉默从“权力的受体”和“权利的缺席”

中解放出来，将其重构为一种具有生产性的关

系纽带和文化实践。我们得以经由“沉默”的

棱镜审视传统交往秩序在数字时代所面临的挑

战。仪式观与具身性结合的视角使我们看到，

沉默并非互动的终止，而是饱含着意义在时间

和空间维度上的另一种延续，维系着共同体的

内在归属感，生产着新的数字交往文化。

置于数字媒介环境的宏观背景下，沉默现

象的常态化折射出数字交往文化的深刻变迁。

在监控资本主义与流量逻辑的双重挤压下，数

字交往空间正逐渐从意见交换的市场异化为表

演性的景观。在此语境下，沉默是个体对技术

加速与话语暴力的本能防御，更是一种对抗同

质化叙事的文化策略，显示出数字交往模式正

经历从“说服”向“见证”的变迁。如果说传

统的交往秩序致力于通过语言达成一致，那么

当下的数字沉默则通过共同的在场来寻求伦理

的确认。它不再追求在喧嚣的舆论场中争夺注

意力，而是致力于在隐蔽的、碎片化的网络中

编织具有韧性的情感部落。当然，对于沉默的

讨论并不意味着一种路径必然需要替代另一种

路径，而是旨在补充既有视野，拓展我们对公

共生活的想象。承认沉默的能动性，意味着我

们开始接纳一种更为多元的交往伦理。

（责任编辑：徐秋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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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复杂多变的新全球化格局下，如何突破跨文化壁垒是中国 B2B 企业深耕“全球南方”市场所面

临的重大课题。本文采用纵向案例分析方法，以一家覆盖全球业务的中国农牧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价值

共创理论与品牌共鸣模型，揭示了中国 B2B 企业跨文化营销传播模式的动态演进机制。研究发现：第一，

跨文化营销传播障碍源于西方主导的结构性势差与信息不对称；第二，在持续深化的跨文化适应压力驱动

下，企业营销传播主导逻辑由“商品主导”向“生态主导”跃迁，营销传播模式沿着“接触 - 嵌入 - 共生”

演化；第三，依托多主体价值共创网络，企业打破在地化的规范壁垒与认识偏见，最终促成跨文化企业间

关系从计算型信任向认同型“品牌共鸣”的跃升。

关键词　跨文化营销传播障碍；跨文化营销传播模式；多主体价值共创；全球南方；B2B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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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 

新全球化时代，文明冲突再起，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与二元对立的冲突

关系 [1]，如何突破传统逻辑，建立跨区域、跨文化的对话与协作机制以实现

和谐共存，成为当下的重要课题 [2]。对于企业而言，新全球化意味着更多的

国际市场机会，同时也意味着不同文化在相遇时会呈现更大的竞争与对抗状

态 [3]，引发民族中心主义、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 [4]，给企业的跨文化营销

传播活动带来阻碍。当前关于企业跨文化营销传播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三个

方面展开：其一，从“文化差异”视角出发，探讨不同价值观下消费者对企

业所进行的产品及服务传播时的态度和行为 [5]；其二，聚焦传播策略 [6]，研

究本土化与全球化情境下企业所面临的文化现象及采取的跨文化营销传播策

略；其三，基于传播过程，聚焦企业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因素、作用路径 [7] 等，

指出信息不对称和价值观异质是跨文化营销传播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8]。

已有研究虽然关注到文化差异对企业跨文化传播效果的系统性影响，但

南南“共鸣”何以可能：全球南方视阈下

中国 B2B 企业跨文化营销传播模式研究 1）

姚曦 邓丰丰

1）基金项目：教育部十四五基地重大项目“新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中国企业的跨文化营
销传播创新研究”( 22JJD86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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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多数研究聚焦于企业对消

费者（business to consumer）[9]，忽视了企业对

企业（business to business）的跨文化营销传播

背后存在的组织间文化冲突、制度逻辑差异等

深层障碍及如何突破障碍的探索。实际上，企

业对企业间的跨文化互动具有更高的复杂性，

文化差异会影响不同企业的合作关系水平 [10]，

并会进一步影响企业间的信任、承诺和合作 [11]。

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研究多基于静态视角，

忽略了文化具有持续的可变性 [12]，企业在不同

阶段所面临的文化差异和差异程度也有所不同。

此外，已有研究往往聚焦发达国家，鲜有围绕

新兴经济体国家来探讨企业的跨文化营销传播

障碍。而东南亚作为大国博弈的关键区域，聚

焦该区域能够更好地理解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下

发展中国家的应对策略与核心关切，以及由此

而形成的企业生存之道 [13]。进一步来看，东南

亚内部对华交往的摩擦程度，呈现出显著的地

缘梯度差异。本文聚焦高敏感国家的“特殊情

境案例”展开深度剖析，探索中国企业跨文化

营销障碍的突破机制，这或可为“全球南方”

视野下中国 B2B 企业构建跨文化营销传播路径

提供重要借鉴。

因此，本研究基于典型纵向追踪的案例分

析方法，试图回答（1）中国 B2B 企业跨文化营

销传播中所面临的障碍是什么？（2）企业在不

同市场阶段的障碍有哪些？（3）如何突破不同

障碍以达到跨文化营销传播效果？通过探索跨

文化营销传传播障碍内容及其应对模式，笔者

希望通过相关研究，助力当下面临出海困境的

中国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谋求稳健发

展之路。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一）跨文化营销传播及其障碍

跨文化营销传播是以商业目的为导向，两

种及两种以上文化背景下企业、顾客及其他利

益相关者进行价值交换的一切信息传播过程或

活动，其本质是不同文化体系下价值交换行为

的符号化 [14]。在跨文化营销传播过程中，文化

差异的存在必然导致跨文化营销传播障碍的生

成与变化，文化差异越大，越容易产生沟通障

碍和误解 [15]。本研究将跨文化营销传播障碍看

作是营销传播主体间受限于自身文化的同质化

认知思维、观念、规范等，导致营销传播信息

在异质文化语境中遭遇失效，从而无法实现有

效价值交换的现象。

其中，来自认知和规范的差异构成跨文化

营销传播障碍的重要维度。认知作为人类内在

心理活动的产物，认知体系下的价值观表现为

人们对特定行为、事物、状态或目标的持久性

偏好 [16]，在跨文化营销传播活动中，持有不同

价值观的个体或群体往往面临显著的传播差异。

认知偏见作为一种文化障碍，通常表现为对特

定群体成员的敌对或负面情绪，并最终会导致

行为上的歧视乃至仇恨 [17]。而规范作为社会成

员共同遵循的外部准则（如法律、习俗及制度），

具有区别于价值观的外源性特征，其通过构建

根植于文化的特定发展任务，定义人们的思维

方式和行为方式，控制着人们的行为 [18]。

本研究认为，跨文化营销传播障碍的突破

可以看作是一个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企业面对

文化距离的高不确定性，在不同市场阶段中必

然面临文化冲突与压力，而企业的压力应对过

程即是在异质文化语境中所展开的跨文化适应

过程。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指出，跨文

化适应是一个持续的、非线性的、分阶段的“压

力 - 调试 - 成长”动态过程 [19]。基于此，跨文

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构成支撑本研究纵向探

索逻辑的重要来源。

（二）价值共创理论 

价值共创是因价值创造主体和方式的变化

而产生的新现象。价值共创理论经历了由产品

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S-D Logic）的深远

演进。在服务主导逻辑下，企业与客户的关系

从单向的价值传递转变为多主体的资源整合与

互动 [20]。随着研究的深化，学者们逐渐将该理

论引入 B2B 市场，并发现其内涵在复杂的工业

网络中得到了实质性的拓展。

与 B2C 市场中侧重消费者个体体验的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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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B2B 情境下的价值共创呈现出高度的网

络化与制度化特征。首先，在参与主体与结构

上，B2B 价值共创超越了简单的双边互动，演

变为囊括供应商、本地合作伙伴、行业组织等

在内的“行动者对行动者”服务生态网络 [21][22]。

其次，在内在机制上，价值共创被视为一种动

态的资源整合与信任构建工具。多项研究表明，

B2B 情境中的协同共创活动是降低合作不确定

性、提升组织间关系质量与信任的核心路径 [23]。

更为关键的是，B2B 生态系统中的多主体

共创，本质上是一个通过持续互动来塑造共同

“制度逻辑”和获取市场合法性的过程 [24]。将

这一理论视域前置于跨文化 B2B 营销传播的研

究中，能够为本文提供极具张力的解释框架。

B2B 企业在异质文化市场中所遭遇的跨文化营

销传播障碍，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制度逻辑

冲突导致的网络区隔。而企业应对跨文化营销

传播障碍的策略，必然要从信息传递层面的单

向说服，走向依托多边生态网络的资源整合；

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深度互动，构建共享的制

度逻辑，从而在根源上突破障碍。

（三）品牌共鸣金字塔模型

品牌共鸣是消费者对品牌的参与和依恋程

度，它能够捕捉消费者与品牌在价值观和目标方

面一致和谐的互动 [25]。科勒（Kevin L. Keller）

的品牌共鸣金字塔模型包含建立品牌显著度、

突出品牌功效和形象、基于对品牌的判断和感

觉激发消费者的反应，最终与顾客建立起共鸣

点 [26]。科勒将模型的最后一步聚焦于顾客与品

牌建立的终极关系和认可水平，即品牌共鸣，

并进一步将品牌共鸣分为四个维度：行为忠诚、

态度依恋、社群归属感、主动融入。

已有不少学者将科勒的品牌共鸣金字塔模

型应用于消费者市场中顾客与品牌关系的研究，

并展开实证探讨 [27]，但相较于 B2C 市场个体消

费者的感性驱动，B2B 市场通常涉及由多部门

构成的决策中心，具有决策周期长、资金额度大、

转换成本高及技术风险强的特征，市场更加复

杂。为此，库恩（Thomas Kuhn）等学者进一步

对科勒模型在 B2B 环境中的适应性进行测试与

修正并指出：感性的“品牌形象”应调整为基

于企业实力与可靠性的“供应商声誉”；偏重

情感的“态度依附”应转化为旨在降低采购风

险的“理性保障”； 而“社群归属感”则被证

实不适用于工业市场，应升华为超越单次交易

的“伙伴协同关系”[28]。但目前针对跨文化 B2B

情境下品牌共鸣模型的研究尚付之阙如，尤其是

中国 B2B 企业品牌共鸣的生成与演化逻辑是否会

衍生出新维度与新特征值得进一步探索。

综上所述，跨文化适应、价值共创与品牌

共鸣模型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三者在跨

文化 B2B 情境中形成了“动因 - 路径 - 结果”

的严密逻辑闭环。首先，跨文化适应理论揭示

了模式演进的根本动因，即企业面对异质文化

与制度摩擦时产生“压力 - 调试”的必然诉求；

其次，价值共创理论揭示了企业突破文化障碍

的行动机制，即如何应对不同阶段的适应压力，

通过多主体生态网络开展资源整合与制度逻辑

共享；最后，品牌共鸣模型提供了衡量生态共

创最终价值转化的评价刻度。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在充分考量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 F 公司

作为纵向案例研究对象，对其在东南亚尤其是

菲律宾市场的跨文化营销传播过程进行研究和

分析。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在“中国制

造”向“中国智造”转型背景下，B2B 制造业

构成中国出海企业的底层基石。而 F 公司是集

饲料机械、仓储机械、粮油加工机械、食品机

械等农牧装备全产业链系统解决方案于一体的

国际化综合供应商。作为一家典型的 B2B 企业，

自 1997 年开始执行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以来，

F 公司业务已覆盖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积累了

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多元文化接触体验。第二，

对 F 公司全球业务的追踪发现，F 公司在东南亚

地区具有明显的领先地位和代表性。其中，菲

律宾市场相较于其他东南亚市场，具有更深的

历史认知偏见与复杂的地缘政治摩擦梯度，其

构成中国企业跨文化营销传播过程中障碍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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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特殊情境。而 F 公司能够在菲律宾市场成

为行业“隐形冠军”，其形成的跨文化营销传播

模式对于其他中国企业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性，

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宝贵而独特的研究素材。

第三，纵向单案例研究是一种“为了追踪结果

产生的模式 [29]”的研究方法。F 公司进入菲律

宾市场的时间最早，不同阶段的障碍经历及障

碍突破相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其从“弱势破局”

到“隐形冠军”的完整演化路径能够为探索全

球南方视野下的出海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纵向理

论建构素材。本研究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的方

法，能够呈现出 F 公司这个企业在较长时间段

内的变化过程，而根据企业的变化特征进行较

为合理的阶段划分可以深度发掘出隐藏在时间

线内的关键线索，并据此总结出一定的逻辑链

条，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实践。

关于 F 公司的突破障碍的市场阶段划分，

研究团队是在结合前述理论基础及与公司高管

人员的充分讨论后确定的。本研究将 F 公司进

入菲律宾的时间 1997 年作为市场进入阶段的起

点。2005 年 F 公司开始与本地代理商合作，通

过客户关系管理在持续的买卖交易和体验交流

中逐渐获得客户信任，因此，2005 年成为市场

成长阶段的节点。而市场拓新阶段是以 2017 年

作为起点，F 公司开始基于自身的生态资源优势

向目标客户介绍潜在客户，目标客户会将 F 公

司作为自身顾问，并基于自身的圈子主动宣传 F

公司，F 公司得以拓展新的增量，由此形成一条

共赢生态链。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在数据采集阶段，本文主要基于一手资料

和二手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表 1）。其调研访谈

过程如下：第一阶段是 2024 年 1 月至 3 月，研

究团队初步拟定访谈提纲，对菲律宾高管进行

线上预访谈。第二阶段是研究团队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对 F 公司进行实地调

研与访谈，对集团两位高管及 4 名菲律宾市场

管理人员采用开放式提问，累计进行的访谈前

后共有三轮，每轮时间在 90-120 分钟以内。为

保证访谈数据的有效性，每次访谈均有 4 名研究

人员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对

录音进行文本转化。第三阶段是在资料整理过

程 中， 于 2024 年 5 月 和 2025 年 3 月 两 次 通 过

微信访谈、电话访谈等线上方式进行补充。形

成的半结构化访谈信息共计 750 分钟，文字资

料约 15 万字。此外，为验证研究发现在东南亚

其他市场的有效性，本研究进一步对 F 公司在

印尼、马来西亚两个地缘摩擦较小市场的地区

负责人进行线上访谈，共计 340 分钟，文字资

料约 6 万字。在访谈基础上，研究团队进行二

手资料收集，多重数据来源之间形成三角印证，

与一手资料形成相互印证与补充，以有效提升

本研究的信度。

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的数据分析主要

遵循纵向单案例的数据分析原则进行分类编码，

如表 2 所示。在具体编码过程中，首先，按照

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将案例素材标签化后纳入

表 1 案例资料数据来源

数据类型 主要来源

公司公开资料 企业官网公开的资料与信息、年度报告等

公司内部材料 内部项目汇报、项目合同、企业宣传材料

新闻报道 当地媒体有关报道

参观地点 总时长

实地参观
菲律宾马尼拉总部 约 200 分钟

访谈对象 总时长

半结构化
访谈资料

菲律宾地区副总裁 约 280 分钟

菲律宾地区管理负责人 约 200 分钟

4 名菲律宾市场业务部门人员 约 270 分钟

2 名印度尼西亚地区负责人 约 190 分钟

2 名马来西亚地区负责人 约 150 分钟

表 2 案例数据基本编码来源

类别 数量 编码

半结构化访谈（Fn） 人员 10 F1 ～ F10

公司公开资料（Sn）

新闻报道 13 S1

报告 3 S2

文章 8 S3

公司内部资料（Tn） 文档 21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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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编码库。编码采用英文字母加数字的方式，

其中第一个字母反映数据发生阶段（市场进入

阶段为 A，市场成长阶段为 D，市场拓新阶段为

E）；第二个字母代表数据来源，数字则代表具

体资料在数据库中对应的编号。第二步将标签

按照不同阶段归类并抽象提炼出关键词，形成

二级编码。第三步，对第二步的关键词进行归

类合并，确定编码结果，形成三级编码（营销

传播障碍为 o，策略为 c，逻辑为 l，效果为 r）。

第四步，根据研究框架的逻辑线条和现有文献，

对不同构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编码整理和反

复比较，以发现突破跨文化营销传播障碍的动

态演进过程和背后的营销传播模式。

四、研究发现

（一）市场进入阶段：基于符号接触的跨

文化认知建构

1. 障碍分析：来自深度认知偏见和规范陌

生的双重挑战

市场进入初期，F 公司面临明显的规范差异

与认知偏见，其实质是后殖民秩序下西方主导

的结构性壁垒。在规范差异层面，这不仅源于

早期中国企业缺乏国际规则经验，更在于菲律

宾农牧行业的设备标准与采购惯例已被欧美跨

国企业长期垄断与锁定，中国企业面对的是一

套殖民秩序预设的、排他性的制度框架。在认

知偏见上，受制于菲律宾长达四个世纪的殖民

统治所内化的“文明等级秩序”与价值二分 [30]，

本地市场对西方技术形成了天然推崇。因此，

早期客户对中国产品的排斥，本质上是一种被

欧美殖民话语体系建构出来的“原产国歧视”

与结构性偏见。

2. 营销传播策略：依托标准化符号的单向

传播

市场进入初期，受制于对菲律宾文化与政

策的陌生，以及海外营销资源的匮乏，F 公司难

以开展长周期的营销传播互动。为此，企业在

菲律宾优先采用设备技术参数、认证标识等国

际通用的行业符号，依托此类高识别度、低歧

义的符号载体规避跨文化语义误读。同时，将

资源集中于黄页搜索、邮件营销等单向传播渠

道，通过高频次、低复杂度的信息触达快速建

立产品存在感，从而有效降低因规范差异与文

化盲区引发的试错风险。

3. 营销传播逻辑：产品主导的短期交换行为

在该阶段，F 公司单独进行商品生产，并自

主决定相关资源的使用方式和对象。F 公司与菲

律宾客户之间是主动生产创造和被动接收消费

的关系。F 公司作为基于商品和服务载体之上的

价值创造者，目的是满足市场需求，实现市场

交换，而客户是商品的被动接受者 , 被排除在价

值创造过程之外。因此，F 公司和菲律宾客户只

是基于市场交换进行短暂交互，通过单向传播

实现商品交换价值的顺利达成是 F 公司这一时

期的主要目标，一旦市场交易结果达成，则意

味着营销传播行为结束。

4. 营销传播效果：降低不确定性的初步品

牌认知

F 公司利用企业资质信息公开，为菲律宾

客户提供了初步的交易安全感；同时，F 公司通

过邮件形式及时解决设备安装问题，进一步降

低了客户对跨国售后保障的风险预期。但是，

该阶段客户与 F 公司之间的业务达成主要源于

F 公司的单向“搜寻”，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不

稳定性，双方缺乏深度关系沉淀。F 公司市场进

入阶段的典型证据见表 3、图 1。

（二）市场成长阶段：基于价值嵌入的主

体间关系互惠

图 1 市场进入阶段跨文化营销传播障碍突破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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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障碍分析： 认知偏见扭转，但行业规范

差异依然明显

本阶段菲律宾客户对 F 公司的认知偏见逐步

改善，但是该阶段产生了新的规范差异问题。在

打破认知偏见方面，F 公司依靠敏捷的售后服务

与互动，松动并重构着客户原有的固化认知。

在规范差异方面，菲律宾大型农牧企业长

期受西方品牌主导，形成了以西方技术标准和采

购惯例为核心的本地“制度逻辑”，这种逻辑对

初中国企业构成了阻碍，使得 F 公司在诸如投标、

交付等方面遭遇层层阻碍。

2. 营销传播策略： 基于跨文化主体间交往

的互动传播

在此阶段，F 公司以专业能力搭建文化主体

间的持续交往，将单向信息传递升级为双向的

“意义协商”，在洞察本土情境的基础上实现互

惠理解。其一，以“文化体验”拉近心理距离。

在被欧美契约商业逻辑长期主导的菲律宾市场，

F 公司巧妙将中国“以和为贵”“利他共生”的

理念嵌入商业交往中，比如，在客户预算紧张时

主动让利纾困。同时，定期邀请菲律宾客户赴 F

公司考察培训，构建“反向文化体验”场域。其

二，以“本土化移情”搭建主体间关系。例如，

面对马尼拉客户对辅材主机交付质量和时间的高

要求，F 公司会根

据客户在马尼拉地

区业务情况优先制

定全套解决方案，

由业务员通过“顾

问引导式”的沟通

为顾客进一步提供

当前阶段的决策选

择，以建立双方的

互惠关系。

3. 营销传播逻

辑：以服务主导创造有效价值体验

在本阶段，F 公司基于已经同客户建立起的

基本交易关系，进一步通过服务来为客户提供持

续支撑。这里的“服务”不再是简单的由生产者

提供的内容物，而是瓦戈和卢什所指出的——为

了自身或其他实体的利益——通过行动、过程和

行为表现等使用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过程。就 F

公司而言，具体表现为将工程师的驻场服务、定

制化的技术指导嵌入客户日常生产场景，逐步用

中国企业的“高效响应”去柔合本地原有的“刻

板采购流程”。

4. 营销传播效果： 从浅层品牌认知趋向情

感行为“品牌响应”

本阶段，随着菲律宾客户对 F 公司的品牌

认知显著深化，客户逐渐形成对 F 公司的品牌响

应。F 公司凭借在行业内积累的口碑和服务质量

等，让客户对 F 公司产生情感上的认同与理解，

进一步对 F 公司产生信任，并且形成了更为紧密

的合作关系。F 公司市场成长阶段的典型证据见

表 4、图 2。

（三）市场拓新阶段： 基于生态共生的在

地化网络构建

1. 障碍分析： 潜在的核心技术认知偏见和

表 3 市场进入阶段营销传播基本情况

维度 核心构念 典型证据引用举例

营销传播障碍

规范差异 国际市场还是比较陌生，前期是试探的一种心态在摸索。（A-F1-o5）

认知偏见
东南亚这边的客户大部分认为中国的产品都比较廉价，质量也不高，行
业内大部分对中国产品不看好。（A-F1-o1）

营销传播策略 单向传播 客户买完产品后通过邮件反馈，但缺乏系统售后服务支持。（A-F1-c2）

营销传播逻辑 商品主导 这一时期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把产品卖出去……（A-F1-l1）

营销传播效果 品牌认知
客户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度不足……到明年可能就没有这种，因为你还没
有完全建立起这种信任。（A-F1-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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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行业壁垒

在本阶段，前期累积的互动有所见效，但

在触及核心价值链时，F 公司仍遭遇阻力。在认

知偏见层面，面对菲律宾头部客户的惯性排斥，

F 公司从风险较低的代工项目切入，凭借卓越的

交付指标赢得了大客户认可，部分本土企业甚至

开始以使用 F 公司产品为荣。然而，尽管 F 公

司在当地已具备极高的市场普及率（E-F1-o3），

但受制于长期的西方技术崇拜，部分传统客户

在核心设备评估上仍对欧美品牌存在强烈的路

径依赖（E-F1-o4）。在规范差异层面，菲律宾

高端农牧项目长期被欧美跨国企业垄断，形成

了行业潜规则。F 公司高层坦言：“只要涉及核

心技术的大项目，他们还是会约定俗成地选择

欧美。”（E-F4-o1）这种隐性采购壁垒成了中

国企业向高端生态位迈进的桎梏。

2. 营销传播策略：整合多元利益相关者的

共创传播

B2B 价值共创的核心在于跨组织资源整合

与战略对齐 [31]，其多元主体价值共创的动态过

程本质上包含“共创主体连接”与“共创主体

互动”两个核心阶段 [32]。在跨文化营销传播情

境下，面对如何将多元利益相关者纳入市场拓

新网络、化解深层跨文化协作壁垒的现实困境，

F 公司在此阶段超越了初期的双边互动，全面转

向深层的资源编排与整合。企业通过共创式营

销传播，推动传统的“你 - 我”二元关系向“我们”

的关系性存在 [33]，

具体路径涵盖两个

层面： 其一，纵向

资源集成与主体连

接：F 公司扮演“网

络编排者”角色，

将全球资源池与本

土客户战略深度对

齐。通过搭建国际

展会、研讨会等介

质，F 公 司 不 仅 提

供产品，更致力于

打通从前端供应至

后端买家渠道，由此完成了多边生态系统的基

础性主体连接。其二，横向关系驱动与深度互动： 

在有效连接的基础上，客户从被动的“接收终端”

转化为主动的“价值共创节点”。依托前期沉

淀的信任资产，客户自发的口碑背书与主动资

源介绍驱动了跨组织的实质性互动与价值流转。

这种深度的多主体协同打破了地缘摩擦下的信

息孤岛，由此形成高度互惠、合作共赢的局面。

3. 营销传播逻辑：生态主导驱动动态关系

网络系统的运行

在本阶段，F 公司的营销传播主导逻辑实现

了从聚焦双边价值共创的狭义“服务主导”向“生

态主导”的演变。生态主导下的营销传播边界

超越了超越了传统供应链中市场主体的单一范

畴，将政府、行业协会等“非市场参与主体”[34]

纳入核心行动网络，通过激活经销商、供应商及

跨界伙伴在生态链条中的关键主体性，F 公司推

动了跨文化营销传播活动从“二元价值交换”向

“多主体网络价值共生”的转换，从而在异质文

化环境中实现了系统性的价值增值。

生态主导的营销传播逻辑特性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1）关系网络：生态系统打破

了单一供需边界，主体间基于利益诉求与合法

性需求形成跨文化的多维联结。面对菲律宾政

府当前希望克服基础设施瓶颈、重振本土制造

业的经济转型诉求 [35]，F 公司整合经销商，通

过与东道国政府、协会的战略协同，将商业联

表 4 市场成长阶段营销传播基本情况

维度 核心构念 典型证据引用举例

营销传播障碍

规范差异 有些大客户直接讲了不要中国品牌（No China brand）。(D-F1-o7）

认知偏见
布勒价格比我们会高，这在行业里是约定俗成的。技术人员接受过欧洲
培训，他们往往会排斥中国供应商。（D-F1-o2）

营销传播策略 互动传播
我们自己跟客户都是双方受益快速发展，这是一个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
（D-F1-c1）

营销传播逻辑 服务主导
从单机销售转向交钥匙工程，我们能整合资源满足客户全套需求。
（D-F2-l6)

营销传播效果
品牌认知

我们在对客户进行培训过程中，客户会领悟我们公司的文化，并且在后
来的合作中逐渐认可我们。（D-F1-r1）

品牌响应
客户会愿意去讲对我们设备有的期待，比如在使用时应该有哪些提升，
你的竞争对手哪些地方比你做得好。（D-F2-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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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拓展为一个“关系嵌入式”立体网络。（2）

资源共享：F 公司使生态内各节点实现价值互

惠，进行各种营销传播内容的创造和加工、营

销传播资源的传递与共享等。（3）动态适应：

生态系统具有高度的动态演化性。F 公司通过本

土化策略的持续调适，不仅是在微观层面适应

竞争，更是在宏观层面实现企业逻辑与东道国

制度环境的深度契合，从而在异质文化中实现

从“被动适应”走向“动态共生”。

4. 营销传播效果：基于专业信赖、风险保

障与系统信任的品牌共鸣

在大型农牧设备出口这一高风险、长决策

周期的跨文化 B2B 情境下，传统的感性营销往

往难以触及决策核心。经由库恩修正的 B2B 品

牌共鸣模型在跨文化情境下进一步发生变化。

具体而言，聚焦到本研究的市场拓新阶段，品

牌共鸣的核心维度演化为：

专业信赖：传统 B2C 情境下，品牌认知侧

重消费者对品牌差异性的心理辨识 [36]，而库恩

将其修正为一般 B2B 语境下的“供应商声誉”。

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在菲律宾这一复杂跨文化

情境下，单纯的声誉不足以打破不信任，品牌

认知必须转化为“技术依赖”所驱动的专业信

赖。在复杂的跨国农牧项目中，F 公司凭借硬件

设备与全套系统集成方案，逐步建立农牧技术

专业性与行业话语权，“一

些客户会把我们当做一个

技术顾问。比如客户就产

品形成的计划或者行业疑

问，都会主动来咨询我们

的 建 议”（E-F1-r8）。

当客户将外部供应商视为

内部顾问并产生技术依赖

时，标志着 F 公司从本地

规则的适应者，转变为了

行业制度逻辑的共建者。

风险保障：品牌共鸣

模型中的核心维度“态度

依 恋 ” 在 B2C 中 表 现 为

情感偏好，库恩将其转化

为 B2B 基于理性的“理性保障”。在复杂的跨

国情境下，这种保障进一步质变为规避高昂转

换成本的“风险保障”。跨国采购面临极高不

确定性，客户对 F 公司的“依恋”，本质上是

对更换供应商所带来的系统不兼容、供应链断

裂等风险的理性规避。经过多次危机化解的区

域副总裁表示，“哪怕我们在合作过程中出现

一些磕绊，但因为客户认可我们，愿意相信我

们能够处理好这些突发情况，还是会继续合作”

（E-F1-r10）。

系统信任：B2C 情境下的共鸣来自核心用

户的“社群归属感”，库恩将其修正为工业市

场的“伙伴协同关系”。不同于库恩所强调的

基于业务流程整合的“伙伴协同关系”，本研

究揭示，面对深层文化与制度差异，业务合作

关系无法抵御地缘与制度的摩擦，需要转向通

过多主体价值共创所达成的系统信任基础上的

制度逻辑共享，即对企业生态系统内无形资产

和有形资产的结构性依赖与信任 [37]。有员工提

到，“客户后面建第二个厂、第三个厂，都不

会去找供应商，会直接找我们”（E-F6-r4）。

F 公司市场拓新阶段的典型证据见表 5、图 3。

（四）基于东南亚其他市场的跨情境分析

与验证

在单案例研究中，为了提升理论提炼的外

媒介与社会

表 5 市场拓新阶段营销传播基本情况

维度 核心构念 典型证据引用举例

营销传播障碍

规范差异
只要涉及到核心技术的大项目，他们还是会约定俗成的选择欧美。
（E-F1-o1，E-F1-o2）

认知偏见
但一些传统客户还是因为思维认知，戴着有色眼镜而选择欧美的
设备。（E-F1-o3，E-F1-o4）

营销传播策略 共创传播
我们有信息差优势，业内人脉和资源，客户会给我们介绍资源。
（E-F1-c1）

营销传播逻辑 生态主导
我们帮客户介绍客户来促成合作，这样就是一个生态链。跟当地
政府合作比较多（E-F1-l1）

营销传播效果

品牌认知
我 们 在 这 边 是 代 表 中 国 的 一 个 名 片， 当 地 客 户 都 知 道 我 们
（E-F1-r1）

品牌响应 可能第一个厂的客户会找好几家供应商来比较，等到后面客户都
不用找供应商了，直接找我们。（E-S2-r6）

品牌共鸣
我们的客户会基于效果主动给反馈，无形中是帮我们升级；客户
在他们圈子里也会推荐我们，认可我们的价值主张。（E-F1-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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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效度与稳健性，通常需要对研究得出的核心

构念进行跨情境的理论印证 [38]。本节引入 F 公

司在具有较低文化距离和地缘政治摩擦的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市场的跨文化营销传播实践

进行补充分析。

1. 认知偏见与规范差异在跨情境下依然存在

文化距离的缩短并未改变跨文化营销传播

障碍特征。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市场，F 公

司在进入初期同样遭遇认知偏见以及本土规范

差异问题。一方面，尽管缺乏极端的政治摩擦，

但受制于欧美品牌长期建立的行业霸权，本土

客户对中国 B2B 企业刻板印象依然顽固；另一

方面，诸如马来西亚严苛的伊斯兰清真生产防

交叉污染规范，以及印度尼西亚群岛地理环境

带来的跨国交付与施工本土化要求等问题，构

成异质性制度壁垒。

2. 营销传播策略共同呈现为由单向转为共

创的趋势

面对跨文化营销传播障碍的共现，F 公司在

东南亚其他市场同样表现出“单向传播 - 互动

传播 - 共创传播”的递进式应对逻辑。在试探期，

F 公司依托雅加达与吉隆坡的国际展会，通过标

准化技术参数的单向符号传播，完成信息去伪；

当单向传播无法突破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

深层规范时，企业迅速组建高度特对性、本土化

的技术服务团队进行驻厂指导，以互动减少规

范摩擦；市场拓新期，F 公司将自身的战略发展

深度嵌入本土产业的升级脉络中。马来西亚区域

负责人表示：“我们深度参与客户产线的定制，

牵头整合上下游资源时，才真正打破僵局。” 

3. 主导逻辑展现出向“服务”到“生态”

的跨情境跃迁

伴随传播策略的升级，企业营销传播主导

逻辑的跨情境演化同样遵循了从“商品主导”

向“服务主导”到“生态主导”的变化。在印

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早期基于高性价比的“商

品主导”逻辑在本土停滞后，F 公司迅速将其逻

辑轴心转向“服务主导”以实现企业间专业能

力的等价互换，进而升维至“生态主导”，企

业开始利用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信息枢纽地

位，实现由单一价值链向多主体共创的价值网

络跃迁。印度尼西亚地区副总裁强调：“只有

用服务为客户兜底，并把他们拉进我们的全球

供应链生态共享利益，双方才能共赢。” 

4. 营销传播效果由品牌认知到品牌共鸣的

一致性变化

伴随着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市场跨文化

障碍程度的动态变化，在经历了上述传播策略

的应对与主导逻辑的适应性跃迁后，企业在这

两个市场的营销传播效果最终指向了品牌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主案例市场，这种基于

共鸣的结构性关系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展

现得更为深刻且迅速。本土客户不仅在产能扩

建时主动跳过常规的搜寻与竞标程序，进行排

他性的定向采购，更自发充当 F 公司的“在地

背书人”。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研究通过纵向案例方法，聚焦 B2B 企业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6 年第 6 期媒介与社会

图 3 市场拓新阶段跨文化营销传播障碍突破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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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突破文化营销障碍达成有效传播这一问题

进行跨文化营销传播模式的研究。本研究首先

提炼出以下核心发现：

（1）在障碍维度，跨文化营销传播障碍主

要由认知偏见和规范差异构成，且二者伴随企

业国际化阶段呈现动态演变。

（2）在策略维度，企业依次采用单向传播、

互动传播、共创传播的递进式策略，来精准应

对不同阶段的跨文化障碍。

（3）在逻辑维度，企业营销传播的主导逻

辑经历了从“商品主导”到“服务主导”，最

终走向“生态主导”的根本性转变。

（4）在效果维度，企业营销传播效果呈现

出“品牌认知 - 品牌响应 - 品牌共鸣”的逐层

递进与关系跃升。

然而，中国 B2B 企业的跨文化营销传播行

为并非进行简单的要素叠加，上述四个维度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演进脉络。基于此，本研

究进一步构建出中国企业突破跨文化障碍的“接

触 - 嵌入 - 共生”演进模式图（图 4），并将其

背后的动态作用机制提炼为以下两个核心层面：

（1）演进动因：跨文化适应压力的深化与

营销传播逻辑的动态契合

跨文化营销传播模式演进的根本动因，在

于跨文化障碍程度的变化引发了企业营销传播

主导逻辑与海外市场环境之间的动态契合需求，

其是企业应对不断升级的跨文化适应压力的动

态调适过程。在市场进入初期，企业面临的障碍

主要停留在信息不对称引发的浅层“认知偏见”，

较低的文化摩擦程度促使企业采用“商品主导”

下的单向符号传播即可达成初步的品牌认知。

然而，随着市场卷入度的加深，企业不可避免

地触及深层的制度逻辑与行业准则，导致跨文

化摩擦程度发生变化，进而倒逼企业进行传营

销播逻辑的适应性调整。

（2）演化机制：从边界渗透到结构性嵌入

的主体间意义共建

本研究进一步解释了跨文化营销传播“接

图 4 中国 B2B 企业突破跨文化营销传播障碍“接触 - 嵌入 - 共生”模式图

（注：营销传播障碍方块内颜色由深变浅的程度代表障碍由强变弱的程度）

媒介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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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 - 嵌入 - 共生”的动态演化机制。这一演化

过程揭示了中国 B2B 企业与本土客户间、组织

间与文化间的边界逐步消解与关系重构规律。

在“符号接触”阶段，双方的文化与组织边界

较为封闭，跨文化营销传播主要表现为试探性

的单向信息渗透；随着互动的深入并进入“价值

嵌入”阶段，企业依托服务主导逻辑，在双方

固有的文化边界中建立了信息与资源的双向交

换通道，开启了跨文化理解的进程；最终在“生

态共生”阶段，原本异质性的主体边界趋于融合，

演化为多主体共创的价值网络。

（二）讨论

本研究对 F 公司在菲律宾市场的跨文化营

销传播进行纵向追踪，提炼出中国 B2B 企业突

破跨文化障碍的“接触 - 嵌入 - 共生”模式。

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实现了理论与实证的有

机结合：其一，拓展价值共创与跨文化适应理

论的融合边界。 突破传统理论聚焦静态与单一

边界的局限，论证了在“全球南方”高地缘摩

擦情境下，企业营销传播逻辑向“生态主导”

跃迁的必然性，揭示了多边网络跨越国别边界

的协同演化机制。其二，重构跨文化 B2B 情 -

下的品牌共鸣模型。 修正了以往理论移植中的

“概念平移”缺陷，界定了品牌共鸣维度的转变：

浅层认知转化为技术依赖驱动的“专业信赖”，

传统感性的态度依恋被重构为基于高转换成本

的“风险保障”，业务层的伙伴协同跃升为生态

共同体下的“系统信任”。其三，为中国 B2B

企业出海应对地缘与制度摩擦提供了从特殊到

一般的实践参考。本研究的研究结论进一步引

发以下思考：

1. 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势差与信息不对

称是跨文化营销传播障碍形成的关键原因

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分工体

系，使其在技术标准、行业规范和品牌话语权

上占据了优势地位。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导致了

深刻的信息不对称，发达国家品牌天然享有更

高的市场认可度和品牌声誉，而来自新兴经济

体的中国企业则需面临客户更为慎重的评估。

因此，客户的“认知偏见”本质上是这种结构

性势差在心智中的投射，而“规范差异”则是

中国企业作为后进入者需要遵循规则必须付出

的额外适应成本。

2. 跨文化营销传播策略和效果的核心在于

不断激发客户信任

莱维奇和邦克提出的信任演化阶段表明，

合作双方对彼此合作意图和行为的积极期望所

产生的组织间信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计算

型信任、知识型信任和认同型信任 [39]。本研究中，

企业在符号接触模式中通过提供可靠的产品和

明确的交易保障，建立起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

“计算型信任”，达成初步的品牌认知。在价值

嵌入模式下，通过长期的可靠服务与积极互动，

信任基础升级为基于过往经验的“知识型信任”。

在价值共生模式中，双方已超越简单的交易和

合作关系，形成了基于共同体意识和价值观认

同的“认同型信任”，最终促成品牌共鸣。

3. 新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跨文化营销

传播模式在其他市场的印证有待于持续追踪

尽管南方国家的崛起、全球范围内产业的

转移等正在瓦解单极霸权 [40]，中国企业作为推

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力量，受到越来越多新兴经

济体国家的欢迎，然而，在向高附加值价值链攀

升时，中国企业仍不可避免地遭遇与欧美既有

商业逻辑的深层次摩擦。这要求我们超越单一

市场视角，审视营销传播模式的跨情境适用性。

而本研究对菲律宾市场的深入分析，仅为理论

探索的起点，“接触 - 嵌入 - 共生”模式对小

规模、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适用性仍有待检验。

未来研究将结合横向跨国比较与纵向跟踪，将研

究视域拓宽至全球多元区域，进一步验证该模

式在不同文化距离及市场发育程度下的有效性。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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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社交媒体技术赋予人们言说机会时，青年群体便有了更多触摸城市纹理、塑造城市形象的可能。

本研究从韧性的适应与应对视角出发，通过对小红书平台城市图像的社会符号学分析，并结合对青年博主

的深度访谈，系统检视平台社会压力情境下，青年博主的媒介化实践如何通过韧性表达建构中国数字城市

形象。研究显示，面对技术权力、平台资本与泛娱乐媒介文化的无形压力，青年博主通过“立人设”“养

算法”的积极实践，工具性与供需关系的利他行为，意义生产与精神疗愈等视觉抵抗策略，从图像表征、

互动关系与视觉修辞等三个方面，形塑了中国数字城市形象建构中的韧性表达。

关键词　青年博主；韧性表达；中国数字城市形象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陈华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207；叶哲佑，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

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207；阮超男，四川省网络舆情监测与研究中心网络工程师，四川成都 610000

一、问题提出

在社交媒体兴起的当下，以小红书、抖音为代表的智能媒介平台，业已

成为建构中国数字城市形象的新入口。随着城市形象、城市空间被深度媒介化、

社交化，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以 23~33 岁为核心活跃层的青年博

主群体 [1] 成为了城市形象的重要建构者之一。他们的媒介化实践成果更连接

着现实城市形象与人们对城市的想象（urban imagination），影响着人们对地

方（places）与空间（space）的感知。

然而，该建构过程也被深度嵌入到平台社会的系统性压力之中。既有研

究表明，内容创作者的媒介化实践往往受制于算法技术权力带来的可见度控

制 [2]、平台资本驱动的商业利益 [3]，以及泛娱乐文化语境下对超真实内容的

消费需求 [4]。这不仅加剧了城市形象建构同质化与商品化的风险，更导致城

表征、互动与修辞：青年博主建构中国数字城

市形象的韧性表达 1）

——基于社会符号学图像框架的分析

陈华明 叶哲佑 阮超男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外讲好中国脱贫故事的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22BKS197）；四川省教育厅教改项目“科教智汇涵育新闻传播学科人才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JG2024-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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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所承载的历史厚度被消解的危机。因此，我

们不禁追问，在平台劳动和“关联资本主义”

盛行的当下 [5]，青年博主建构城市形象的媒介化

实践，是算法、资本规训下的“困兽之斗”，

还是如罗斯（Gillian Rose）所言，彰显了人在

媒介化建构中的能动性（agency）[6]，抑或是在

两者的拉扯之间，展现出的一种更为复杂的协

商与调试过程。

韧性是复杂系统论的重要理论，应对与适

应是理解韧性的两个核心概念。本研究提出的

“韧性表达”概念，意指青年博主在以算法、

流量为核心特征的平台压力环境中，通过短期

的策略性应对与长期的结构性适应，以图像为

核心媒介，在与技术权力、平台资本和泛娱乐

媒介文化相抗衡的媒介化实践中，所呈现的文

化意涵。青年博主的媒介化实践必然面临来自

平台社会的多重压力情境。例如，女性主义的

相关研究通过对女性博主质性材料的分析，揭

示了她们通过塑造幽默、有趣的人设，来应对

社交媒体用户对女性外貌与能力的压力 [7]。而韧

性表达更强调主体在平台压力环境中寻求生存

空间的策略性自我调整过程，并通过图像媒介

实践发起独特的抵抗。本研究超越过往城市形

象仅在想象实践 [8] 或具身实践 [9] 领域的考察，

尝试突破现有韧性研究多局限于个体情感体验

与微观身份认同层面，如粉丝追星 [10]、主播直

播 [11] 的探讨，转而聚焦视觉符号的生产与操控

这一核心环节，将青年博主建构中国数字城市

形象的过程视为以“图像”为形式，以“形象”

为成果的实践过程，并通过检视该过程，揭示青

年群体在数字媒介实践中复杂的韧性表达逻辑。

本研究以韧性视角为理论核心，结合克雷

斯（Gunther Kress） 和 勒 文（Theo van Leeu-

wen） 的 社 会 符 号 学 图 像 分 析 框 架， 将 表 征

（representational）、 互 动（interactive） 与 构

图（compositional）三个维度，作为观测青年博

主韧性应对与适应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

通过整合深度访谈与图像实证材料，系统探究

平台社会压力情境下，青年博主如何通过韧性

表达建构中国数字城市形象。

二、文献综述

（一）需求转向与压力情境：中国数字城

市形象的建构场域

要理解青年博主媒介化实践中的韧性表达，

首先需要将其置于城市形象建构这一核心场域

的历时性脉络中予以考察。从大众传播时代到深

度媒介化时代，城市形象的建构主体与方式已发

生变迁，也揭示了公民对城市形象需求的转变。

在以报纸、电视为主的大众媒体时代，公民对

城市形象的感知集中体现为景观审美。例如，

一项有关大众传媒影响公民对珠海城市形象认

知的量化分析显示，“花园城市”“浪漫城市”

是公民主要认同的城市形象 [12]。这些侧重于城

市风貌的词汇既是彼时城市形象建构的价值取

向，也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对理想人居环境的

向往与需求。

社交媒体算法使媒介平台能进一步放大且

凸显城市的消费、社交与传播等多功能属性，

使人们不再局限于对城市的人文需求，而是转

向了将城市作为一种复合型“产品”的综合消

费。例如，人们所热衷的网红地打卡、美食探

店，甚至是旅行规划 [13]，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特

征。但此时社交媒体平台中所塑造的城市形象，

易陷于用户偏好、算法驱动的内容可见性及资

本竞争的压力情境之中。具体而言，社交媒体

中受众的高参与度（如点赞），往往取决于算

法对特定城市视觉符号组合的偏好 [14]，这导致

城市形象被迫被算法逻辑标准化，不符合流量

标准的城市纹理可能被遮蔽。此外，随着数字

城市形象愈发成为游客决策的关键变量 [15]，城

市形象被过度包装，其蕴藏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面临肤浅的商业化的危机。因此，在探究个体

与城市之间的情感连接 [16]、网红城市的生产逻

辑 [17] 等“结果”导向之外，城市形象研究同样

还应关注在前述压力情境下，以及城市形象建

构作为“过程”的复杂协商机制。

（二）青年博主的媒介化实践：表征建构

中的策略调适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社会学家曼海

姆（Karl Mannheim）就提出“人类关系的媒介

媒介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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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数字媒介时代，媒介化理论更成为传

播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理论视角。媒介化理论强

调媒介在社会文化互动中的深度嵌入，并以日常

生活实践的形式，成为媒介化社会的基础 [18]，反

映着媒介逻辑对人、社会和文化的塑造力。媒

介化实践更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窥视社会与文化

的重要途径 [19]，这让传播学研究得以用媒介化

视角检视人们的实践过程 [20]。在 “深度媒介化”

的背景下，主体的媒介实践已深刻参与进图像

语境的建构中 [21]，成为塑造及解释其意义的方

式 [22]。因此，从图像视角探究青年博主在建构

数字城市形象的媒介化实践契合图像转向的数

字时代背景，也为探究青年博主媒介化实践中

的韧性表达，提供有力抓手。

（三）作为方法的韧性：基于社会符号学

的图像分析框架

韧 性（resilience） 并 非 新 概 念， 它 的 起 源

与发展由来已久。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生态

学就将韧性用于描述在系统中的稳定状态 [23]。

随着时间推移，韧性开始出现在经济学、心理

学等学科中，用于说明逆境中的恢复力、对抗力、

适 应 力 [24]。2011 年， 帕 特 里 克（Patrick Mar-

tin-Breen）与安德里斯（J. Marty Anderies）提

出与韧性相关的两个概念——“适应（Adapta-

tion）”与“应对（Coping）”，用以描述跨学

科视域下的韧性特征 [25]。其中，适应指个体或

系统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有意识地调整行

为以实现持续性的生存与发展，并旨在增强其

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city），其调整效果往

往呈现结构性固化的特征。相比之下，应对起

源于心理学领域，特指个体针对特定压力情境

或威胁的主观评估及临时性处置。本研究据此

通过考察个体对外部威胁的感知与对自身行动

资源的考量，进而追踪应对过程在压力情境下

的迭代演变 [26]。重复的应对经验则会演变为适

应能力，揭示出应对与适应之间的动态连续关

系 [27]。值得注意的是，韧性表达是个体韧性在

数字平台时代的外化体现。与普通表达强调主

体对事件的陈述、反映有所不同，韧性表达更

强调主体在变化或逆境中的适应与应对能力，

如青少年的韧性表达体现为利用网络流行语来

减轻网络交往中的焦虑 [28]，体现出主体能动性

和适应力，而这正是韧性的内涵。

然而，虽然韧性视角为理解媒介化实践提

供了解释力，却缺乏对微观视觉文本的解析颗

粒度，若将其与能精准解构图像结构的社会符

号学图像分析框架融合，便能打通从图像表征

到心理动因与生存策略的通路。有鉴于此，本

研究以韧性视角作为理论统摄，引入社会符号

学图像分析框架中的表征、互动与构图三个维

度，将其作为观测青年博主韧性实践的理论框

架，旨在揭示这三个维度如何映射青年博主从

短期策略性应对向中长期结构性适应转化的动

态过程。表征聚焦反映行为的叙事与图像分类

的概念识别，既考察博主对显性题材内容的调

整，亦关注其如何固化为稳定的符号系统。互

动关注接触形式与社会距离，旨在考察博主如

何借图像符号，建构传受之间的权力互动关系。

构图则着眼于意象选择（即取景）、图像的布

局和色彩显著性，旨在考察深层视觉修辞秩序

的生成与稳固。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将结合

图像实证数据与博主经验材料，并回答以下研

究问题：青年博主如何通过媒介化实践中的韧

性表达建构中国数字城市形象的视觉表征？这

一过程形塑了何种平台用户间的关系？青年博

主的韧性表达在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中又发挥着

怎样的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平台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中国头部社交媒体平台之一的小

红书作为样本来源，其理由有三：第一，根据

小红书《2023 年度生活趋势观察报告》显示，

2023 年超过 370 万篇笔记分享了“Citywalk”（城

市漫步）的内容，浏览量超过 21 亿次，且青年

群体是该话题下最为活跃的内容生产者，这为

考察其媒介化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样本。第

二，与抖音、微博等中国其他头部社交媒体不同，

小红书的主要内容形式以图像为主，更符合社

会符号学图像框架所分析的媒介形式。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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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已证明，小红书平台拥有精准的算法

机制，影响着平台中的内容推送与用户连接 [29]，

符合本研究在技术权力、平台、媒介文化背景

下考察青年博主媒介化实践中的韧性表达的研

究初衷。

在数据收集上，以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

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和“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指数

研究”课题组发布的“新时代中国城市社会发

展指数暨百强榜（2023）”作为参考，进行城

市样本选择；依据该榜单的七大综合评价指标

及区域代表性，锁定北京、上海、深圳、武汉、

成都为样本城市，并以样本城市名称（如“北

京”）为关键词在小红书平台展开数据检索。

为了避免用户的检索痕迹对检索结果的潜在影

响，本研究创建了新账号进行数据检索。利用

Python 自编程序爬取检索结果“最热”分类下

博主发布的图像信息（含图像、标题），并综

合平台中用户个人信息与图像所展示形象，判

定博主是否为青年。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22 年

1 月 到 2022 年 12 月， 这 与“ 新 时 代 中 国 城 市

社会发展指数暨百强榜（2023）”的判定时间

相符。依据社会符号学图像分析的样本量选取

经验 [30]，本研究对获得的图像样本进行了立意

抽样，使所选样本占比与该类样本在总体样本

中的占比一致 [31]。本研究以小红书笔记（通常

一篇笔记由多张图片组成）为基本分析单位，

样本筛选依据坎贝尔（Colin Campbell）与法瑞

尔（Justine Rapp Farrell）所提出的影响者层级

模型 [32]，选取比头部名人具有更高感知真实性

与社群亲近感的纳米网红 / 微网红（粉丝数在

1000 至 100000 区间），且点赞超 300 次的笔记，

以确保其内容满足自然触达（Organic Reach）

与有效互动的算法可见性要求。最终筛选出符

合标准的有效笔记 64 篇，涵盖 64 位独立博主，

累计获取图像样本 503 张（每篇笔记含 6~9 张

图片）。我们将笔记标题编码为 T1 至 T64，对

图像的编码则采用笔记编号 + 图像序数的层级

编码方式，如 N1-1 指第一篇笔记的第一张图。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为确保访谈对象

与图像样本的逻辑同构性，仍采取立意抽样策

略，从上述 64 位符合筛选标准的博主样本库中

招募受访者。针对样本代表性问题，抽样过程

严格遵循最大差异化原则，力求样本在地理分

布与社会属性上实现结构性平衡。依据理论饱

和度原则 [33]，当新资料中无法再建立起新的概

念编码时视为理论饱和。本研究在分析至第 8 位

受访者时停止建立新的核心编码，随后追加了 2

例访谈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证实既有类属保持

稳定，据此判定数据收集结束。最终入选的 10

位受访者（表 1）在地缘结构上完整覆盖了华北

（ 北 京）、 华 东（ 上 海）、 华 南（ 深 圳）、 华

中（武汉）及西南（成都）五大区域的中心城市，

这些城市作为区域中心与数字城市形象建构的

核心区域，具有显著的典型性。本研究采用线

上访谈方式，以半结构化形式开展，时长在 60-

120 分钟之间，主要关注青年博主在城市形象媒

介化建构中的经历，面临的平台社会压力类型，

以及应对方式。

另外，本研究使用社会符号学方法（social 

semiotics）对城市形象图像进行分析。社会符号

学关注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意义生产与表达，

如家庭环境，或被制度、规则所包围的其他环

境，反映出传受双方的态度、文化或价值观 [35]。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小红书平台青年博主

序号 化名 性别 年龄 地域 职业 粉丝数

1 太阳 男 29 北京 个体户 5758

2 小甜 女 33 北京 职员 12000

3 阿雯 女 24 上海 研究生 2180

4 冬冬 男 31 上海 职员 5544

5 大米 女 27 深圳 职员 25000

6 小程 男 23 深圳 研究生 3396

7 车车 女 25 武汉 职员 5899

8 如如 女 29 武汉 职员 4186

9 小龙 男 32 成都 教师 8873

10 此刻 男 27 成都 职员 1948

媒介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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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社会环境是指以算法

为技术逻辑，以流量导向为核心特

征的平台社会（如小红书平台）。

在此环境中，青年博主建构城市形

象时的韧性表达既包含图像、文字

等多模态符号的生产与呈现，也包

括隐含其中的人际关系、构图决策

及其背后的文化意涵。本研究从表

征、互动与构图三个维度，对城市

图像、标题文字等多模态符号资源

展开社会符号学分析，帮助理解数

字城市形象的意义建构过程。

为 在 后 续 分 析 中 有 效 识 别 韧

性表达，本研究确立了其在经验材

料层面的观测维度，在平台算法的

数据层面，韧性表达客观地体现为青年博主通过

实践实现对算法数据上的优化，即所建构的城

市形象应作为认知成果，并在平台中获得可见

性、流量或互动的提升，以此验证韧性表达是

博主与平台算法协商后的产物。在深度访谈的话

语层面，韧性表达还体现为青年博主通过表征、

利用算法沟通传授关系等方式，展现出有意识、

策略性的实践过程。本研究依照这一标准，以

明确区别于青年博主对算法压力与平台逻辑无

意识的、被动的异化过程。基于上述标准，本

研究借鉴西乌达（Piotr Siuda）等学者将主题分

类与社会符号学结合的嵌套式分析范式 [35]，依

据前述理论分析框架，确立了从社会符号学维

度向韧性表达逻辑映射的编码体系。编码员首

先识别图像中的表征题材、功能互动元素与视

觉构图风格等元素，进而以韧性的适应与应对

内在机制进行主题识别。第一，表征层面的视

觉符号体现为对抗技术权力的“立人设”与“养

算法”，其逻辑基础在于博主对垂直领域题材

的持续聚焦，即通过特定题材符号的反复投喂，

向算法发送归类信号以获取精准流量。第二，

互动层面的功能元素呈现为资本压力下的工具

性与供需关系，源于博主通过城市旅行打卡与

攻略等利他性内容，将原本单向的视觉观看转

化为身体实践导向的双向互惠服务契约。第三，

构图层面的视觉风格则凸显为抵御泛娱乐侵蚀

的意义生产与精神疗愈，旨在揭示博主如何通

过意象选择、布局与色彩显著性等视觉修辞手

段，重构城市形象的意义，从而营造能够提供

心理代偿的疗愈性城市意象。

编码员经多轮预编码与比对，在消除分歧

后达成一致，提炼出表 2 中的三个核心主题（同

一图像可被划分到多个类别）。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无法纳入到三个核心主题的“其他”主题，

经复核主要为人物自拍、商业硬广等内容，这类

图像缺乏城市形象视觉符号建构中的意义指涉，

不具备分析韧性表达的有效性，故在后续研究

发现中未将其纳入阐释与讨论。由此，本研究

旨在通过对这三类核心主题的分析，揭示平台

社会中图像传播所承载的深层媒介化实践意涵。

四、青年博主媒介化实践中的韧性表达

（一）图像表征中的“立人设”与“养算法”：

技术压力下的积极实践

在 社 会 符 号 学 分 析 中， 表 征 与 交 往 行 为

（communicative behaviour）永远不会分离 [36]。

大量的图像样本显示（占比 48%），绝大多数

青年博主建构的城市形象着眼于垂直领域题材

的系统性展示，例如，街景拍摄类（16%，典型

样本如 N26-1）、探店类（12%，如 N14-1）、

表 2 基于社会符号学与韧性理论的城市图像主题分析结果

社会符号学
维度

关键视觉符号
指标

韧性表达特征 主题 / 分类 图像数量

表征层
题材分类、叙
事行为

以 聚 焦 垂 直 题 材
应对技术黑箱，固
化 流 量 获 取 的 结
构性适应

主题 1：图像表征
中的“立人设”与
“养算法”

241

互动层
接触形式、社
会距离、权力
互动关系

以 利 他 服 务 应 对
资本压力，形塑供
需 关 系 的 结 构 性
适应

主题 2：图像中的
工 具 性 与 供 需 关
系

261

构图层
意象选择、视
觉布局、色彩
显著性

以 意 义 重 构 应 对
泛娱乐文化侵蚀，
构 建 精 神 空 间 的
结构性适应

主题 3：视觉修辞
中 的 意 义 生 产 与
精神疗愈

155

主题 4：其他 49

注：部分图像可归属于多个维度，故累计数量大于实际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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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景观类（9%，如 N42-1）、地标建筑类（9%，

如 N6-1）等。从韧性的应对视角来看，青年博

主敏锐地感知并理解了生产城市形象的新路径，

使得所建构的城市形象符号的辨识度显著提升，

逐渐形成具有个性化和风格化的个人账号。如同

外卖骑手“养系统”一样，青年博主“立人设”

的媒介化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养算法”策略。通

过主动投喂给算法相关、系统的城市图像，让其

精准刻画自己的账号形象，实现同一领域题材城

市形象内容的精准引流。例如，受访者太阳表

示：“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好发布什么内容，一次

偶然的机会我上传了一组（9 张）城市街道的图

片，得到了数千点赞与评论。之后我就一直发布

相关的内容，粉丝和浏览量也越来越多。”作为

露营博主的受访者小甜也提到：“我拍了一组

和孩子去城郊露营的照片，得到很多人点赞和收

藏，我才知道原来大家都在寻找北京一小时内的

露营地点，我后来就一直在拍这个主题的照片。”

在青年博主的媒介化实践中，韧性中的积极

实践体现于他们对个体生命经历的觉察与运用。

他们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经历——与热闹

的网红地打卡（17%，如 N55-2）、孩子的郊外

出行（7%，如 N17-1）、情侣的旅行记录（7%，

如 N45-5）——以及标题“探店博主私藏的宝藏

网红餐厅”（T55）、“宝妈一定会去的徒步目

的地！”（T17）、“北京情侣最爱去的十个小

众景点”（T45），不仅可以是个体情感的载体，

也可以作为符号资源投喂给算法。这些富有情感

和温度的生活符号与城市形象混合后，唤起了观

者对于实际在场的身体感知与情感体验。青年博

主在面对算法规训时的一次次尝试，逐步累积出

对算法机制的认知与调控能力，使他们的表达有

了从韧性的应对阶段向适应阶段转化的潜力。例

如，受访者小龙表示：“我这个账号只上传成都

的人文街景，虽然一开始没什么流量，但我坚持

做下去，平台会根据偏好，自然而然地向相关用

户推荐这些内容。”这种试图将不可知的技术黑

箱驯化为可预期反馈的算法想象，让“养算法”

这一过程成为青年博主对抗技术权力时韧性表达

得以可见的外化形式，也如易前良所言“算法在

人与内容间建立关联的本质是配置可见性”[37]，

再次验证了博主对算法逻辑的清醒认知。同时，

揭示出青年博主对作为社会权力延伸的算法逻辑

的抵抗，其本质是一种重塑城市形象意义生产秩

序的文化协商过程。

（二）图像中的工具性与供需关系： 平台

资本压力下的利他行为

青年博主描绘的中国数字城市形象更凸显

了城市形象工具性特征与博主、用户之间的关

系转向。在本研究的图像样本与标题材料中，

52% 的图像有着明确的功能偏向，涵盖美食推

荐（21%， 如 N36-2）、 地 标 推 荐（16%， 如

N21-1）、 公 园 推 荐（13%， 如 N8-1） 等。 例

如，标题“给大家整理了今年走过的几条人气

CityWalk 路线”（T9）或“我去过深圳最美的 9

个地方～”（T31），亦或在封面图片中直接写

明“上海 6 条最具历史感散步路线”（N9-1）、

“武汉不费脑攻略”（N50-1）等。这些图像不

仅满足了用户的实际需求，也是青年博主有意识

地提升平台关联度的适应过程。受访者阿雯指

出：“我会把探店打卡的地址、店铺情况与出行

指南做一个系统梳理，虽然有点麻烦，但好像这

样能让大家看得更详细，收藏数也会更多，我甚

至会花大半天的时间来编辑一条笔记。”同时，

博主通过设置定位、打标签、命名关键词和创建

群聊，或 @ 相关内容分类的“薯长”（小红书

平台的管理员）等方式，让笔记内容与相关话题

关联。这种利他行为既服务了用户，也提升了笔

记在平台中的可见性，是青年博主为维持内容流

量与自身账号影响力的认知、行为调节过程，进

一步形塑了博主与用户间新的信息生产与消费的

供需关系。例如，受访者大米指出：“相比于别

的搜索引擎，我更愿意在小红书中搜索信息，检

索出来的信息我能够直接使用，很方便，不需要

我去二次检索。所以当我自己发布笔记时也会注

意到这点，我会把图片和文字都整理好，加上相

应的 tag（标签），这样他们（用户）更容易找

到这些内容。”这种以“利他性”换取“可见性”

的策略，成为韧性表达中长期适应性的重要体

现，揭示出青年博主在平台可见性逻辑的缝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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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自主表达空间的可能。这一过程不仅重构

了传受双方的信息供需关系，也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韧性表达与平台资本权力之间的动态平衡。

社会符号学中的互动维度，强调图像符号

隐喻传受双方的关系，反映了两者间一种“提

供”与“需求”的选择 [38]。在城市形象的媒介

化建构中，尽管青年博主所编码的图像符号是

主观选择的结果，但其本质仍是由社会决定，

是大众对城市形象的社交、功能等需求。例如，

受访者如如表示：“我有两个账号，‘大号’

中的内容我会认真调整，包括后期修改图片、

思考文案和正文，追求‘利他性’，通常都会

有很多浏览量。”受访者此刻也指出：“账号

是我和朋友一起在经营，他负责拍照，我负责

写文案，我们经常会为一张图、一句话争论起

来，因为不知道是否符合大家的需求。”因此，

城市形象型构中传受双方的供需关系，使得青

年博主建构的城市图像、文本成为可在社交平

台中流动的数字资本，因而他们不需要额外购

买“薯条推广”（小红书平台付费项目，用于

提高笔记曝光度），就能获得更多的用户可见度。

例如，受访者太阳坦言：“在我发布了几条‘爆

火’的笔记后，平台给我发了推广券（一种鼓

励优质博主持续内容生产的机制），所以，之

后发布的笔记我也会更认真地编辑。相反，如

果要充值才有人看，我就不在这里发布笔记了。”

这种传播路径的形成，是对博主用户间社会距

离的调整，更是对平台可见性规则的长期适应

结果，由此构成了一种基于传播关系行为的韧

性表达机制。质言之，通过对城市形象的工具

性重组的韧性表达，使青年博主完成了从平台

用户、内容生产者到策展者的角色跃迁，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平台资本压力下表达空间的拓展

与话语权的再分配。显然，此时的供需关系已

不再局限于为一种信息流向的表现形式，更隐

含着图像韧性表达下具有权力结构、价值认同

与城市文化再生产特征的深层社会关系属性。

与之相应的是，在大众需求推动下，青年

博主表达的韧性被持续积累，供需关系得到进

一步强化。从内部而言，暗含青年博主主体能

动性与传受关系的互构。这既是大众需求对青

年博主韧性表达的激发，使得青年博主认为自

身有能力对抗平台、资本对信息可见性的控制，

也是青年博主韧性表达对传受供需关系的“供

养”，使其与用户的供需关系更加牢固。从外

部看，城市形象的工具性重组，让过去大众传

播时代中“失语”的城市传播开始被凝视。以

青年博主对成都形象的媒介化建构为例，城市

形象不光可以由熊猫、青城山、火锅（N52-3）

等传统的城市表征符号所确立，“二环高架的

爬山虎”（N27-4）“博客楼”（N15-8）“新

派书店”（N19-2）等图像，更超越了单纯的视

觉再现，转而成为连接博主分享意图与用户打

卡需求的互动接口。这种从图像观看到身体行

动的工具性转向，精准契合了当下人们对城市

人文、社交与功能的多维需求。显然，这些长

期被主流话语忽视的城市元素，通过青年博主

的韧性表达，构成了一种以结构内策略对抗资

本逻辑的媒介化实践路径，让青年博主在平台

体制中争取到了重构城市形象的可能。

（三）视觉修辞中的意义生产与精神疗愈：

泛娱乐文化压力下的视觉抵抗

青年博主韧性表达的媒介化实践，集中体

现为通过特定的视觉修辞策略重构城市意象的

意义属性。具体而言，这一过程涵盖了对意象

的筛选，以及通过图像布局与色彩显著度的修

辞强化。从图像的外部与内部结构出发，实现

城市形象意义的持续生产，是青年博主韧性表

达中适应性的集中体现。在图像样本的意象选

择中（部分图像包含多重意象，分类统计存在

重叠，故各意象占比累计超 100%），除了传统

城市形象建构里频繁出现的城市地标外，复古建

筑 / 街巷 / 遗址（41%，如 N6-3）、公园 / 露营 /

海边 / 户外 / 徒步（21%，如 N7-1）、书店 / 图书

馆（19%， 如 N25-2）、 夕 阳（15%， 如 N39-

3）均占有相当大的体量。不仅如此，“海边是

最好的散心地！”（T7）、“从图书馆中找回

生机 ~”（T25）等标题，也进一步体现了城市

空间携带的情感疗愈潜能。以占比 21% 的公园

等意象为例，其多被构建为对抗都市压力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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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飞地。在图像 N7-1 等样本中，博主以纯净绿

色和成片草坪为视觉主导，构建出区别于城市钢

筋水泥景观的自然空间。受访者小甜表示：“我

喜欢拍北京的公园和郊外绿地，这让我感觉很

放松。评论区也常有人说满眼的绿色让自己很

解压，还有人说本以为北京只有数不胜数的写

字楼，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公园。我觉得这些图

片治愈了我，对别人也都是一种治愈。”由此，

充满生机的自然空间与富有压力的城市楼宇形

成符号对抗，共同将城市绿地隐喻为抵御都市

压力、寻求精神喘息的疗愈空间。在视觉修辞

层面，博主通过特定的布局与色彩策略强化了

这种心理抚慰功能。68% 的包含上述意象的图

像样本将复古建筑、书籍、咖啡杯等元素置于

图像中心位置，通过中心聚焦赋予其视觉上的

仪式感与重要性，从而将其升华为象征慢生活

节奏与精神疗愈的视觉符号。此外，76% 的包

含上述意象的图像样本有着更高的色彩饱和度，

营造了一种超真实的城市形象。例如，受访者

车车提到：“虽然武汉的好天气十分利于出片，

但我还是会后期加个滤镜或调整饱和度、对比

度，这样看起来更会有种视觉享受。”通过浏

览这些城市图景片段，用户建立起对城市形象

的想象，暂时性地逃离现实中栖居的“逼仄”“负

压”的场域，获得了视觉抚慰与精神疗愈。

显然，青年博主对视觉图像的意义建构，

与当前青年群体所面临的外部压力息息相关，更

是他们在与泛娱乐媒介文化竞争中韧性表达的

体现。在充斥泛娱乐的平台社会中，青年博主对

城市形象的建构主动回避了急功近利式的造梗、

猎奇等符号形态，凸显出他们并非受平台压力

所“异化”，而表现为一种有意识的策略性表达。

例如，受访者小程提到：“我和周围已经工作

的朋友们都认为当代年轻人压力很大，所以我

没去‘蹭热点’，而是尽量拍一些城市慢节奏

生活的画面。”受访者冬冬也表示：“大家现

在的审美水平比以前高，一味玩梗不一定效果

好，很多时候大家更喜欢看那些具有‘烟火气’

的城市景色，我也一直在上海寻找这样的地方。”

从韧性的适应角度来看，他们通过对复古、文

化、自然等核心符号意象的长期塑造，以布局、

色彩调控作为视觉修辞，持续地强化了人们对

城市形象的想象力，形塑着新的城市文化景观。

这一图像实践过程，体现了青年博主在社交媒

体平台中对“娱乐至死”逻辑的文化抵抗，为

当前不确定性现实社会语境中的青年群体提供

了情感共鸣的视觉媒介空间。

五、讨论与结论

（一）韧性表达：数字城市形象媒介化新

实践

与既有研究从媒体迷和“素人”主播实践

着眼于自传性叙述文本和直播情境的韧性分析

有所不同 [10][11]，本研究更关注青年博主建构中

国数字城市形象的视觉图像实践，旨在系统地

揭示他们在技术权力、平台资本和媒介文化压

力下的韧性表达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博

主的韧性表达并未局限于符号表征层面，更通

过图像建构了深层的情感连接与具身感知。青

年博主通过“具身化的旅行记录”“可实践的

城市空间”与“情感性的精神疗愈”等策略，

突破了单一的视觉观看，唤起了图像背后隐含

的人与空间、人与日常生活的深层情感关联。

得益于这种极具情感张力的韧性表达，大众能

够透过忙碌的生活间隙获得对中国数字城市形

象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既是观赏性的、实用性的，

也是精神文化层面的。由此，一种以城市形象

与媒介文化交融的新的城市与人的数字关系得

以确立，这让作为内在属性的韧性得以可见，

更是对相关学者提出的“作为公共性的可见性”

概念进行了验证 [39]。分析青年博主在小红书平

台建构中国数字城市形象的韧性表达过程，也

是考察青年博主在一般性数字技术使用中韧性

表达逻辑，揭示了作为数字时代“原住民”的

他们在韧性表达中的应对与适应过程。

这种应对与适应的能力既是韧性表达媒介

化新实践的重要体现，也为其宏观价值奠定了基

础。在以电视机为主要媒体的大众传播时代，城

市形象的媒介化建构主要来源于城市宣传片 [40]，

其形象塑造总体较为单一，且多由政府官方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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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主导，侧重于城市公共服务信息的发布 [41]。

时至今日，社交媒体使话语空间随媒介空间的开

辟而被拓宽，青年博主有了更多能动地表达中国

数字城市形象，进而参与城市文化建构的可能。

毫无疑问，韧性表达为中国数字城市形象媒介

化新实践得以实现构建了逻辑起点，并从技术、

平台资本与媒介文化三个维度，提供了观察媒

介化实践嵌入人与城市关系建构的过程。

（二）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韧性这一理论核心，结合社

会符号学图像分析框架，对平台社会压力下青年

博主的中国城市形象建构实践进行了全景检视，

揭示了其从短期应对到长期适应的韧性表达过

程，并据此回应了本研究提出的三大研究问题。

第一，相较于既有城市形象的宏大叙事，青年

博主采取了“立人设”与“养算法”的积极实

践策略，通过叙事过程中的行为展演与概念过

程中对垂直题材（如街景、露营）的持续聚焦，

将个体感性经验转化为算法可识别的内容分类，

从而将针对技术黑箱的驯化行为固化为一种长

期的算法共生、适应机制。这并非青年博主的

消费主义想象，而是技术压力下实实在在的韧

性实践。第二，青年博主通过建立工具性的供

需关系，实现了对平台资本压力的结构性适应。

博主借由接触形式与社会距离的调整，将城市

形象转化为包含城市旅行攻略等利他性信息的

互动接口，将原本单向的视觉观看关系，转化

为身体实践导向的双向互惠服务联结，从而在

激烈的流量竞争中完成了传受权力关系的重组。

第三，青年博主的韧性表达体现为一种抵御泛

娱乐媒介文化侵蚀的视觉抵抗，他们通过对疗

愈意象的筛选，以及布局与色彩显著性等视觉

修辞策略，为身处社会结构性压力中的人们，

提供情感共鸣与精神疗愈，印证了韧性表达从

视觉抵抗向长期文化适应能力的转化。

青年博主的韧性表达以“立人设”与“养

算法”等韧性表达的认识迭代与长期行动过程，

参与城市形象与文化的建构，验证并延伸了人

在数字媒介城市建构中具有能动性的断言 [6]。同

时，本研究将短期的策略性应对与长期的结构

性适应为核心机制的韧性概念框架 [25]，应用于

城市形象媒介化实践的韧性表达研究中，提出

韧性表达的三个层面——对抗技术、平台资本和

泛娱乐媒介文化的压力，冀望为考察深度媒介

化时代下主体的媒介化实践特征，引入新的解

悟路径和学术灵感。

芒福德（Lewis Mumford）将城市视作人类社

会权力和历史文化形成的最大限度的汇聚体 [42]，

这让青年博主媒介化实践中韧性表达的深层意

义与价值得以凸显。当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走出

屋舍触摸城市纹理，进而建构城市媒介形象时，

城市意象生产的这一双向互动过程 [43]，也拥有

了更宽广的主体表达空间与城市想象空间。考

察青年博主建构中国数字城市形象媒介化实践

的韧性表达，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当代青年群

体在平台压力情境中的可塑性，更是他们的希

望实践在中国数字城市形象传播中的体现。这

为对抗数字时代下的技术霸权，连接现实空间

与虚拟空间，弥合文化缺口，带来了更多的省思。

（责任编辑：孙尚如，实习编辑：尹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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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social media technology empowers individuals with discursive power, young people gain greater 
opportunities to engage with urban textures and shape city images. Adopting the resilience perspective of coping 
and adaptation, and through a social semiotic analysis of urban imagery on the Xiaohongshu platform and in-
depth interviews with young bloggers, this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how their mediated practices construct 
China's digital urban image through resilient express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a platform societ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when confronting the invisible pressures of technological power, platform capital, and pan-entertainment 
media culture, young bloggers employ visual resistance strategies, which include the proactive practices of "persona 
construction" and "algorithms cultivation", altruistic behaviors based on utilitarian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s, and 
meaning production and therapeutic engagement. Ultimately, these practices shape the resilient express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gital urban imag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image representatio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and visual rhetoric.
Keywords:  young bloggers; resilient expression; Chinese digital city image
Authors:  Chen Huam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Ye Zheyo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Ruan Chaonan, Sichuan Online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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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lecting silence obscures a crucial perspective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 examine the dilemmas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s study critically absorbs and expands up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bsence-signal-action” and related ontological discussions in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iming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tion, significance, and potential of silence in the digital media environment. 
Under the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 treating silence as the “absence of speech (content)”, this study 
reflects on theories like the “spiral of silence” that equate it with an empty void of meaning or socio-psychological 
withdrawal, and listens to the social voices emitted by silence amidst intertwined power dynamics. The study also 
investigates how silence, as a highly context-dependent signifying practice, releases critical signals against the 
dominant communication order amid the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age. Finally, based on a discussion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wo aforementioned perspectives, it introduces 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silence in identity confirmation, meaning sharing, and connection facilitating within the digital media environment, 
thereby restoring the subjective significance of silence. Through this, it re-examines classic issues in traditional 
digital communication norms— public and private, public and hidden, rationality and emotion—thereby opening up 
diverse theoretical imaginations and practical choices for communication spaces in digital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Keywords:  silence; voice; digital communication;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Author:  Du Xu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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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微短剧产业的快速发展呈现出与传统影视工业愈发不同的景观，自主化、社会化的比较优势逐步凸

显。微短剧的生产呈现出这一产业“野路子”式的生产实践特征，即高度依赖地缘、亲缘的准入机制，以

片场实践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和以个人化整合为特征的管理模式。这一非正式化生产机制与算法平台的速度、

弹性、低成本要求形成结构性耦合，共同建构了“算法 -地方性”秩序，算法通过数据反馈与资源分配实

施间接规训，非正式化生产则以高度的灵活性成为算法效率优先的组织基础。研究提出，“非正式化”生

产已从边缘生存策略演变为平台资本主动征用和形塑的核心积累策略，是平台娱乐业正在普遍形成的生产

组织逻辑。这一发现揭示了全球算法逻辑与地方性社会实践的相互渗透，为理解数字时代文化劳动的根本

性重塑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　微短剧；非正式化；算法 - 地方性秩序；生产组织逻辑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余馨，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127

一、研究缘起

凌晨四点，某影视基地的棚内依旧灯火通明。导演疲惫地喊着：“再

来一条！”监视器上重复播放着“恶女”一家将“赘婿”推倒在地的画面。

一旁蹲着昏昏欲睡的，大多是二十出头、面容稚嫩的年轻人，许多人数月

前还是外卖员、工厂操作工或无业游民。这不是传统影视工业的片场，而

是微短剧产业的一个寻常切片—— 一个在算法驱动下高速运转，却又在管

理上呈现出某种“前现代”特征的“数字梦工厂”……（田野笔记，2025

年 1 月 24 日）

2018 年以来，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型文化业态，已然重构了数字内容的消

费版图与生产生态。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 634 亿元 [1]，

日均商业变现稳定在千万级规模 [2]。与其宏观上的数字疾驰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微观生产层面的“原始”景象：剧组多由十几人组成，日均工作十六七个

小时，工作人员身兼数职……微短剧产业形成了一个由非高学历、非绝对专

业青年构筑的劳动力市场，一套依赖人际权威而非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模式，

一种将创意降格为可批量复制公式的生产流程 [3]。然而，这样看似“野路子”

的生产系统，却支撑起一个年产值数百亿元的新兴产业，展现出惊人的生产

“野路子”何以可能：微短剧产业的

非正式化生产与“算法 - 地方性”秩序

余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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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市场规模 [4]。这种高效产出与“落后”组

织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数字文化

生产的核心谜题：为什么一个由前沿平台算法

驱动的庞大产业，却深植于看似前现代的生产

系统之中？

既往微短剧研究大多从产业、文本或批判 

的宏观视角出发，忽视了其生产后台复杂的社

会关系与组织逻辑。这种对生产环节的忽视，

无法回答微短剧何以在短时间内实现爆发式增

长的谜题，也缺乏对其生产主体和组织模式的

深描与理论化。本研究引入“非正式性”视角，

通过田野调查揭示微短剧产业的高效运转恰恰

源于与平台算法深度耦合的非正式化生产系统，

形成“算法 - 地方性”秩序。这一发现不仅解

释了微短剧产业的独特活力，也对理解平台经

济时代的文化生产逻辑提供了新的理论启发：

平台算法正在倒逼越来越多的文化生产走向非

正式化（informalization）。

二、微短剧产业的“非正式性”：一种关联性的

理论视角

（一）非正式性的核心维度与演进

“非正式性”（informality）概念源自发展

经济学，英国经济人类学家基斯·哈特（Keith 

Hart）开创性地将其界定为未被国家规制和保护

的经济活动，是边缘的、生存导向的劳务后备系

统 [5]。道格拉斯· 诺斯（Douglass North）将非

正式制度阐释为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的，

并被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其实施依赖于成员

的自愿 [6]；正式制度则是人们主动设计、有意规

范化、带有强制性的规则 [7]。早期研究多从静态

结构视角出发，将非正式制度视为需要被克服的

障碍 [8]，新制度主义更关注其作为正式制度必要

补充和竞争性替代的功能价值 [9]。非正式制度的

产生根源与正式制度有关，它们存在互补、竞争、

替代、适应四种互动关系 [10]，在现实治理场域中，

这两种制度形成了影响社会行为、促进或阻碍

治理目标实现的不同路径 [11]。非正式政治与正

式政治常呈现出深度关联，非正式往往推动创

新被采纳，正式程序则用于事后确认合法性 [12]。

在 媒 介 与 文 化 研 究 领 域， 拉 蒙· 洛 巴 托

（Ramon Lobato） 与 朱 立 安· 托 马 斯（Julian 

Thomas）提出的“非正式媒体经济”概念具有

里程碑意义。他们将其定义为在法律上合法，

而在劳动保障、生产标准与职业准入上规避正

式规章的文化生产活动 [13]，这精准地框定了微

短剧产业合法但非规范化的运作特征。洛巴托

等人的研究揭示，非正式性并非全球化媒体产

业链的外部现象，而是深嵌其中、实现弹性积

累的核心策略 [14]。

中国语境下的非正式性研究在文化生产中

更展现出多维内涵。研究指出，中国媒介场域

中普遍存在“非正式媒体关系活动”影响内容

生产的现象 [15]，组织可能形成对非正式关系的

路径依赖 [16]。在劳动层面，即便存在标准化合同，

数字内容生产者仍可能陷入另类不稳定劳动状

态 [17]。新闻记者的职业认同与专业规范，常在

编辑部之外的“非正式空间”得以形塑与强化 [18]。

在数字传播领域，公众的“非正式沟通”已成

为公众意愿表达的重要渠道，与官方的正式沟

通形成补充 [19]。这些研究共同指向文化生产领

域的非正式性，构成了一套平行于现代企业制

度的替代性规则体系。

从媒介发展史角度看，非正式性与正式制

度呈现出相互转化、共同演化的动态过程。曾经

被视为“非正式”的网络视频平台如今已成为大

流量媒体，传统电视台在某种语境下反而被“边

缘化”[20]，这恰恰说明正式与非正式的边界是

历史的、情境的、可变的。微短剧产业既遵循

平台经济的正式规则，又发展出了大量非正式

的生产实践，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生产实践以特

定的程度与配置方式嵌入生产体系。这种“正

式与非正式并存”的格局，构成了中国微短剧

产业高速发展的制度基础，为我们理解微短剧

产业中平台规则与非正式实践并存的独特格局

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也构成了“非正式性”

理论上的连续性。

（二）微短剧生产研究的动力机制及其与

非正式性视角的关联

微短剧作为一个爆发式增长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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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引发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产业与商业模式

研究清晰勾勒了微短剧的商业模式与市场格局，

文本与叙事研究剖析了微短剧的内容特征与爽

感机制，文化批判研究敏锐地指出了微短剧的

价值困境与文化降格风险。然而，以上研究存

在一个普遍的理论盲区：它们大多将微短剧产

业的生产模式视为既成事实，未能深入追问微

短剧产业的生产模式得以形成并持续运转的根

本动力为何，以及该动力如何导致了传统文化

生产逻辑的悬置与非正式化生产系统的崛起。

近年来，有研究开始关注微短剧产业的生

产现场。田元提出“零工式专业生产”概念，

描绘了微短剧如何将创意工作者从稳定的职业

序列中打散，并以零工、过渡状态参与生产 [21]。

微短剧产业创作者在生产层面深度嵌入平台数据

体系，在价值层面却保持有限疏离的矛盾状态 [22]，

并呈现出高负荷工作和身体过劳的状况 [23]。在这

些生产困境之下，微短剧从业者的创作多样性

空间被系统性地压缩 [24] 。上述研究将微短剧研

究的分析视野从宏观产业拉回到微观生产现场。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微短剧产业个体层

面的从业状态，未解释“零工”如何被组织成

高效的生产系统。正是这一追问，将微短剧生

产研究引向了“非正式性”的理论视角。

微短剧产业与传统影视工业在生产动力机

制上存在根本差异。传统影视工业的生产体系，

建立在相对稳定的专业主义与市场——资本双重

逻辑之上 [25]，形成制度化、科层化的生产秩序 [26]。

而微短剧所嵌入的平台经济环境，其核心是对

用户注意力最大化、最快速的捕获与变现 [27]。

近年来，传播学界对“算法文化”（algorithmic 

culture）的研究揭示了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

变为文化生产的重要力量 [28]。平台算法实质上

承担了把关与议程设置功能 [29]，算法实践与创

作经验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张力 [30]，算法并非中

立的技术中介，而在重新定义文化生产的规则

与边界。微短剧所嵌入的平台经济环境，是算

法文化转型的典型场域，传统的生产体系在速

度为王的竞争中显得笨重而低效。因此，微短

剧产业更深层的动力机制在于算法逻辑刚性需

求下的生产系统。

既有研究的核心局限在于，首先，多数研

究仍隐含地将非正式性视为对正式制度壁垒的

被动反应 [31]，却忽视了这种“非正式性”可能

被更强大的资本力量系统性征用的一面。其次，

缺少对微短剧宏观产业趋势与微观生产实践的

理论链接，缺乏生产组织中观层面的理论建构

和对中国文化生产特殊性的历史与社会洞察。

最后，未能解释影视产业“算法逻辑”动力机

制下的生产系统，其实是微短剧产业爆发式增

长的结构性优势。这些预设为我们提供了宝贵

的起点，也构成了本研究试图检验与反思的理

论靶心。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下列问题：（1）

微短剧产业在生产组织、劳动力再生产与知识

传递层面如何呈现出“非正式性”？（2）这套“非

正式”系统如何与平台算法的精密逻辑对接并

高效协同？（3）该系统的形成与运行呈现出平

台经济下文化生产的何种新动向与劳动困境？

三、进入田野：成为片场的一分子

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源于两段田野经历和

访谈资料，笔者于 2024 年进入微短剧承制公司

X，深度参与剧组日常运作，具体工作包括：参

与剧本的拍摄思路讨论、协助拍摄场地堪景与

选址、主角妆造方案确定、制定拍摄大计划及

部分现场统筹执行工作。与此同时，通过参与

式观察、访谈、日志及小规模的问卷调查，积

累了丰富的田野资料。该公司则是全国最早注

册并持续产出的微短剧公司之一，微短剧爆款

率长期居于全国前列。

资料收集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笔者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非聚焦式田野调查。

初步记录行业特征，进行小规模的问卷调查，

共回收有效问卷 87 份，回收率为 74%。问卷涵

盖年龄、教育背景、地缘构成等基本信息，覆

盖全工种，形成了完整的抽样框。第二阶段，

笔者于 2025 年初再次进入 X 公司，展开为期四

个月的聚焦式田野调查。此阶段笔者深度嵌入 X

公司的完整生产周期，形成了 17 万字的田野笔

记。田野结束后通过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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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5 名从业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第三阶段，

笔者于 2025 年夏季对仍活跃在行业内的 6 名从

业者进行回访，并通过建立的行业关系网络，

以目的性抽样访谈了 9 名来自其他地区微短剧

公 司 的 从 业 者。 截 至 2025 年 12 月， 本 研 究 共

获得 24 名受访者的支持（表 1）。访谈问题涵

盖工作流程、劳动时间、创意决策、行业准入、

职业认同、行业整体认知等多方面。在达到信

息饱和状态后，笔者对田野笔记和访谈录音文

本进行了多轮开放式编码 [32]，利用三角测量法

交叉验证结果 [33]，最终形成研究发现。

本文在材料分析时会尽量避免透露公司和

受访者信息，对受访者姓名、公司均进行匿名

化处理，对田野时间、个人情况进行含糊化处

理。最后需说明：作为微短剧行业的典型个案，

选择 X 公司作为田野点，旨在通过对典型个案

的深度剖析，提炼具有理论启发性的分析框架。

对另外 9 名来自其他公司从业者的访谈，用于

补充从个案中发现的微短剧产业生产模式，而

非追求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

四、“野路子”何以可能：微短剧产业非正式化

生产的三重维度

微短剧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一种在平台

算法驱动的注意力

经济中，凭借效率

与组织弹性所呈现

的高效运转状态。

“非正式性”在平

台算法的时间压力

下， 被 具 体 化 为

一套可操作的非正

式化生产机制。在

这个钢筋骨架和简

易隔板构筑的临时

空间里，传统影视

行业的规则部分失

效，这里鲜有科班

出身的专业工作人

员，没有烦琐的制

片流程，更没有规范的工时管理与劳动保障制

度 ，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独特的运作逻辑：人员

招募高度依赖地缘亲缘网络，知识的生产与传

递主要依靠片场实践的经验累积  ，岗位边界模

糊、身兼数职成为常态，每个人都在超时工作，

但似乎少有人在意劳动合同或加班费。在这里，

艺术创作让位于数据算法，专业标准与流量逻辑

形成新的配置关系 [34]，正式规则被非正式实践

所补充或替代。这是一套深植于本土社会文化，

又深度耦合平台算法逻辑的非正式化生产系统，

这种“非正式性”不是系统的缺陷，而是应对

平台算法不确定性的适应性策略，它既部分绕

开了传统影视行业的专业主义标准，又为特定

群体提供了替代性的上升通道。

（一）准入的非正式性：“关系”作为敲

门砖

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是攀关系、讲交情

的差序格局社会 [35]，这种源自传统农耕文明的

社会运作逻辑，在算法驱动的微短剧产业中找

到了新的生存土壤。在这个高度数字化的平台

经济前沿，劳动力的再生产却依赖着传统的“关

系”通道，微短剧产业建构了一个以地缘 - 亲

缘关系为核心的特殊劳动力市场。本研究的问

卷调查显示，调查样本中 62% 的基层员工，如

表 1 受访者基本资料

性别 / 编号 年龄 岗位 从业年限 学历 性别 / 编号 年龄 岗位 从业年限 学历

M1（男） 29 导演 5 本科 M13（男） 30 导演 5 本科

M2（男） 29 制片 4 本科 M14（男） 24 执行导演 1 本科

M3（男） 35 摄像 3 本科 F15（女） 26 编剧 1 本科

F4（女） 25 导演 1 本科 M16（男） 34 导演 6 专科

M5（男） 25 场务 2 专科 M17（男） 44 场务 2 高中

M6（男） 36 制片 7 专科 M18（男） 25 道具 3 专科

F7（女） 22 摄像 0.5 本科 F19（女） 23 服化 2 本科

F8（女） 22 场记 0.5 本科 F20（女） 24 演员 0.5 本科

M9（男） 38 总经理 7 本科 M21（男） 35 演员 4 本科

M10（男） 35 总制片 8 专科 F22（女） 28 编剧 1 硕士

F11（女） 27 编剧 2 硕士 F23（女） 19 临时演员 0.5 本科

M12（男） 24 道具 4 专科 F24（女） 36 临时演员 3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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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摄像、执行导演是通过老乡、亲戚或熟

人介绍入行，拥有影视相关专业教育背景者不足

40%，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48%，形成了独特的“关

系准入”机制。“在这个圈子里，学历证书不

如一个靠谱的老乡来得实在。”制片人 M2 坦言。

道具 M12 曾解释：“公司基本上都是我们那里

走出来的人，跟着老乡一起干活心里踏实。” 

在这种非正式性的“关系准入”机制中，

关系网络承担了信任担保与风险防控的功能，

成为正式制度的“润滑剂”。其实，非正式性

准入机制的形成，是微短剧行业应对平台经济

时间压力的一种适应性选择，平台算法对“速度”

的刚性需求，使科层化的正式招聘流程显得过

于缓慢，任何环节的时间延误都可能导致错失

流量窗口。微短剧产业以地缘 - 亲缘关系网络

为核心的“即时调配”机制，将信任担保前置，

实现了劳动力“零时差”的集结。这种关系的

准入是被算法逻辑征用和强化的弹性用工策略。

M10 是 X 公司的总制片、股东，据他所述：“我

们没时间在片场培养新人，来了就必须上手，

熟人介绍的最靠谱。”只有在地缘 - 亲缘网络

中预先建立信任关系，才能在算法要求的时间

窗口中迅速集结团队。因此，准入的非正式性

本质上是算法速度律令的在地化组织策略。

准入的非正式性创造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

象——虽然行业门槛较低，但对于缺乏社会关

系的求职者而言又难以进入，这实际上是地方

性社会资本运转过程中形成的看似开放实则封

闭的系统。当地编导专业毕业生 F7 的经历具有

代表性：“我投了十几份简历都石沉大海，最

后是通过一位老师的介绍进组。”问卷数据显

示，通过正规招聘渠道进入行业的毕业生仅占

42%，且平均存留时间不超过一年。制片人 M6

直言：“我们这行，简历没那么重要，师傅带

徒弟、老乡带老乡，这是最有效的招聘方式。”

与田元认为的“零工化”不同 [36]，本研究

发现，从业者虽然在物理空间上实现了跨区域流

动，但进入行业的方式、组建团队的逻辑仍然高

度依赖地方性熟人网络。研究揭示的是社会网络

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响应算法要求，这意味着“去

地域化”与“再地域化”是并存的，流动的是个体，

维系流动的网络仍然是地域化的。算法对速度

的要求不仅没有消解地方性网络，反而将其“激

活”为一种更高效、灵活的资源配置机制。

微短剧行业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源于

一种双重排斥机制。一方面，传统影视产业将这

批来自农村、低学历的青年排斥在外；另一方

面，微短剧产业的高速扩张和低成本控制，又

需要大量相对便宜、服从性强、可替代的劳动力。

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造就了微短剧产业的非

正式就业网络，为特定群体提供了绕过传统壁

垒的替代性通道。微短剧产业建构了一个看似

低门槛、实则较为封闭的“关系化”劳动力市场，

它通过地缘与亲缘网络，高效完成了劳动力招

募、筛选与初步整合，以较低的交易成本满足

算法经济对“即时即用”型劳动力的渴求。

（二）知识的非正式性：“片场”作为课堂

在微短剧的生产环节，知识的生产与传递

呈现出算法规训特征，形成了一套实用主义的

实践性知识体系，这里的知识生产与传递遵循

实践中的经验积累逻辑。与本研究问卷调查中

“低专业背景”相呼应的是，拍摄知识的来源

从课本和老师，转向了片场经验和后台数据。

场记 F8 表示：“构图、灯光理论在这里都要给

市场让路，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什么样的画面能

留住用户，促进转化。真正有用的知识都是在

片场摸爬滚打练出来的。”

这套知识体系的核心是“数据化的实践知

识”，其生产与传递围绕平台算法数据驱动的

即时反馈与从业者独特的生产调优机制展开。

这种即时反馈其实是基于历史数据的算法内化，

它们很少被编码化、理论化，编剧和导演会分

析爆款剧集的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可执行的创

作模板。编剧 F15 描述道：“逆袭加重逢的复

合桥段一般情况下在第三集出现的数据表现最

好，这就会成为我们的标准配置。”这是从业

者在创作初期就已将算法预期纳入考量的结果。

编剧和拍摄团队还会依据微短剧播出的有限用

户行为数据设置续集的剧情节奏和冲突。摄像

M3 举例说明：“我们有时候会同时拍摄多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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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镜头，比如一个用特写强调情绪，一个用中

景展现环境，最后剪辑团队会根据同类型微短剧

的播出数据决定最终采用哪个版本。”这些基于

数据的经验，内化为了从业者的市场直觉。

微短剧片场的知识生产与传递，与平台的

正式规则密切嵌套，平台的分账规则、数据排名、

算法推荐机制是微短剧产业清晰的制度安排，但

将其转化为“钩子”“爽点”的创作知识，依赖

的是片场的非正式传递。这些行话背后是经过海

量数据验证的方法论，它们成为片场知识传递的

核心内容。毕业于专业戏剧学院的 M14 无奈地

表示：“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某些桥段太俗了，但

市场就吃这一套。”在这里，相较于具备艺术创

新能力，能够精准把握市场偏好的从业者，更容

易获得成功。而数据导向造成的“创意降级”似

乎是这套实践知识体系的必然结果，当创意被简

化为可批量复制的数据公式，内容生产的标准化

和效率显著提升，但艺术的创新性和多样性则被

大幅压缩。

这种知识体系的形成，反映了算法对微短

剧行业创作过程的深度规训——“野路子”流水

片场的实践知识，本质上是算法逻辑在具体生产

环节中的具身化体现。正如 X 公司的总经理 M9

所言：“微短剧行业有时候不像是在生产艺术，

而是在为算法生产饲料。什么料好吃，算法最清

楚。”微短剧行业的知识生产不再以艺术价值或

美学创新为最高标准，而是以符合算法逻辑、获

取流量推荐为目标。甲方的要求本质上是算法逻

辑的人形化身，微短剧的文化生产呈现出典型的

工具理性。这种非正式空间在职业知识传递中发

挥着正式教育难以替代的作用 [37]，微短剧片场

恰如承载着实践知识传递的非正式“课堂”。

（三）管理的非正式性：“个人化整合”

作为机制

微短剧剧组的管理模式呈现出“个人化整

合”的非正式特征，这是为了应对算法反馈的不

确定性和瞬时性。在传统影视工业中，剧组权威

的行使嵌入在职责较为清晰的管理结构之中，这

套结构由制片统筹、副导演、场务、财务等岗位

构成，在预算控制、拍摄进度、现场调度、部门

协调等方面形成独立于导演与制片的专业分工，

为剧组的日常运行提供制度支撑。微短剧剧组在

管理模式上存在导演负责制与制片负责制两种形

态，具体采用哪一种取决于项目资金结构、平台

方要求与承制公司制作能力。然而，在微短剧片

场，无论采用何种负责制，剧组管理都主要依靠

“个人化整合”，导演或制片凭借个人身份、经

验与情感付出，在现场整合信息、协调资源、当

场决策。

根据田野观察，剧组超过九成的决策通过

口头指令完成，场务 M5 直言：“这个行业，规

章制度都是虚的，热点说变就变，平台方随时可

能有新的要求，我们只能现场灵活应对。”2025

年 4 月，导演 M13 在剧集正式开拍前一天的深

夜十点收到平台方大幅修改剧本的意见。导演立

刻召集核心团队，没有书面通知或层级汇报环

节， 就在公司临时租的试妆场地重新确定剧情

调整方案、主角妆造和现场道具陈设。“女主的

服装需要全部调整，和男主的感情线也得有更强

的冲突，今晚得加班了！”接下来的 9 小时里，

剧组进入了连轴转状态。导演和制片重新核对拍

摄计划，服化组根据最新调整方案确定主角妆

造，场务改造场景，所有指令都是通过微信群里

的一条条语音和现场口头交代完成的。导演彻夜

未眠，遇到问题当场解决，“这套造型还是不行，

改掉”“这一段需要日戏改夜戏”。正是由于平

台方的即时要求，导演不得不在片场临时整合各

方信息并当场决策，剧组在正式拍摄前完成了剧

本重构、场景调整，顺利为第一天的拍摄做好了

准备。

在微短剧剧组的“去制度化”管理模式中，

导演或制片个人成了管理决策的实际机制。他们

往往凭借个人身份和经验直接下达口头指令，现

场调配资源正是对算法不确定性的弹性响应。微

短剧承制公司与平台之间有正规的项目合同，规

定了交付时间与质量标准，但合同的具体执行高

度依赖个人的身份权威与现场应变。在这种管理

模式下，导演或制片个人承担着远超传统剧组制

度的多重角色，他既是创意决策者，也是项目管

理者，还是团队情绪的调度者 。“个人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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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机制意味着导演或制片无法借助制度权

威驱动团队，只能依靠个人魅力与情感付出换取

成员的配合与信任。算法反馈的不确定性要求生

产单元具备弹性的组织策略，个人化的整合机制

所提供的弹性响应，正是微短片场管理走向非正

式的深层逻辑。

微短剧产业通过非正式的准入机制、知识

体系和管理模式，构建了一个与传统影视行业并

行却又不同的非正式化生产体系。这个体系虽然

缺乏稳定性，却展现出极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野路子”系统的高效运转，是在算法逻辑下，

适配平台对速度、弹性和低成本要求的结果，通

过算法逻辑的约束，确保了这个看似松散的系统

能够持续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文化产品。

五、迈向“算法 - 地方性”的秩序：非正式性与

平台算法的适配与共生

微短剧产业的“非正式性”特征并非孤立

存在，恰恰是为了高效、无摩擦地服务于由数据

驱动的平台资本而生，二者形成了一种深度互构

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催生了高效的生产机制，

推动了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也带来了深层的劳动

困境和文化生产的系统性矛盾。非正式化生产系

统与平台算法的适配，共同建构了一种“算法 -

地方性”生产秩序，这一秩序不仅是微短剧生产

发生的物理空间，更包括其中沉淀的地缘 - 亲

缘关系网络、差序格局式的信任结构、师徒传递

的实践知识惯习，这些构成了一套具有历史纵深

和地方特质的非正式实践逻辑 [38]。“算法 - 地

方性”秩序是全球技术逻辑与地方性社会实践之

间的碰撞、互渗与重组，由此，传统的专业、市

场逻辑转向了由平台算法主导的、追求注意力变

现的流量逻辑。

（一）间接互构与在地适应：算法与地方

性实践的协同进化

根据田野记录，当算法识别到某个题材的

数据趋势上升时，甲方公司迅速完成剧本创作，

并要求制作方在一周内完成剧集拍摄的全过程。

这种时间压力，恰恰需要非正式化生产系统的灵

活性来应对。导演 M1 举例说：“正规剧组需要

一周走完的流程，我们 24 小时就能搞定，需要

多快，我们就能有多快。”这种资源分配机制无

形中强化了算法逻辑在生产体系中的渗透。更重

要的是，平台算法通过对数据的精准反馈，不断

强化着非正式化生产系统的优势，那些非正式管

理、关系型团队的剧组，确实能更快地响应算法

带来的变化。

平台算法并不直接指令片场如何拍摄，而

是通过数据反馈与资源分配，实现对非正式化生

产系统的隐性塑造。这构成了微短剧产业算法秩

序的第一重机制。平台首先通过每一部微短剧的

实时数据指标，对内容进行动态评级，决定其流

量曝光与商业收益，形成事后的、强制的优胜劣

汰。导演 M13 解释说：“平台从不会告诉我们

具体应该怎么拍，他们有一套严格的评估体系。

我们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只有等作品上线后，

才能知道自己走对了没有。”这种基于市场反馈

的间接规训，使得算法逻辑通过资源分配无声地

渗透到生产的每个环节。其次，平台与承制公司

会根据导演或团队的历史爆款率，进行差异化的

预算与资源分配。总经理 M9 揭示了其逻辑：“一

个导演的爆款率会决定他后面微短剧的预算和

分成比例。”这导致整个生产体系都需要向历史

成功数据看齐，不断强化对“爆款公式”的依赖。

由于无法获得实时的算法指导，微短剧从

业者发展出了一套基于历史数据的经验内化生

产模式。经验判断体系是基于历史数据的经验积

累，会不断强化制作团队对算法偏好的判断，这

是地方性实践对算法规训的适应。导演 F4 向我

们展示了她的工作日常：“自己导的剧上线后，

我会关注平台的数据，总结优势劣势，再根据数

据分析调整后续的拍摄思路。”这不是简单的执

行，而是导演和编剧通过自身的学习与分析，将

算法逻辑转译为具体镜头语言和叙事节奏的过

程。经验内化的过程催生了预判性的创作模式，

导演和编剧会对市场表现进行创作预判。编剧

F11 描述了他们的工作方式：“我们在剧本阶段

就会进行数据推演，根据过往的爆款数据预测每

个情节点的市场反应。”这种基于历史数据的预

判性创作，使得算法逻辑在作品诞生前就已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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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地实践者的创造性适应深度嵌入创作过程。

（二）效率代价与系统张力：算法秩序下

的劳动困境与创新内卷

“算法 - 地方性”秩序在为微短剧产业带

来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高昂的人力成本

和系统性张力。在组织管理层面，资源分配的

数据依赖加剧了从业者的劳动压力，超时工作

成为行业常态。场务 M5 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

们从早上六点拍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吃饭就在

现场，睡觉就在道具堆里。”这种高强度的工

作节奏导致普遍的健康问题，本研究的问卷调

查显示，83% 的从业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

损耗，更严重的是从业人员还需要持续进行高强

度的情感劳动 [39]。导演 M16 坦言：“明明很焦虑，

还要表现得信心满满。明明很疲惫，还要调动

团队情绪。”这种高强度、高情感消耗的劳动

状态，带来的结果是，尽管部分岗位收入可观，

可是微短剧从业人员的平均职业满意度低，流

动率极高 [40]。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这一秩序导致了创新

内卷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危机。当出现爆款剧本

时，微短剧行业经常会有多家承制公司、多个团

队拍摄同一剧本的现象，当所有团队都用相似

的方法生产内容，同质化与创新瓶颈不可避免。

编剧 F15 指出：“一旦某个题材被验证，大家

会一拥而上，直到把这种套路做到观众厌倦为

止。”同时，非正式化生产中实践驱动的经验

传递知识体系，主要传授的是如何讨好算法，

而不是可持续的创意能力。导演 M1 担忧地说：

“年轻人进来只能学到如何讨好算法，真正的

创作能力却在退化。”这不仅影响了微短剧行

业青年群体的个人发展，也增加了行业的系统

性风险。这种对人力资本的透支和对创意多样

性的抑制，构成了“算法 - 地方性”秩序内在的、

根本性的张力。

（三）迈向“算法 - 地方性”的秩序： 平

台时代文化生产的新逻辑

微短剧行业的非正式实践预示着平台经济

下文化生产范式的转型，数据不仅成为评价标

准，更成为生产的组织原则。它并非单纯的技

术工具，而是一套由平台资本部署、以数据为

核心、以注意力即时变现为目标的资源生产与

分配规则的非正式化体系。

其核心特征表现为：第一，数据作为核心。

衡量微短剧价值的唯一标准是可量化的用户行

为数据，艺术标准、专业经验被不同程度地弱

化了。第二，速度作为律令。微短剧产业的生

产周期被压缩，对社会情绪热点和流量风向的

瞬时响应成为核心追求，时间成本由此上升为

关键竞争维度。第三，弹性作为组织理想。要

求生产单元能够随时重组、调整方向，以应对

算法反馈的不确定性，固定的流程、稳定的团

队成为效率的阻碍。第四，过载性竞争成为常态。

在算法搭建的竞技场内，微短剧产业的生产者

们面对着一张近乎透明的成绩单，数据排名将

他们拉入了永不停息、你追我赶的绩效竞赛。

微短剧产业非正式化生产的三重维度，正

是地方性社会网络与生产实践为适应“算法 -

地方性”秩序而演化出的生存策略。“野路子”

的可能，实质是这套深植于地方性土壤的非正式

系统，在“算法 - 地方性”秩序的筛选与塑造下，

所表现出的适应力与竞争优势；它既是生产现

场的地方性实践，又是算法逻辑得以落地的具体

机制。微短剧产业揭示的“算法 - 地方性”秩序，

标志着平台经济时代文化生产的转型，也将生

产研究与算法研究整合于同一分析框架下。非

正式化生产从一种边缘的、补充性的制度安排，

演变为支撑平台资本实现弹性积累的核心结构

性组件。全球性的算法逻辑与地方性的非正式

网络相互渗透、相互强化，共同构筑了一种高

效而脆弱、开放而封闭、充满机遇又遍布陷阱

的新型生产体制。

六、结论与讨论

微短剧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并非对传统影

视专业主义的追随，而依赖于一套与平台算法深

度耦合的“非正式化”生产系统。本研究通过

深入微短剧企业的田野调查，揭示了其非正式

化生产体系的三重维度：以地缘、亲缘为一定

基础的准入机制、以片场实践为核心的知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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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以个人化整合为特征的管理模式。这种非

正式化生产是在数据与流量主导逻辑下的主动、

高效的适应性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与平台

算法之间，形成了一种全球性技术逻辑与地方

性社会实践相互渗透、相互塑造的“算法 - 地

方性”秩序。正是这一秩序，构成了支撑微短

剧产业效率的引擎，同时也埋下了内在的张力

与困境。微短剧产业“野路子”的本质，是在“算

法 - 地方性”的支配逻辑下，实现资本弹性积

累的一种适应性效率。

本研究在以下三个维度实现了对“非正式

性”理论的重构与推进。首先，推进“非正式性”

理论在平台经济时代的解释边界，实现了对“零

工式专业生产”概念的机制性超越 [41]。微短剧

产业的“非正式化生产”并非对正式制度壁垒

的被动应对，而是在算法秩序的刚性要求下，

被平台资本主动征用和培育的积极制度创新。

从业者“零工化”的状态本质上是产业深层结

构的显化，游牧的个体恰恰需要一套组织逻辑

将其重新整合为高效运转的生产系统。非正式

化生产体系的三重维度，正是支撑“零工化”持

续运转的深层机制。其次，提出“算法 - 地方

性”互构秩序的分析框架，弥合生产研究与算

法研究长期存在的分析裂痕，建构了微短剧产

业中观层面的生产组织理论。通过“算法 - 地

方性”秩序，本研究展示了算法通过数据反馈

与资源分配，征用并强化了非正式网络，非正

式化生产是算法效率最优化的组织基础，平台

算法与地方性非正式实践形成了一种相互塑造、

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非正式化生产更广泛地

接通了生产者、平台、产业和地方社会，它将

生产者从科层雇佣中解放出来，以关系网络实

现弹性就业；将平台算法从抽象的数据指令转

译为具体的创作实践；将产业从正式制度中松

绑，以非正式机制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将地

方性的社会文化惯习转化为全球算法竞争中的

独特优势。“野路子”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

以在地化的方式精准适配算法秩序的效率要求。

这一框架为理解数字时代文化生产中技术逻辑

与地方实践的复杂耦合提供了新的工具。最后，

本研究发现平台娱乐业正在经历非正式化的趋

势。微短剧产业的非正式化生产并非个例，而

是数字时代文化生产转型的一个缩影。平台算

法对速度、弹性、低成本的刚性要求，正在倒

逼越来越多的文化生产领域走向“非正式化”，

这种“非正式化”是平台资本在“算法 - 地方

性”秩序下实现弹性积累的适应性策略。从更

宏观的视野看，非正式化生产已从边缘的生存

策略演变为核心的积累策略，它揭示了“野路子”

何以可能。而“算法 - 地方性”框架，正是对“非

正式化”趋势的理论化尝试。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田野调查

主要集中于 X 公司，虽然这个案例具有典型性，

但不同地区可能存在差异。未来可以开展跨区域

的比较研究。其次，田野调查主要集中于 2024

年至 2025 年，反映的是微短剧产业高速扩张期

的生产逻辑。在这种“效率优先”阶段，非正

式系统展现出极强的适应性优势。随着行业精

品化转型的推进、政策监管的完善、专业人才

的流入和 AI 化演进 [42]，非正式化生产的三重维

度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需要学界继续探索。

本研究所揭示的“非正式化”趋势，是微

短剧产业生产组织转型的深层逻辑，本身具有

动态性。当前，微短剧产业正加速向 AI 化演进，

AI 漫剧、AI 仿真人剧等新形态对微短剧生产逻

辑构成冲击。然而，AI 技术可能替代部分重复

性劳动，但难以完全替代基于熟人信任的非正式

劳动力调配，AI 生成内容的海量数据反馈可能

进一步强化数据直觉的实践知识体系，而 AI 带

来的新形态的不确定性，仍然需要某种形式的

弹性权威作为“减震器”。技术形态会不断更迭，

由非正式化生产机制与算法互构的这一核心逻

辑形成的“算法 - 地方性”秩序，是维系其高

效运转的底层逻辑，可为 AI 时代平台文化内容

生产的组织研究提供基础性参照。

微短剧产业就像一面棱镜，折射出数字时

代文化生产的复杂面貌。在这个领域中，我们

既看到技术带来的巨大机遇，也看到算法规训

对个体创造力的消解；既看到了全球化的强大

力量，也看到地方性的顽强生命力。这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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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兴群体如何利用新的时代条件，在主流

体系之外构建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生产规则和生

存空间的深刻故事。

（责任编辑：徐秋染  实习编辑：王亚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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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sibility of “Guerrilla Tactics”: The Inform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he Order of 

“Algorithmic-Locality” in the Micro-Drama Industry

Yu Xin

Abstract:  With emerg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autonomy and social embeddednes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micro-drama production has increasingly set it apart from the tradit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Operating 
through what is known as “guerrilla tactics”, the micro-drama industry relies on a distinct production model, in which 
the entry threshold is heavily reliant on geo‑familial ties, the knowledge system is built primarily on on‑set practice, 
and the management model is characterized by individualized integration. This informalization production forms 
a structural coupling with platform algorithms’ demands for speed, flexibility, and cost efficiency, giving rise to an 
“algorithmic‑locality” order. Within this order, algorithms indirectly discipline production through data feedback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while informalization production, with its extreme adaptability, serves as the organizational 
bedrock for algorithmic efficiency. The study argues that “informalization” has shifted from a marginal survival 
strategy to a core accumulation strategy actively appropriated and cultivated by platform capital - a production logic 
that is becoming widespread across the platform entertainment industry. This finding reveals the mutual penetration 
of global algorithmic logic and local social practices, offering a nove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fundamental 
restructuring of cultural labor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micro-drama; informalization; algorithmic-locality order;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logic
Author:  Yu X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How is South-South "Resonance" Possible? A Study on the Cross-Cultural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Models of Chinese B2B Enterprises within the Global South Horizon

Yao Xi, Deng Fengfeng

Abstract:  Breaking cross-cultural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barriers is essential for Chinese B2B firms’ strategic 
expansion into the Global South amid shifting global dynamics. Using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informed by value co-
creation theory and the brand resonance model,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cross-cultural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B2B firms by taking FAMSU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finds that: 
first, cross-cultural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barriers originate from the west-centric structural power asymmetries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Second, driven by intensifying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pressures, the dominant logic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shifts from “goods-dominant” to “ecosystem-dominant”, with the model evolving through a 
“contact—embedding—symbiosis” rajectory. Third, by leveraging multi-stakeholder value co-creation networks, firms 
transcend localized normative barriers and cognitive biases, ultimately facilitating a leap in inter-firm relationships 
from calculative trust to identity-based “brand resonance”.
Keywords:  cross-cultural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barriers; cross-cultural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models; 
multi-stakeholder vallue co-creation; Global South; B2B firms
Authors:  Yao Xi, Center for Media Development Studies;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Deng Fengfe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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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培养高素质国际新闻传播人才是国家战略所系，也是时代发展所需。本文以“全球胜任力”为理论

视角，通过对 45 家国内媒体与平台机构共 168 个国际传播招聘岗位进行内容分析，系统提炼出市场对人

才知识、能力与素养的核心要求。进而，本文创新构建了“国际新闻传播人才胜任力模型”，以解析数智

传播全球化语境下人才能力的结构关系，清晰地刻画卓越国际传播人才能力图谱。基于此，本文对我国高

校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与实施路径提出针对性调适策略，推动将需求侧的动态变化有效转化为供给侧改革

的具体路径，从而为回应“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的时代命题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镜鉴。

关键词　国际传播；全球化胜任力；招聘岗位分析；人才培养；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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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漆亚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创意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2488；孙鸿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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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成为事关国家发

展、意识形态安全以及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明确指出要“建强适应新时代

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

面的中国”[1]。这深刻揭示了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专业精湛、融通中外、敢于

斗争的高素质国际新闻传播人才队伍，是有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与文

化软实力，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有力保障。

当前，全球传播格局正经历技术涌现与体系重塑的关键期。网络化、数

字化、智能化浪潮驱动传播范式向跨平台、跨国界与算法主导加速转型。与

此同时，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与全球性挑战频发，使得国际舆论场更趋复杂，

对传播人才的家国情怀、全球视野、跨文化沟通、复合专业素养及前沿技术

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紧迫性与传播生态的根

需求侧视域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全球

胜任力的模型构建与培养路径
——基于 45 家媒体与平台机构招聘岗位的内容分析

漆亚林   孙鸿菲   乔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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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变革，我国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体系亟须进

行结构性调整，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为导向，培养契合“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卓越

后备人才。

我国国际新闻传播高等教育发轫于改革开

放初期，与国家开放进程同频共生。自 1982 年

起，部分高校开始设立国际新闻本科专业 [2]。历

经四十余载探索，尽管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不

断迭代，但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两张皮”现

象依然存在，成为制约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核

心症结。既有研究可归纳为三重结构性局限。

一是需求侧研究存在系统性偏差——国际传播学

科理论体系建设滞后，未能建立兼具基础性和

时代性的整体框架；同时，长期缺乏对传媒行

业真实、动态人才需求的系统性量化洞察，导

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较为普遍，学生“懂

理论不懂实践”或“懂实践不懂理论”[3]。二是

能力模型建构缺乏实证根基，相关讨论多为理

论推演，未能基于大规模实证数据（如招聘文

本）进行严谨归纳与验证 [4]。三是行业内部差异

性存在盲区，往往将用人单位视为同质化整体，

未能辨析中央级媒体、地方媒体、互联网平台

以及央国企等组织机构在人才国际传播能力要

求上的结构性差异，高校培养存在“千校一面，

千院一面，千系一面”的竞争困局 [5]。这些不足

导致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缺乏精准

和可靠的实证依据，供需矛盾问题仍然突出。

针对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致力于实现从

应然推论向实然证据回归。其一，本研究以 45

家机构的 168 个国际传播招聘岗位需求为样本，

通过系统的内容分析法对其任职资格进行微观

解码与宏观勾勒，以克服需求侧研究存在的“失

序”之憾，力图精准刻画数智时代国际传播人

才需求的新特征与新图景。其二，本文基于招聘

文本的扎根编码，实证建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

的胜任力模型，以弥补过往能力模型框架的“失

实”之弊，从学理上揭示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

的核心能力构成，为高校优化课程体系、创新

培养模式、实现产教深度融合提供直接的实证

支撑与可操作的路径参考。其三，比较中央级

媒体、地方媒体和互联网平台三类机构的能力

需求差异，揭示行业内部“失调”的结构性特征，

从而推动国家战略需求与高等教育教学实践实

现更精准、更高效的对位衔接。

一、文献述评

（一）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理论对话与范

式转型

既有研究清晰地勾勒了我国国际传播人才

培养从“新闻＋外语”的技能叠加模式，向以“价

值 - 知识 - 技术”为核心的系统工程范式演进

的历史轨迹 [6]。当前，学界普遍认同新时代急需

政治坚定、融通中外的战略传播者，其胜任力

被建构为涵盖价值引领、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前

沿技术应用等关键维度的复合体 [7][8] 的理念。在

培养路径的探索中，高校基于各自学科优势，

逐渐形成了综合院校侧重国际关系、传媒院校

深耕新闻传播、外语院校依托跨语言能力的三

种特色培养路径 [9]，其共同指向是打破学科壁垒，

培育“一专多能”的“外向型复合人才”[10]。

学者们对国际传播能力构成的探讨已形成若干

支柱性观点：政治素养与正确的新闻价值观被

视为根本基石 [11]，卓越的语言能力是构建影响

力的基础 [12]。而数智时代催生了数据素养、平

台运营技能以及深层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新要求，

实现从“我想说”到“你想听”的受众本位的

传播效能转变的目标 [13][14][15]。

尽管我国在培养理念与模式上已积淀深厚，

但既有研究多囿于于宏观理念阐发、模式归纳或

单一院校的经验总结，呈现出鲜明的供给侧内生

逻辑。一个关键的学术盲域在于，如何使培养

工作更精准地对接快速变化的行业实际需求 [16]。

尽管对接需求已被反复呼吁，但对传媒业界具

体岗位的能力要求缺乏系统、精细的实证考察，

导致“培养什么样的人”与“行业需要什么人”

之间仍存在较大裂痕。因此，本研究从需求侧

出发，基于实证数据逆向推导出国际传播人才

能力模型建构，成为弥合这一断裂、推动国际

传播人才培养体系精准化改革的紧迫学术命题。

（二）全球胜任力的理论谱系、本土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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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实践探索

国 际 传 播 人 才 的 本 质 属 性 在 于 全 球 语 境

下的有效沟通，这与“全球胜任力”的理论框

架深度耦合。作为国际教育领域的成熟分析范

式，该框架为解构国际传播人才的素养维度提

供了重要的认知坐标。“全球胜任力”框架曾

在学界和政界得到广泛讨论，其中最具影响力

的定义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OECD 在《PISA 全球素养框架》（2018）

中将其界定为一个整合知识、技能、态度与价

值观的多元结构，核心在于处理全球性议题、

理解他者视角并采取负责任行动的能力。与一

般的胜任力相比，该框架更强调“全球性”与“跨

文化交融性”[17]，是 21 世纪核心素养的重要外

延 [18][19]。

全球胜任力虽然为理解国际传播人才提供

了宏观理论视角，但其与国际传播这一特定领

域的深度融合与理论对话仍显不足。该框架根

植于西方话语体系，带有鲜明的经济竞争导向

与文化中心主义预设，由此引发国内学界的审

视与反思 [20]。因此，中国的理论探索呈现出批

判性借鉴与本土化重构的发展理路，学界在吸

纳其价值内核的同时，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发展，

注入家国情怀、文化认同、社会责任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意识 [21]，强调其在“认知全球”

的同时“扎根中国”的辩证统一 [22]。在培养实

践层面，高等教育机构正探索通过课程改革、

方法创新和协同育人 [23] 等路径，将全球胜任力

的理念与目标深度融入专业教育全过程 [24]。

整体来看，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依然突出，

较多研究停留在普适性框架或通识教育范畴，

未能深入剖析全球胜任力的各维度向国际新闻

采编、跨文化叙事、海外平台运营等专业传播

能力转化的作用机制。同时，相关研究普遍脱

离传媒行业的一线需求，缺少基于用人数据的

实证检验与维度修正，导致理论模型在国际传

播场景落地应用中缺乏扎实的经验依据。

（三）本研究的定位：在对话与穿越中构

建专业化的胜任力模型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在相对独立的两条脉

络上成果显著：一则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研究明

确了战略目标与复合路径，但疏于对行业需求

的实证检验；二则全球胜任力研究提供了跨文

化的理论框架与评估工具，却尚未精细化至国

际传播这一具体职业领域。

为了弥补上述缺口，本研究试图穿越这两

个话语体系之间的边界，进行双向理论对话与

整合创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虽在文

献综述部分回顾了 OECD“全球胜任力”框架，

但并未将其作为编码预设或理论基石。该框架

主要作为学术对话对象与编码饱和度检验的参

照系。其原因在于，OECD 框架原旨在测评青少

年全球化素养，存在西方中心主义预设，且其

通用性维度难以直接映射至国际新闻传播的专

业场景。因此，本研究遵循扎根理论的方法论

路径——从招聘文本的经验材料中自主建构能力

模型，OECD 框架仅在模型成型后用于比较对话

与维度参照，而非前置的理论演绎工具。

具体而言，本文尝试回答以下核心问题：

在全球化与数智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

媒行业在国际传播一线岗位中，如何界定及需

要何种“全球胜任力”？其构成因素有哪些？

其与经典教育框架有何异同？通过对招聘文本

需求侧“能力宣言”的系统分析，本研究力图

构建一个根植于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与行业需

求紧密耦合的“专业化全球胜任力模型”。这

不仅是对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研究“需求转向”

的实证回应，亦是对全球胜任力理论进行领域

化拓展与本土化应用的一次探索，以期在学理

上连接宏观战略与微观实践，弥合人才供给与

行业需求之间的关键缺口。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为系统解析当前国际传播人才的能力要素

及其内在结构，并深入揭示不同类型组织机构

（中央级媒体、地方媒体、互联网平台）能力

需求的差异，研究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 

研究问题一：当前不同类型组织（中央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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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地方媒体、互联网平台）在国际新闻传播

相关岗位的招聘中，分别提出了哪些能力要求？

研 究 问 题 二： 这 些 能 力 项 能 否 被 归 纳 为

具有内在层次性与逻辑关联的“全球胜任力模

型”？若能，其核心维度与要素构成是什么？

研究问题三：在三类组织形态中，对国际

传播人才的能力需求存在何种结构性差异？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实证探讨，本文试图拓

展现有理论描述，基于现实招聘文本建构一个

层次分明、适应全球化传播实践的能力框架，

从而为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提供学理依据

与实践参照。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构成

为确保研究样本的代表性与效度，本研究

构建了一个基于真实招聘需求的结构化语料库。

数 据 来 源 于 45 家 传 媒 机 构 与 平 台 机 构 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开发布的国

际新闻传播岗位招聘信息，覆盖中央级新闻机

构、省市区级地方媒体及平台机构的相关业务

部门，以全面反映体制内与市场化机构的人才

需求图谱。由于央国企相关招聘多归类为“新

闻宣传”或“综合管理”岗位，且部分岗位通过

内部遴选或定向招聘方式进行，其岗位属性与

本研究所界定的国际新闻传播专业岗位在功能

定位与能力结构上存在差异，因而未纳入本次

内容分析框架。本研究的样本选取主要来自各

机构官方网站或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人才招

聘公告、头部互联网平台机构自有招聘平台（如

字节跳动招聘、腾讯招聘），以及高校就业指

导中心发布的权威招聘信息等（表 1）。在招聘

岗位选择上，本研究以“国际传播”“国际新

闻编辑”“全球化”“驻外记者”“英文记者”“国

际媒体运营”“全球传播”“海外传播推广”“跨

文化传播”“海外短视频制作”“海外社交媒

体运营”“品牌出海”“外语采编”等词语为

关键词检索招聘信息，确保覆盖国际新闻采编、

全球媒体运营和跨文化内容生产等核心职能范

畴。经过严格筛选与清洗，最终纳入 168 个国

际传播招聘岗位的相关文本，并按照机构属性

划分为三类。为保证语料质量，研究仅保留岗

位职责与任职要求表述完整、信息来源可靠的

样本，并对文本进行了统一格式化、字段标准

化及去重处理，从而形成一个系统、洁净、可

用于深度内容分析的结构化数据集。该语料库

能够较为全面地呈现当前国际传播人才市场的

需求结构，为后续的胜任力模型建构与比较分

析提供扎实的实证基础。

（三）数据预处理

为确保内容分析的严谨性与编码结果的效

度，在正式编码前，本研究对全部文本进行了

系统化的预处理，以构建一个可供理论抽样的

高质量语料库。本研究首先对 168 个岗位的有

效招聘文本按“机构类别 - 岗位名称 - 岗位职责 -

任职要求”进行结构化整理与字段统一。随后，

重点对核心分析字段“任职要求”进行清洗，去

表 1   研究样本层级与岗位需求数量表

媒体层级
岗位
数量

岗位招录主体

中央主要
新闻单位

62

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国际网
络有限公司、中国环球广播电视有限公司、
环球国际视频通讯社有限公司、中视前卫
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人民日报社（人民
网、《环球人物》杂志社）、中国新闻社（中
国新闻网）、中国日报社（新媒体中心、
21 世纪报社）、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中国网、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北京
周报社、今日中国杂志社、北京煦方国际
数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济日报社、
工人日报社

省、 市、
区级等地
方传媒机
构

46

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国际传播中
心）、上海静安区融媒体中心、上海报业
集团（澎湃新闻、《上海日报》）、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广州日报社、羊城晚报
报业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周
末》、广东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广州
市广播电视台、今日广东国际传播中心、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HIMC）、四川国际传
播中心（SICC）、四川卫视、成都国际传
播中心、重庆国际传播中心、西安日报社、
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南京广播电视集团、浙江省国际传播
中心（ZICC）、印象浙江国际传播新媒体
平台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杭州国际传播
中心（HZICC）、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安
徽商报社）、湖南广播电视台、甘肃国际
传播中心、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
播中心、南宁市融媒体中心

平台机构 60
字节跳动、小红书、百度、阿里巴巴、爱
奇艺、腾讯、美团、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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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无关符号、格式噪音与重复

表述，并对其中涉及的英文术

语、专业软件名称及多语种能

力等关键信息进行标准化规范。

该过程有效提升了文本的规整

度与分析维度，为后续基于扎

根理论的逐级编码与关键词提

取奠定了基础。经过上述处理，

本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结构清

晰、表述统一的可编码语料库，

为能力要素的识别与模型构建

提供了纯净的文本基础。

（四）编码体系构建

为构建一个既根植于经验

数据又具备理论解释力的国际

传播人才能力分析框架，本研

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并借鉴

扎根理论的分级编码逻辑，对

预处理后的招聘文本进行系统

分析。整个编码过程严格遵循

“开放编码 - 轴心编码 - 选择

性编码”的三级分析路径，以

实现从经验材料到理论结构的

逐步抽象。

在开放编码阶段，研究对

“任职要求”字段进行逐条语

义拆解与概念标注，尽量避免

预设框架的干扰，从原始文本

中归纳出具体能力表述。经初

步 整 理， 共 提 取 出 682 条 初 始

能力词项，内容涵盖语言技能、

新闻业务、数字技术、跨文化

传播、职业素养等多方面，形

成基础能力语汇库。

在轴心编码阶段，研究围

绕概念间的语义关联与功能属

性，对开放编码所得词项进行持续比较、聚类与

整合，将分散的初始概念归纳为更具内在一致性

的中层范畴。通过反复迭代与理论饱和检验，最

终提炼出八个核心能力维度，包括多语种沟通表

达能力、跨文化经验与适应能力、新闻传播基础

业务能力、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全球议题认知能

力、职业韧性与协作执行力、政治与职业道德素

养以及海外社交媒体运营能力（表 2），上述维

表 2   国际新闻传播人才能力的轴心编码表

序号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1
多语种沟通

表达能力

优秀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英文采访和英文稿件撰写能力
翻译能力突出
口语流利、能够英文出镜
小语种运用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西班牙语／越南语／俄语／斯瓦
希里语／土耳其语／柬埔寨语／阿拉伯语／法语／马来语／希伯
来语／乌尔都语／德语／葡萄牙语／泰语／印尼语等）
大学英语六级 520 分／专八／雅思 6.5 分／ TOEFL 95 分以上

2
跨文化经验
与适应能力

具备国际视角，具有跨文化交流背景或对外传播经历
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强烈使命感
小语种专业者有当地留学经验、生活经验等
快速适应海外市场的工作节奏与文化差异

3
新闻传播基
础业务能力

新闻文字功底扎实，能独立撰写时事评论稿件
较强的新闻价值判断能力
组织内容策划能力
有国际传播理论基础和新闻敏感性
较强的信息整合与分析能力

4
数字技术
运用能力

视频剪辑（Premiere/Final Cut/DaVinc/ 剪映）
三维软件（Blender/Maya/C4D）
平面设计（PS/AI）
新媒体运营思维和短视频制作能力
视觉表达能力
专业摄影摄像技能或动画制作能力
具备大模型 Prompt 撰写经验，有算法策略经验加分
掌握 SQL、Python 等语言能力者加分
熟练使用社媒数据分析工具（如 Brandwatch，Meltwater，Meta 
Business Suite 等）

5
全球议题认

知能力

熟悉世界政治经济历史
对美洲各国国情有基本了解
扎实的国际关系 / 政治 / 外交学知识
对中国外交政策和立场有专业积累

6
职业韧性与
协作执行力

较强的项目执行能力
理解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抗压能力、时间管理能力
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
责任心与内驱力
非常规工作适应能力

7
政治与职业

道德素养

政治立场坚定
中共党员
遵纪守法
无不良记录
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强烈使命感

8
海外社交媒
体运营能力

海外社媒内容生产能力
海外社媒的内容策划、编辑、编译能力
海外社媒的运营经验
熟悉 KOL/MCN 市场情况
有海外 KOL 营销或撰写品牌活动营销策划方案经历
有国际传播案例与作品积累（优先海外社媒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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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构成了国际传播人才能力结构的经验基础。

在选择性编码阶段，本研究进一步对八个核

心能力维度进行整合与结构抽象，重点识别其在

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功能定位与层级关系。通过对

不同能力维度在招聘文本中的出现频率、语境位

置及功能指向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各类能力

要素在实际岗位要求中呈现出明显的层级分化：

部分能力作为进入行业的基础条件，提供基本支

撑；部分能力形成新闻传播实践的核心机制，直

接影响内容生产与传播质量；另有部分能力则主

要作用于数字化与全球传播场景中的平台运作与

战略拓展。基于此，本文从经验数据中归纳形成

“基础支撑层 - 专业核心层 - 战略应用层”的

三层能力结构模型（图 1）。

为确保编码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双

编码员独立编码方式，对随机抽取的 20% 样本

进行一致性检验。Cohen’s Kappa 系数为 0.82，

达到“高度一致”标准，表明编码体系具有良好

的信度基础。

四、研究发现

（一）国际新闻传播人才能力的多元复合

结构

基于对 168 个国际传播岗位的招聘文本的

系统编码分析，本研究萃取出一个包含八维度的

国际传播核心能力模

型（表 2）。数据显示，

行业人才需求已显著

超越传统新闻采编本

位的单一框架，呈现

出跨界融合、系统拓

展的特征，这一结构

性变迁，正是对当前

全球传播生态深度重

构的实证映射。

首 先， 在 能 力 构

成上，形成了“语言 -

专 业 - 技 术 - 运 营”

四位一体的能力复合

结 构。 其 中， 多 语 种

沟通表达能力、政治与职业道德素养、职业韧性

与协作执行力构成跨文化传播的基础支撑；而跨

文化经验与适应能力、全球议题认知能力、新闻

传播基础业务能力则体现了专业实践的核心要

求。

其次，在能力类型上，数字技术与运营能

力已从辅助技能升级为核心竞争力，推动行业逻

辑向平台化、智能化转型。这表明国际传播实践

正脱离传统的内容生产逻辑，转向以平台、数据

化与算法为核心的新型传播体系。数字技术运用

能力也由此成为从业者必备的核心能力。

此外，在能力属性上，政治素养、职业伦

理、抗压韧性与团队协作、执行落地等素养与能

力在招聘要求中占据显著权重，反映出国际传播

身处高度不确定与跨文化场域，对从业者的政治

定力、责任意识、心理素质与协同能力有着刚性

的要求。

综上所述，这些能力维度在实际岗位要求

中并非简单并列关系，而是在功能上呈现出功能

互补、层次分化的有机体系。这一结构性发现为

建构更为精细的国际传播能力图谱提供了经验依

据。

（二）国际传播人才能力模型构建

在解构能力维度结构的基础上，本研究进

一步厘清了各类能力要素之间的内在机理。研究

图 1   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全球化胜任力三层能力结构模型图

注：该模型完全基于对 168 份招聘文本的扎根编码建构，三层划分依据来自轴心编码维度的功能差
异分析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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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不同能力在国际传播实践场域中的功能

分野清晰，共同构成一个由基础支撑向专业核

心逐层递进，最终指向战略应用的三阶金字塔

结构（图 2）。该模型遵循实证归纳与理论整合

的双重构建路径，既扎根于招聘文本的实证数

据， 又 通 过 对 OECD 全 球 胜 任 力 框 架（2018）

等相关理论的批判性借鉴，实现了对能力要素

的系统化与层级化整合。

具体而言，国际传播人才能力体系可划分

为三个层级。基础支撑层能力是从业的前置条

件，普遍纳入岗位任职资格与基本要求，如多

语种沟通表达能力、政治与职业道德素养、职

业韧性与协作执行力，这些要素构成国际传播

实践的基底依托，为个体更高层次的能力发展

提供内在动力与基本保障。专业核心层能力直

接作用于新闻传播内容生产、分发与传

播的全过程，涵盖新闻传播基础业务能

力、跨文化经验与适应能力、全球议题

认知和阐释能力。该层级聚焦专业操作

与内容价值实现，决定国际传播工作的

专业特色；战略应用层能力集中出现在

平台运营、技术应用、市场拓展等战略

性岗位描述中，主要包括数字技术能力、

海外社交媒体运营与生态构建能力、跨

域传播项目管理能力，不仅反映当前媒

体生态的数字化与平台化趋势，也成为

区分传统新闻传播人才与新时代国际传

播人才的核心标识。

上述“三位一体”能力模型不仅系

统勾勒出国际传播人才能力的静态要素

结构，更揭示了其动态生成与演进逻辑。

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是以基础能

力建设为起点，锤炼专业核心能力，最

终在复杂的全球传播场域中激活和施展

战略应用能力。这一模型超越了传统的

能力要素罗列范式，既为诊断当前国际

传播人才能力短板提供分析工具，也为

面向“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的战略目标，开展人才评估、培养和梯

队建设，提供了一个兼具解释力与前瞻

性的理论框架。

（三）机构类型与能力需求的结构性差异

基于对三类媒体机构（中央级、省级地方级、

互联网平台机构）招聘文本的编码统计与比较

分析，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组织属性与国际传

播人才能力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不同机构

的战略定位、核心职能与传播场景，不仅框定

了差异化的用人逻辑，更深度形塑了人才能力

图谱的异质性结构。

1. 中央级媒体：政治传播职能凸显，强调

专业权威与跨文化叙事能力

从词频统计结果来看（表 3），中央级媒体

的能力需求展现出高度结构化与战略导向特征，

可概括为“政治传播职能强、业务标准高、语

言门槛严”。首先，在能力要求方面，高频词

图 2   数字时代国际传播人才能力进阶模型 

表 3   中央级新闻机构对国际传播人才
的招聘信息词频统计表（前 20）

序号 高频词 频次 序号 高频词 频次

1 新闻 69 11 条件 18

2 新媒体 36 12 技能 18

3 大学英语六级 33 13 政治 18

4 雅思 32 14 国际传播 17

5 策划 32 15 运用 16

6 托福 31 16 社交媒体 16

7 英语 29 17 文字 15

8 报道 28 18 英语专业四级 14

9 制作 21 19 运营 14

10 经验 21 20 中共党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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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闻”“新媒体”“报道”“策划”“制作”

等词集中出现，表明中央级媒体对人才的新闻

采编基本功、重大主题叙事能力及平台运营能

力要求严格。其职责核心是承担在国际舆论场

争夺主动权和话语权，因此，人才储备注重其

代表国家进行国际议题设置、重大事件解读与

国家形象构建的综合能力。其次，语言能力被

定位为关键战略资源。“大学英语六级”“雅

思”“托福”“英语专业四级”“英语专业八级”

等具体资格指标，其门槛明显高于其他机构类

型。这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熟练的语言转换能

力，更需能够运用外语进行复杂、权威的政策

阐释与立场表达，以直接参与全球话语竞争。

更为显著的是，对政治素养与意识形态把关能

力有明确要求。词频统计中出现“政治”“中

共党员”等词汇高频出现，分别为 18 次和 12 次，

这超越了普通的职业态度范畴，指向对人才理

论素养、意识形态敏锐性与复杂国际舆论场中

举旗定向与引导能力的内在要求。中央级媒体

的人才选拔机制深度嵌入国家战略传播与舆论

斗争场域，要求人才实现政治定力、专业能力

与传播效力的有机统一，从而确保对外传播与

国家叙事体系的高度一致。这一定位深刻反映

了中央级媒体在国家传播体系中的引领角色及

当前国际传播斗争的专业化、高端化趋势。

2. 地方级媒体：在地性传播与实务复合型

的能力需求

省级与地市级媒体的招聘呈现出明显的“全

能型、通用型、实务导向”的复合型倾向，要求

人才具备高度的任务弹性与场景适应性，以应

对资源相对有限、职能却更为综合的传播环境。

词频统计显示，“能力”“熟练”“较强”“良

好”等泛化评价词汇高频出现（表 4）。结合“沟

通”“策划”“熟悉媒体”“本科及以上学历”“经

历”等具体表述，共同勾勒出一幅全能型、通

用型的人才画像。这反映出地方媒体在选拔人

才时，首要关注的是应聘者胜任多任务、快节

奏、跨部门协作的综合执行与实务操作能力。

国际传播岗位通常并非独立设置，而是融合于

“外宣 + 外语采编 + 涉外事务报道”的混合角

色之中。因此，对语言能力的要求多表述为“英

语流利”“具备双语能力”等达标性门槛，侧

重于完成基础的外宣材料编译、外事活动报道

及在地国际化资讯整合等具体任务，而非中央

级媒体所强调的战略性国际表达能力与深度跨

文化叙事构建。地方媒体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需

求，核心要求是新闻采编通用技能与基础涉外

传播实务的结合。它强调人才在本地化语境中，

能够灵活切换角色，同时满足对内报道与对外

窗口职能，其能力结构是广度优先于深度、执

行优先于战略、适配优先于专精的，这深刻体

现了地方媒体在资源约束下追求运行效率与岗

位多功能性的组织逻辑。

3. 互联网平台机构：数据驱动与增长导向

的全球运营型能力范式

在国际传播人才的能力需求上，互联网平

台机构展现出与传统新闻机构迥异的“平台化”

与“增长型”逻辑。其能力结构以数据驱动、商

业导向、生态运营为核心，标志着对国际传播

人才的要求提升。词频分析中，“经验”“广告”“投

放”“数据分析”“市场”“分析”等词语高

度集中（表 5），清晰地揭示了岗位核心已从“内

容生产”转向“内容价值变现与用户全球增长”

的全链路运营。这意味着人才不仅须具备内容

创作能力，还必须具备通过数据洞察指导内容

表 4   省级、地市级媒体机构招聘信息
词频统计表（前 20）

序号 高频词 频次 序号 高频词 频次

1 能力 116 11 良好 20

2 英语 54 12 熟悉 20

3 经验 33 13
本科及以

上学历
20

4 熟练 32 14 经历 19

5 较强 30 15 沟通 18

6 新闻 29 16 优秀 17

7 国际传播 23 17 策划 17

8 精神 23 18 雅思 16

9 海外 22 19 掌握 16

10 媒体 21 20 良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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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优化投放效果、最终实现商业目标与市

场扩张的能力。与此同时，“海外”“留学经历”“文

化”等词语的高能见度，凸显了平台对跨文化

市场深度洞察与本土化运营能力的重视。与中

央级媒体对语言资质的形式化高标准不同，互

联网平台机构更强调语言作为工具的场景化应

用能力，即能否在真实的跨国商业与社交环境

中进行有效沟通、理解亚文化圈层并实现内容

的文化适配。这是服务于其精准开拓细分国际

市场、提升用户黏性与活跃度的根本目标。互

联网平台所构建的国际传播人才能力模型，是

“技术逻辑、市场逻辑与文化逻辑”的三维融

合。它要求人才深刻嵌入平台的算法分发与商

业生态，成为一名兼具内容感觉、数据分析能

力、跨文化敏感度、整合营销思维与流量变现

能力的全球运营者。这一范式与传统媒体以“专

业中心主义”和“政治话语构建”为核心的能

力路径形成了显著区别，反映了数智平台在全

球传播领域重新定义人才标准的现实影响力。

（四）不同机构类型能力需求的组间差异

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不同类型媒体机构在国际传

播人才能力需求上的结构性差异，本文在词频统

计基础上，采用卡方检验对三类机构（中央级媒体、

地方媒体、互联网平台机构）在八项能力维度上

的需求差异进行组间显著性分析（表 6）。结果

显示，除“跨文化经验与适应能力”外，其余

七项能力维度均达到统计显著水平（P ＜ 0.05），

说明不同机构在国际传播人才能力结构上的需

求存在明显分化。

具体而言，“新闻传播基础业务能力”与“多

语 种 沟 通 表 达 能 力” 的 差 异 最 为 显 著（c2 ＝

50.8225，P ＜ 0.001；c2 ＝ 41.4326，P ＜ 0.001）。

这表明传统新闻机构，尤其是中央级媒体，仍

高度重视新闻采编基本功、国际新闻写作以及

高水平外语能力，其核心逻辑仍建立在国家叙

事、国际议题设置与权威信息生产基础之上。

相比之下，互联网平台机构对传统新闻专业技

能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更倾向于内容运营、

平台增长与用户互动等能力导向。

与此同时，“海外社交媒体运营能力”“职

业韧性与协作执行力”“全球议题认知能力”

以及“政治与职业道德素质”也呈现显著差异。

其中，“海外社交媒体运营能力”差异尤为突

出（c2 ＝ 18.6729，P ＜ 0.001）， 反 映 出 互 联

网 平 台 机 构 对 TikTok、Instagram、X 等 海 外 社

表 5   互联网平台机构招聘信息
词频统计表（前 20）

序号 高频词 频次 序号 高频词 频词

1 经验 108 11 学习 18

2 海外 51 12 市场 18

3 广告 39 13 分析 18

4
本科及以上

学历
36 14

数据分
析

17

5 英语 32 15 理解 16

6 平台 25 16 创作 15

7 数据 23 17 社交 14

8 投放 23 18 互联网 14

9 留学经历 22 19 落地 14

10 文化 21 20 流利 12

表 6   不同机构类型国际传播人才能力
需求差异的组间显著性检验结果

能力维度 c2 P 值 是否显著

数字技术
运用能力

6.714 0.03484 显著（P ＜ 0.05）

海外社媒
运营能力

18.6729 0.00008815 极显著（P ＜ 0.001）

全球议题
认知能力

14.5325 0.0006987 极显著（P ＜ 0.001）

政治与职业
道德素养

16.1096 0.0003176 极显著（P ＜ 0.001）

职业韧性与
协作执行力

12.6929 0.001753 显著（P ＜ 0.01）

新闻传播基础
业务能力

50.8225 0 极显著（P ＜ 0.001）

跨文化经验与
适应能力

4.3231 0.1151 不显著（P ＞ 0.05）

多语种沟通
表达能力

41.4326 0 极显著（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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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平台运营经验的高度重视，说明国际传播的

人才标准正在由“新闻采编型”向“平台运营型”

加速转变。“全球议题认知能力”的显著差异（c2

＝ 14.5325，P ＜ 0.001） 则 表 明 中 央 级 媒 体 更

强调国际政治、外交战略与区域国别知识储备，

以适应国家级国际传播与舆论引导需求。

此外，“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在三类机构

间同样存在显著差异（c2 ＝ 6.714，P ＜ 0.05）。

这一结果说明，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算法

传播不断嵌入新闻生产流程，数字化工具使用、

数据分析以及智能内容生产能力已成为国际传

播人才的重要竞争要素。其中，互联网平台机构

对数字技术能力的强调程度明显高于传统媒体，

反映出平台化传播逻辑对人才能力结构的重塑。

值得注意的是，“跨文化经验与适应能力”

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c2 ＝ 4.3231，P ＝ 0.1151）。

这一结果意味着，无论是中央级媒体、地方媒

体还是互联网平台机构，均普遍将跨文化经验

与适应能力视为国际传播人才能力的基础性核

心素养。这说明跨文化能力已经不再是某一特

定机构的差异化要求，而是国际传播岗位的普

遍性能力前提。

总体而言，组间显著性检验结果进一步验

证了本文所构建的“基础支撑 - 专业核心 - 战

略应用”三层全球胜任力模型的现实适配性。

不同机构由于组织属性、传播目标与平台逻辑

存在差异，其能力需求呈现明显的结构分化趋

势：中央级媒体更强调政治传播与专业权威性，

地方媒体更强调综合执行与岗位适配能力，而

互联网平台机构则更加突出数字技术、平台运

营与全球用户增长能力。这也意味着，在人工

智能与平台化传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传

播人才培养正在从“新闻技能导向”逐步转向“跨

文化认知 - 平台运营 - 智能传播”融合的复合

型能力体系。

五、讨论：国际传播人才能力范式的结构重塑与

学理阐释

（一）供需错位：知识生产与传播生态演

进的内在矛盾

尽管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持续深化改

革、不断完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但从本

研究所揭示的能力需求结构来看，当前教育供

给侧与行业需求侧之间仍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错

位 [25]，其实质是一种认知差与能力差的叠加，

表现为供给端的知识体系、培养模式与能力构

架无法适配国际传播的数智化、专业化和区域

化的发展需求。

具体而言，供需的结构性错位体现在三个

层面：在知识结构层面，当前国际传播是政治、

经济、技术、文化交织的复杂场域，高校的原

点教育与媒体的落点培训都缺乏对国际关系、

区域国别、在线政治、跨文化认知、算法逻辑

等复合知识的系统性整合，导致知识供给不足。

在能力结构层面，供给侧培养重心停留在新闻

采写编评与影像制作的基础能力，而对数字技

术应用、平台运营能力及数据驱动传播等新兴

能力关注不足，难以有效回应平台化与算法驱

动的传播环境 [26]。在实践与价值层面，实习多

限于传统媒体模拟，难以嵌入实战的跨文化平

台博弈；价值引领多为悬空的理念，缺乏与真

实传播情境深度结合的实践路径 [27]。这揭示了

当前人才供给体系的“分解式”技能训练与行

业需求的“融合式”战略素养之间形成结构性

张力。

（二）基础支撑层：从工具素养到基础架

构的认知转变

作为模型根基的基础支撑层能力，呈现出

鲜明的互嵌性与战略价值。多语种沟通能力已

超越单纯的信息转换工具，而成为承载国家叙

事、进行政策阐释和跨文化说服的战略传播资

源。中央级媒体对雅思、托福、专八等语言资

质的高门槛要求（表 3），充分体现出国家语言

能力与国际传播能力双向赋能的内在逻辑。政

治与职业道德素养则构成了基础支撑层的核心

准入标准。招聘文本中“政治立场坚定”“中

共党员”等要求的频繁出现，体现出政治素养

不是软性要求，而是职业准入的基础条件与价

值根基。职业韧性与协作执行力是适配复杂涉

外传播场景的重要保障。抗压能力、时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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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解决问题等要求高频出现，体现了国际传

播场域的高度不确定性、多任务协同与分布式

协作特征，对从业者的身心素质与执行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

（三）专业核心层：从专业能力到精准传

播的系统整合

专业核心层体现了传播实务与全球认知的

深度融合。全球议题与区域国别认知能力是实

现“融进去”的基石和“精准传播”的战略需要，

要求从业者掌握特定区域的政治逻辑、社会结

构与文化心理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

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

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

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1]。跨文化经验与

适应能力的内涵正在克服文化障碍，嵌入在地

目标环境，成为进行文化转译、情感共鸣与叙

事调适的核心素养 [28]，实现从“懂语言”向“懂

文化、懂语境、懂受众”的能力跃升。新闻传

播基础业务能力在全球化语境下正经历场景化

功能重构。传统业务技能转向跨文化信息整合、

多维事实核查、数字叙事与文化转译等复杂任

务，标志着国际传播人才从单一专业技能训练，

转向全球化认知与行为模式的综合要求。

（四）战略应用层：平台与算法逻辑下的

能力结构重塑

研究发现，战略应用层能力集中体现了传

播生态变迁对人才要求的直接塑造。数字技术运

用能力、海外社交媒体运营能力在互联网平台

机构中的需求强度显著高于传统媒体，表明“平

台化”与“算法驱动”已成为国际传播的核心

基础支撑。招聘文本中对大模型提示词撰写、

数据分析、编程语言等要求，标志着数字能力

从辅助性技能变成决定传播效能的核心支撑能

力。海外社交媒体运营能力成为刚需，岗位需

求突破了单一写稿、发稿等基础任务，延伸覆

盖社群运营、KOL 管理、效果评估等全链路工作。

这意味着，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不再仅仅依赖内

容质量，更取决于如何通过平台规则让内容被

看到、被讨论、被分享。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类能力并非互联网

平台机构的差异化需求，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

体的招聘文本中也频繁出现“新媒体”“社交

媒体”“运营”等关键词，表明平台化与算法

化正在重塑整个国际传播行业的能力基准，标

志着行业能力结构的整体性调适。

（五）历时性演进：国家战略驱动下国际

传播能力范式的“三重跃迁”

本研究尝试将横截面数据（2024 年至 2025

年）置于历史发展脉络中审视，可以看到国际

传播人才能力范式与国家战略同频演进的三阶

段轨迹，整体呈现出从单一技能到全球胜任力

的结构性跃迁趋势。

第一，技能导向阶段（2000 年至 2010 年）：

服务“对外宣传”与“打破沉默”。早期的人才

需求高度集中于外语能力 [29] 与基础新闻业务 [30]，

其核心逻辑是“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解决

的是“发得出”和“听得懂”的基础问题。本

研究虽然将语言沟通能力定位于“基础支撑层”，

但中央级媒体对雅思 / 托福、专八等英语考试成

绩的硬性门槛要求，依然延续了这一阶段对语

言工具理性的重视。

第二，复合能力建设阶段（2011 年至 2020

年）： 对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聚焦国际

话语权争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大幅提升，

人才需求强调“全球视野”与“跨文化沟通”[31]。

本研究实证发现不同组织机构对“国际议题认

知能力”和“跨文化经验与适应能力”的高要求，

正是这一时期战略升级的直接体现。人才能力

核心诉求从翻译中国转向解读中国，阐释中国，

争夺国际话语主动权，增强国际影响力。

第三，数智生态战略阶段（2021 年至今）：

伴随着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深化与“文明互鉴”

使命的践行，国际传播能力的需求结构呈现出

显著的技术嵌入性与平台生态性 [32]。人才能力

范式正在向价值引领、全球认知、平台算法与

战略传播的能力谱系转型，其核心目标是超越

单一的内容供给，实现全球化传播中的有效触

达与深度说服。本研究模型中的“战略应用层”

所强调的能力体系，正是数智时代国际传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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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供需矛盾与调适的直接映照。

六、结语

本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传播语境下，

基于对三类媒体机构招聘信息的系统分析，建

构并阐释了由“基础支撑 - 专业核心 - 战略应用”

构成的国际传播人才全球胜任力模型。该模型

不仅揭示了国际传播人才能力结构的层级性与

复合化特征，更从实证维度映射出数字化与全

球化双重逻辑对人才素养的重构机制。本文的

创新点主要在于提出并验证了一种动态适配、

分层联动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框架。该框架在

理论上突破了传统以“采编技能”为核心的能

力观念，将政治素养、跨文化适应、数字技术、

平台运营等纳入系统分析；在方法上，实现了

扎根分析与内容分析的结合，使能力要素的提

取兼具经验可靠性与理论概括力；在实践上，

为差异化机构类型提供了可操作的能力参照系，

也为构建分层联动、生态协同的人才培养体系

提供了指引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基于招聘文本进

行内容分析，对国际传播人才能力需求的结构

构成与类型差异进行研究，其研究重点在于能

力要素的识别、分类与模型建构。尽管本文进

一步引入卡方检验，对不同机构类型之间的能

力需求差异进行了统计验证，但对于不同能力

维度在实际招聘与人才评价中的权重比例，尚

缺乏来自招聘管理者、业务负责人及一线从业

者的深度访谈或大规模标准化问卷支持。因此，

本文对于“哪些能力更重要”和“不同能力之

间的优先级结构”的讨论，仍主要建立在招聘

文本呈现与行业趋势分析基础之上。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

传播人才能力结构正在发生动态变化，部分标

准化、重复性技能可能逐渐被 AI 工具替代，而

跨文化适应能力、全球议题认知能力、平台生

态运营等高阶能力的重要性则持续提升。未来

研究可进一步结合深度访谈、人才测评与问卷

调查等方法，对不同机构类型的人才能力权重

结构进行更加精细化的量化研究，从而进一步

提升国际传播人才全球胜任力模型的解释力与

实践适配性。

（责任编辑：徐秋染  实习编辑：王亚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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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Job Postings from 45 Media and Platform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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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s is both a national 
strategic priority and an imperative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competence, 
this study employs content analysis to examine 168 recruitment posi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cross 
45 Chinese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digital platform compani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findings, it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s the market's core requirements regarding the knowledge, competencies, an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expected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s. Building up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develops an 
innovative competency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s to explain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competencies required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intelligent,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thereby depicting a comprehensive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s. Furthermore, the study proposes targeted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alent cultiv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by aligning educational practices with evolving industry demands. It seeks to transform dynamic demand-
side changes into concrete pathways for supply-side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thereby providing both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addressing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what kind of professionals should be 
cultivated and how they should be tr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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